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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韩国研究丛书”总序



	我对韩国研究的学术兴趣，是从数年之前开始萌生的。2019年11月初的一天，我有点意外地飞到了那里，去接受“坡州图书奖”的“特别奖”，也当场发表了自己的获奖词，这就是那篇《坚守坐拥的书城》，后来也成了我一本文集的标题。而组织者又于颁奖的次日，特地为我个人安排了观光，让我有机会参观了首尔，观摩了市中心的巨大书店，观摩了韩国的历史博物馆，也观摩了光化门和青瓦台。我还在那尊“大将军雕像”下边——后文中还会提起这位将军——抖擞起精神留了一个影，而此后自己的微信头像，都一直采用着这幅照片。

	当然，只这么“走马观花”了一遭，肯定还留有很多“看不懂”的。不过，既然生性就是要“做学问”的，或者说，生性就是既爱“学”又好“问”，从此就在心头记挂着这些问题，甚至于，即使不能马上都给弄明白，或者说，正因为不能一下子都弄明白，反而就更时不时地加以琢磨，还越琢磨就越觉出它们的重要——比如，简直用不着让头脑高速运转，甚至于闭着眼睛也能想到，它向自己提出了下述各组问题：

	·韩国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哪些影响，这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起到过什么作用？而它又是如何在这样的路径依赖下，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现代化转型？

	·作为曾经的殖民地，韩国又受到了日本的哪些影响？而它又是如何保持了强烈的民族认同，并没有被外来的奴化教育所同化？

	·尤其到了二战及其后，韩国又受到了美国的哪些影响？而它又是如何既高涨着民间的反美情绪，又半推半就地加入了“美日韩”的同盟？

	·韩国这个曾经的“儒家文化圈”的成员，何以会在“西风东渐”的过程中，较深地接受来自西方的传教运动？与此同时，它的反天主教运动又是如何发展的？

	·韩国在周边列强的挤压下，是如何曲折地谋求着生存与发展的？而支撑这一点的民族主义思潮，又显现了哪些正面和负面的效应？

	·韩国在如此密集的外部压强下，是如何造成了文化上的“多元”？而这样的文化是仍然不失自家的特色，还是只表现为芜杂而断裂的拼贴？

	·韩国社会从“欠发达”一步跃上了“已发达”，是如何谋求“一步登天”的高速起飞的？而这样的发展路径又有哪些可资借鉴之处？

	·由此所造成的所谓“压缩性”的现代化，会给韩国的国民心理带来怎样的冲击？而这种冲击反映到社会思想的层面，又会造成什么样的特点或烙印？

	·韩国在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方面，都有什么独特的经验与特长？而它在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方面，又分别显示了哪些成就与缺失？

	·在这种几乎是膨胀式的发展中，韩国的社会怎样给与相应的支撑？比如它如何应对工具理性的膨胀，如何应对急剧扩张的物质欲望？

	·传统与现代的不同文化因子，在韩国社会是如何寻求平衡的？而个人与现代之间的微妙关系，在那里能不能得到有效的调节？

	·家庭文化在韩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哪些正面和负面的作用？而父权主义和女权主义，又分别在那里有怎样的分裂表达？

	·政党轮替在韩国社会是怎样进行的，何以每逢下台总要面临严酷的清算？而新闻媒体在如此对立的党争之下，又如何发挥言论自由的监督作用？

	·这样的发展模式会不会必然招致财阀的影响？而在财富如此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劳资之间的关系又会出现什么样的特点？

	·韩国的利益分配是基于怎样的体制？能否在“平等与效率”之间谋求起码的平衡，而它的社会运动又是否足以表达基本的民意？

	·韩国的西洋古典音乐是否确实发达，何以会产生那么多世界级的名家？而它的电影工业又是如何开展的，以什么成就了在世界上的一席之地？

	·韩国的产品设计是如何进行的，为什么一时间会形成风靡的“韩流”？而它的整容产业又何以如此发达，以致专门吸引出了周边的“整容之旅”？

	·韩国的足球何以会造成别国的“恐韩症”？而韩国的围棋又何以与中日鼎足为三，它们在竞技上表现出的这种拼搏的狠劲和迅捷的读图能力，有没有体质人类学上的根据？

	·韩国是否同样极度注重子女的教育，从而向现代化的高速起飞，源源地提供了优质的劳动力？而它的教育体制为了这个目的，又是如何对资源进行疏导和调配的？

	·韩国如何看待由此造成的升学压力？而它眼下举世最低的人口出生率，跟这方面的“内卷”有没有直接关联？

	·韩国如何应对严峻的老龄化问题，又如何应对日益紧迫的生态压力？而由此它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面，遭遇到了怎样的挑战与障碍？

	·作为一个过去的殖民地，韩国如何在当今的世界上定位自己？而作为一个已然“发达”的国家，即使它并未主动去“脱亚入欧”，是否还自认为属于一个“亚洲国家”？

	·置身于那道“三八线”的南侧，国民心理是否会在压力下变形？而置身于东亚的“火药桶”正中，国家是否还能真正享有充分的主权？

	·最后的和最为重要的是，韩国对于它周边的那些个社会，尤其是对于日益强大的中国，到底会持有怎样的看法、采取怎样的姿态？

	一方面自不待言，这仍然只是相当初步的印象，而要是再使劲地揉揉眼睛，肯定还会发现更多的、隐藏更深的问题。可另一方面也不待言，即使只是关注到了上述的问题，也不是仅仅用传统的治学方面，就足以进行描述与整理、框定与解释的了。——比如，如果只盯住以往的汉文文献，就注定会把对于韩国的研究，只简单当成了“传统汉学”的一支，而满足于像“韩国儒学史”“域外汉学”那样的题目。再比如，如果只利用惯常的传统学科，那么在各自画地为牢的情况下，就简直不知要调动哪些和多少学科，才足以把握与状摹、研究与处理这些林林总总的问题了。

	所幸的是，我们如今又有了一种新的科目——“地区研究”，而且它眼下还正在风行于全国。这样一来，在我们用来治学的武器库中，也就增添了一种可以照顾总体的方法，或者说，正因为它本无故步自封的家法，就反而能较为自如地随意借用，无论是去借助于传统的人文学科，还是去借助于现代的社会科学，更不要说，它还可以在“人文”与“社科”之间，去自觉地鼓励两翼互动与齐飞，以追求各学科之间的互渗与支撑，从而在整体上达到交融的效果——正如我已经在各种总序中写过的：

	绝处逢生的是，由于一直都在提倡学术通识、科际整合，所以我写到这里反而要进一步指出，这种可以把“十八般武艺”信手拈来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治学方式，不仅算不得“地区研究”的什么短处，倒正是这种治学活动的妙处所在。事实上，在画地为牢、故步自封的当今学府里，就算是拥有了哈佛这样的宏大规模和雄厚师资，也很少能再在“地区研究”之外找到这样的中心，尽管它在一方面，由于要聚焦在某个特定的“领域”，也可以说是有其自身的限制，但在另一方面，却又为来自各个不同系科的、分别学有专攻的教授们，提供了一个既相互交流、又彼此启发的“俱乐部”。——正因为看到了它对“学科交叉”的这种促进，并高度看重由此带来的丰硕成果，我才会在以往撰写的总序中指出：“也正是在这样的理解中，‘地区研究’既将会属于人文学科，也将会属于社会科学，却还可能更溢出了上述学科，此正乃这种研究方法的‘题中应有之意’。”

	（刘东：《地区理论与实践》总序）

	正是本着这样的学科意识，我才动议把创办中的这套丛书，再次落实到江苏人民出版社这边来——这当然是因为，长达三十多年的紧密合作，已经在彼此间建立了高度的信任，并由此带来了融洽顺手的工作关系。而进一步说，这更其是因为，只有把这套“西方韩国研究丛书”，合并到原本已由那边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西方日本研究丛书”中，才可能进而反映出海外“东亚研究”的全貌，从而让我们对那一整块的知识领地，获得高屋建瓴的，既见树木、也见森林的总体了解。

	当然，如果严格地计较起来，那么不光是所谓“东亚”，乃至“东北亚”的概念，就连所谓“欧亚大陆”或者“亚欧大陆”的概念，都还是值得商榷的不可靠提法。因为在一方面，中国并非只位于“亚洲”的东部或东北部，而在另一方面，“欧洲”和“亚洲”原本也并无自然的界线，而“欧洲”的幅员要是相比起“亚洲”来，倒更像印度那样的“次大陆”或者“半岛”。可即使如此，只要能警惕其中的西方偏见与误导，那么，姑且接受这种并不可靠的分类，也暂时还能算得上一种权宜之计——毕竟长期以来，有关中国、日本、韩国的具体研究成果，在那边都是要被归类于“东亚研究”的。

	无论如何，从长期的历史进程来看，中国跟日本、韩国这样的近邻，早已是命运密切相关的了。即使是相对较小的朝鲜半岛，也时常会对我们这个“泱泱大国”，产生出始料未及的、具有转折性的重大影响。正因为这样，如果不是只去关注我们的“内史”，而能左右环顾、兼听则明地，充分利用那两个邻国的“外史”，来同传统的中文史籍进行对照，就有可能在参差错落的对映中，看出某些前所未知的裂缝和出乎意料的奥秘。陈寅恪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下篇，即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中，就曾经发人省醒地演示过这种很有前途的路数，尽管当时所能读到的外部材料，还无法在这方面给与更多的支持。而美国汉学家石康（Kenneth M. Swope），最近又写出了一本《龙头蛇尾：明代中国与第一次东亚战争，1592—1598》，也同样演示了这种富含启发的路数。具体而言，他是拿中国所称的“万历朝鲜战争”，和朝鲜所称的“壬辰倭乱”——前述那尊李舜臣的“大将军雕像”，在那边正是为了纪念这次战争——对比了日本所称的“文禄庆长之役”，从而大量利用了来自中文的历史记载，并且重新解释了日本的那次侵朝战争，由此便挑战了西方学界在这方面的“日本中心观”，也即只是片面地以日文材料作为史料基础，并且只是以丰臣秀吉作为叙事的主角。

	更不要说，再从现实的地缘格局来看，在日益变得一体化的“地球村”中，这些近邻跟我们的空间距离，肯定又是越来越紧凑、挤压了。事实上，正是从东亚地区的“雁阵起飞”中，我们反而可以历历在目地看到，无论是日本，还是“四小龙”与“四小虎”，它们在不同阶段的次第起飞、乃至于中国大陆的最终起飞，在文化心理方面都有着同构关系。正如我在一篇旧作中指出的：

	从传统资源的角度看，东亚几小龙的成功经验的确证明；尽管一个完整的儒教社会并不存在“合理性资本主义”的原生机制，但一个破碎的儒教社会却对之有着极强的再生机制和复制功能。在这方面，我们的确应该感谢东亚几小龙的示范。因为若不是它们板上钉钉地对韦伯有关中国宗教的研究结论进行了部分证伪，缺乏实验室的社会科学家们就有可能老把中国现代化的长期停滞归咎于传统。而实际上，无论从终极价值层面上作何判定，中国人因为无神论发达而导致的特有的贵生倾向以及相应的伦理原则，作为一种文化心理势能却极易被导入资本主义的河床。不仅东亚的情况是这样，东南亚的情况也同样证明，华人总是比当地人更容易发财致富。

	（刘东：《中国能否走通“东亚道路”》）

	——而由此便可想而知，这种在地缘上的紧邻关系和文化上的同构关系，所蕴藏的意义又远不止于“起飞阶段”；恰恰相反，在今后的历史发展中，不管从哪一个侧面或要素去观察，无论是基于亚洲与欧洲、东亚与西方的视角，还是基于传统与现代、承认与认同的视角，这些社会都还将继续显出“异中之同”来。

	有意思的是，正当我撰写此篇序文之际，杭州也正在紧锣密鼓地举办着延期已久的亚运会；而且，还根本就用不着多看，最终会高居奖牌“前三甲”的，也准保是东亚的“中日韩”，要不就是“中韩日”。——即使这种通过竞技体育的争夺，顶多只是国力之间的模拟比拼，还是让我记起了往昔的文字：

	我经常这样来发出畅想：一方面，由于西方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剧烈冲击，也许在当今的世界上，再没有哪一个区域，能比我们东亚更像个巨大的火药桶了；然而另一方面，又因为长期同被儒家文化所化育熏陶，在当今的世界上，你也找不出另一方热土，能如这块土地那样高速地崛起，就像改变着整个地貌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一样——能和中日韩三国比试权重的另一个角落，究竟在地球的什么地方呢？只怕就连曾经长期引领世界潮流的英法德，都要让我们一马了！由此可知，我们脚下原是一个极有前途的人类文化圈，只要圈中的所有灵长类动物，都能有足够的智慧和雅量，来处理和弥合在后发现代化进程中曾经难免出现的应力与裂痕。

	（刘东：《“西方日本研究丛书”总序》）

	那么，自己眼下又接着做出的，这一丁点微不足道的努力，能否算是一种真正的现实贡献呢？或者说，它能否在加强彼此认知的情况下，去增进在“中日韩”之间的相互了解，从而控制住积聚于“东亚”的危险能量，使之能不以悲剧性的结局而收场，反而成为文明上升的新的“铁三角”？我个人对此实在已不敢奢想了。而唯一敢于念及和能够坚守住的，仍然只在于自己的内心与本心，在于它那种永无止境的“求知”冲动，就像我前不久就此坦承过的：

	真正最为要紧的还在于，不管怎么千头万绪、不可开交，预装在自家寸心中的那个初衷，仍是须臾都不曾被放下过，也从来都不曾被打乱过，那就是一定要“知道”、继续要“知道”、永远要“知道”、至死不渝地要“知道”！

	（刘东：《无宗教而有快乐·自序》）

	所以，不要去听从“便知道了又如何”的悲观嘲讽，也不要去理睬“不务正业”或“务广而荒”的刻板批评。实际上，孔子所以会对弟子们讲出“君子不器”来，原本也有个不言自明的对比前提，那就是社会上已然是“小人皆器”。既然这样，就还是继续去“升天入地”地追问吧，连“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宽解都不必了——毕竟说到最后，也只有这种尽情尽兴的追问本身，才能让我们保持人类的起码天性，也才有望再培养出经天纬地、顶天立地的通才。

	刘东

	2023年10月1日

	于余杭绝尘斋








前言



	联合国最近将人口老龄化描述为“21世纪最重大的趋势之一”（联合国［United Nations］，2012：3）。由于极低的生育率和较长的寿命，东亚国家将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较大。

	从有偿工作中退休与人口老龄化密切相关。对韩国退休模式的研究是令人着迷而且必要的，它的迷人之处在于：在40年的时间里，韩国已经从一个肮脏、贫穷、饱受战争蹂躏的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经济强国；三星、LG、现代等韩国企业是全球性的强大企业；韩国科学家和专家在世界各地都很受欢迎；最近，被称为“韩流”的韩国文化出口为韩国企业家和企业打开了新的市场。这项研究的重要性在于：韩国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通过它，我们得以一窥中国等其他国家的未来。

	韩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大多数有酬劳动者在年纪尚轻时即面临合同退休（通常是非自愿的），然后开始第二职业生涯，要么自主创业，要么做合同工。仅仅因为年龄而不是工作效率而被迫在55岁或更早退休，尤其是白领工人如此，这可能会让西方国家的读者感到吃惊。然而，对于韩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许多人来说，这就是现实。

	这本书让读者了解强迫退休的影响，以及随着人口迅速老龄化和女性劳动力的增加，现有退休安排的弊端如何变得越来越突出。本书各个章节有助于我们从决策者、雇主、家庭和个体工人（无论男女老少）的视角来理解当前的政策。

	本书作者来自不同学科背景，他们一致认为当前做法必须进行改革，应该允许工人继续从事他们的主要工作，直到年龄更大一些的时候再退休。事实上，韩国的政界人士似乎也在倾听各方的声音。然而，提议的改革举措很可能是渐进式的、有争议的，而且可能不足以应对迫在眉睫的人口、社会和经济压力。

	为本书供稿的专家们借鉴其他国家以及韩国国内的经验，在书中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强迫工人在预定年龄退休是一项糟糕的公共政策，缺乏经济效率。这一观点与韩国许多雇主、工会和政府官员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认为，为了维持韩国非凡的经济发展，强制退休政策必须基本保持不变。

	这是首本涉此话题的书，鉴于目前在韩国和其他国家有很多关于退休和养老金的讨论，所以本书具有特别意义。当然，正如本书所充分证明的那样，这些争论不仅涉及退休问题，还包括福利国家的作用、代际公平、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人权的作用等更大的问题。

	撰写本书各个章节的专家们和我诚挚地希望本书能有助于韩国及其他地区制定更有效的退休政策和安排。

	崔荣起（Young Ki Choi）

	韩国劳动研究院前院长

	韩国首尔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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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韩国退休问题导论


柳根夏为《韩国先驱报》（The Korea Herald）首席社论作者，获萨塞克斯大学技术变革的社会影响研究方向硕士学位。
	托马斯·R. 克拉森，柳根夏（Kun-ha Yu）
	 [image: 柳根夏为《韩国先驱报》（The Korea Herald）首席社论作者，获萨塞克斯大学技术变革的社会影响研究方向硕士学位。]


引言



	退休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制度，在个人的生命周期中，它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影响到职场、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当很多个体在较短的时期内退休，抑或劳动力市场上或公共政策上有重大变化时——正如老龄化社会所发生的那样——退休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Yang and Klassen 2010）。

	在工业化国家中，退休政策和相关的退休金方案差异很大（Lynch 2006：15-43）。如图1.1所示，每个国家都有一套独特的相关制度方案和政策，尤其是在退休年龄问题上（Cooke 2006；Fornero and Sestito 2005；Kim 2009）。然而，总体来说，延长工作年限在很多发达国家都是政府的政策目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简称经合组织］，2006；Taylor 2004）。延迟退休年龄对于应对人口老龄化、寿命延长、低生育率及政府为退休人员提供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障不足等问题，非常必要。

	多数西方国家致力于延迟退休，而韩国的决策者、雇主和劳动者们却面临着非常矛盾的状况：劳动者工作年限更长，却需要提前退休。因此，韩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必须对劳动力市场政策进行根本性调整，以应对人口老龄化。
原书出版于2014年。——译者注
	在韩国以及一些东亚国家，如日本，退休政策和模式与绝大多数其他经合组织国家大为不同。在韩国，虽然往往是不情愿而为之，但对很多劳动者来说，他们需要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好，年轻时即从自己的主业上退休，继而再开启第二个职业，自己创业或给人打工——这是韩国退休政策和模式最显著的特点。几乎所有雇佣合同和工会合同中都会约定退休年龄，退休年龄因职业不同而不同：大学教授65岁，教师62岁，公务员60岁，公共领域的工作者退休年龄更低一些，金融服务领域58岁，制造业的从业者退休时间更早。
	 [image: 原书出版于2014年。——译者注]

	在一些领域和公司，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劳动者习惯性地被迫在合同约定退休年龄之前数年就退休，在金融服务领域，从业者50出头就退休是很普遍的现象。这是通过“荣誉退休”和“提前退休”，或者把劳动者转岗到不喜欢的工作岗位上，达到使其退休的目的。鉴于寿命延长而退休金又微薄的现状，劳动者在达到雇佣合同约定的强制退休年龄之后，不得不继续打工以避免陷入贫困（Yang 2011）。大多数50多岁就退休的人在服务业找到一些不稳定、工资又低的工作，或者自己创业。很多人会利用退休金和银行贷款来开小零售商店或经营自己的饭馆或咖啡店，这样的企业入行门槛低，但是破产率高、回报低、工作时间长。就像本书第九章所述，有一些被迫退休的韩国劳动者在其他国家，例如美国或者加拿大，来开始自己的第二职业。

	[image: ]

	由于过早退休且需要以更低的工资来再就业，韩国人的工作年限是经合组织国家中最长的，平均有效退休年龄略高于70岁，老年劳动者的劳动市场参与率在过去50多年中一直居高不下。在2005年，65到69岁的老年男性就业率达到50%，70岁以上的男性就业率达到34%（韩国国家统计局［Korea 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2010）。如第三章中所回顾的那样，工作年限长，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法定退休年龄后的退休金收入过低。据报道，在2010年，55岁及以上的韩国人中不到一半（46%）领取到了退休金，而在那些能领取到退休金的人中，85%的人每个月领取到的钱不到500000韩元（韩国国家统计局，2010）。

	在韩国，虽然合同强制退休是普遍的，但是劳动者不一定接受。实际上，相对年轻的退休年龄、退休的非自愿性和对年龄的歧视，导致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较低，尤其是和西方国家劳动者的生活体验相比（Shin 2007；Yang 2012）。

	过去10年中，在韩国和它的一些邻国，尤其是日本，支持合同强制性提前退休政策的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人口发展的大趋势，如快速老龄化、寿命增长、持续性的低生育率，对劳动力市场正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同时，对经济出口竞争力至关重要的工业领域，正经历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从雇主的层面来说，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正在发生改变，他们仿效西方公司的做法，对基于个人绩效的制度越发重视（Kim and Briscoe 1997；Lee and Lee 2003）。工会逐渐开始把合同强制退休年龄这件事视为很多劳动者的关切（韩国国际劳动基金会［Korea International Labour Foundation］，2010a；2010b）。女性劳动力参与度的提高以及其他一些因素，使得韩国职场中对个人权益的认可度提高，尤其是在性别问题上（Cho et al. 2010）。国家政策已经把国民年金计划的领取资格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这进一步拉大了合同强制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资格年龄在时间上的差距。

	本书的目标是研究过早退休和已经进行的或提议的相关政策改革的启示，以便使劳动者能够继续工作而不必过早退休。分析主要关注该改革的制度约束，以及强迫退休对个体的影响。鉴于对本话题的研究尚属首次，本书将采用多学科比较的方法，各个章节的作者包括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法律学者和政治科学家。本书的作者们希望能够为研究者、决策者和其他人提供关于本话题的政治、社会、法律和经济启示。鉴于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在快速老龄化背景下对退休政策的讨论，本书的编写恰逢其时。本章是对韩国法定退休问题进行相关讨论的绪论，也是本书其他章节的一个导论。


强制退休之争



	在持续存在固定退休年龄的国家，关于强制退休的公共政策讨论多围绕“禁止合同强制退休对劳动力市场表现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展开。无论在韩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关于退休的讨论，其核心问题涉及四个关系：第一，年轻人失业和年长工人延长就业时间之间的关系；第二，年龄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第三，年龄和补偿之间的关系；第四，个人利益和社会关切之间的关系。在韩国，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关于这四方面关系的讨论在过去几年中越来越热烈并广受关注。本书所有章节实际上都和这四个方面相关。

	在韩国，公共政策方面近些年才开始持续关注退休问题。中老年工人的劳动力市场参与问题在2006年才得到一致关注，劳动力市场三方约定要提高这些工人的市场参与率。此前，劳动力市场政策主要关注的是经济危机、劳动关系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举措（Yang 2010）。然而，劳动者个人和他们的家庭几十年来对提前退休都怀有疑虑，这促使一些民众移民到其他国家，该问题将在第九章进行说明。

	关于失业年轻人和年长工人的问题，经济和公共政策领域的相关文献都充分认可了以下观点，即禁止强制退休总体来说并不会减少年轻人的就业机会。而固定劳动总量谬误则持对立观点：经济中的工作数量是固定的。可能该论点从常识的角度看有一定道理，但是，限制一些工人的就业机会，比如年长者或女性，将会导致总体经济活力的下降和经济中工作总量的减少。

	经合组织（2006：13）声明：“摈弃那些荒诞的说法非常重要，比如‘减少年长者的工作，会给年轻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这种言论虽未经证实，但非常顽固。”经合组织（2011）最近的分析表明：年轻人和年长者的就业率在统计学意义上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一方增长，另一方也会增长。因此，经合组织（2011：76）得出结论：“‘公共政策可以在不同年龄段的工人之间重新调整固定数量的工作机会’的想法根本上是错误的。”

	然而，在韩国，有一种广为接受甚至极其普遍的看法：禁止合同强制退休，甚或延迟退休年龄，将会导致年轻人失业。下一章将说明，考虑到人口发展趋势，即使这种看法正确，在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前提下，强制退休也不会提高年轻人的就业率。第四章将探索这种预设如何影响司法决策，其他章节将说明这种看法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年龄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话题，对任何劳动群体来说，都没有证据表明某个具体的年龄标志着工作能力开始下降。迄今为止的大量研究表明，具体的个人、职业、经济领域和工作场所都有独特的特征能够顺应更年长的工作者，必须对这一点进行检验和考虑。

	1983年有研究就工作表现和老龄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里程碑式的回顾，并得出了不确定的结果。研究表明：关于该问题不能得出概括性的结论，但研究发现年长的劳动者在那些需要强体力劳动的工作中会有困难，而这样的工作比较少，并且在逐渐消失（Doering et al. 1983）。关于年龄与工作表现的元分析——对很多先前研究的发现进行总结的研究，发现二者之间的平均相关关系接近于0（Martocchio 1989；McEvoy and Cascio 1989）。对先前研究的一项回顾性研究表明，“关于年龄和表现之间关系的最佳结论是二者的关系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Farr et al. 1998：149）。

	如果取消强制退休或者延迟退休年龄，那么通常是那些最奋发、高效的劳动者会选择工作更久，这本身就确保了即使年长的劳动者继续工作到较大的年纪，劳动率也不会降低。尽管如此，韩国拒绝接受科学研究发现和别国经验。雇主、工会、决策者继续认为年长的劳动者和年轻的劳动者相比效率更低，尽管国家经济在快速地从制造业经济转型为服务业经济。

	年龄和劳动者报酬之间的关系在公共政策领域是最有争议的问题。韩国雇主认为年长的劳动者得到的报酬远大于他们当前对公司的价值。该观点来源于一项经济分析，该分析提出，劳动者，尤其是在实行资历工资制度职业领域的劳动者，在年轻时和职业初期报酬过低，而在他们职业生涯的后期，其所得却大于他们的经济贡献（Lazear 1979）。然而，关于延期薪酬的观点要想站得住脚，那么必须所有的劳动者在年轻的时候得到雇佣，只在头几年接受培训，在职业生涯中持续以和受雇开始时同样的方式和技术工作，就业合同和劳工合同保持不变，劳动效率始终如一。此外，雇主不能以任何方式解雇雇员，只能等他们达到合同约定的强制退休年龄（Kesselman 2005）。

	虽然韩国雇主认为年长劳动者的报酬相对于他们的劳动效率而言过高，但实证证据说明情况未必如此。即使如此，除了强制退休，实际上还有别的选择来应对这个问题，比如额外培训、退休奖励、工资补助、工资重议、最高工资计划、基于工作表现的补偿方案等等。

	雇主认为资历工资制度是延迟合同约定的强制退休年龄的主要障碍。资历工资制度给所有同年入职的雇员——他们通常同龄——每年相同的工资涨幅。同一批人也会集体得到升职，尤其是因为劳动者不愿在比自己年轻的人手下工作。雇主认为年长劳动者的工资大于他们对公司的贡献，强制退休是应对此问题的唯一方法。

	然而，“荣誉退休”这种惯例使得雇主可以在任何年龄解雇表现不佳的劳动者，通常雇员在提前退休的时候会获得一次性支付的工资，其数额为年工资的一到二倍（Yu and Park 2006）。因此，雇主必须等雇员达到合同约定退休年龄这种理念是不完全准确的。当然，“荣誉退休”也被用作一种手段来终结年长劳动者的劳动关系，雇主也会在有限范围内使用这种手段，用来解雇那些长期表现不佳的雇员，以示对资历工资的尊重。

	团队的和谐（韩语中称之为“人和”）和团队合作是韩国职场的核心特征（Kim and Briscoe 1997）。根据很多雇主和工会的观点，这些特征的基础是资历工资制度。然而，没有合同强制退休就无法保持团队和谐和合作这种观点毫无道理。实际上，最近有调查研究发现，多数韩国劳动者（59%）愿意接受降薪，以便在达到退休年龄后获得工作机会（太平洋桥梁公司［Pacific Bridge Incorporated］，2011）。那些人中，有55%表达了愿意延长工作4—5年的愿望，而其中37%的人愿意接受多达20%的降薪（太平洋桥梁公司，2011）。

	2010年，作为韩国两家最大劳工联盟之一的韩国总工会（Federation of Korean Trade Union）建议延长合同约定退休年龄到60岁。韩国总工会此建议的依据是可以通过延迟退休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为年长的劳动者提供经济保障（韩国国际劳工组织［Korea International Labour Foundation］，2010a；2010b）。2012年，韩国总工会再次呼吁，从短期来说，把60岁作为法定退休年龄，并建议从中长期来说，取消强制退休（Jung 2012）。

	职工工会表达出不愿改变退休现状的意愿，因为他们身处代际矛盾的中心。更年轻的工会会员一般支持强制退休，认为这样可以为他们在公司中的发展创造机会。年长的劳动者，正如上文所讨论的那样，希望合同强制退休能够被废除，或者至少延迟退休年龄。正如一位工会官员所说的那样：“老人和年轻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代表着一种特殊的挑战。”（个人访谈，首尔，2011年7月13日）实际上，学术研究“表明工会可能在默许”强制退休的惯例（Cho and Kim 2005：298）。

	然而，雇主坚决反对通过法律来延迟退休年龄。韩国经营者协会的立场是延退会产生大量年长而低效的劳动者，在退休前都无法解雇他们（Lee 2012）。雇主们提议“他们应该能够在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上用更高效、自主的方式来管理劳动者”（Lee 2012：23）。

	截至目前，政府一直不情愿而且也不能改革退休年龄立法。在2012年4月提出的最近的方针是允许50岁及以上的雇员申请缩短工作时间，目标是提供一种渐进退休的制度（韩国国际劳工组织，2012）。然而，鉴于很多劳动者不愿意离职，他们似乎不可能接受该提议，并且这么做必须得到雇主允许。

	同年同月提出的另一个从长远变化来说更重要的提案是在立法和政策中改变措辞。目前，在多数立法中，“老年人”（elderly）指的是55岁及以上的人，而那些50—54岁的人被称为“半老年人”（semi-elderly）。提案建议把50—65岁的人统称为“高龄者”（aged）。此外，那些65岁及以上的人即使正在工作或者愿意工作，也要称他们为“高龄者”，而不是“老年人”（韩国国际劳工组织，2012）。

	劳动者个人，尤其那些年长的劳动者，不愿挑战职场现有管理体制，害怕被人批评自私。正如金融服务业一家大公司的经理所言，“我公司的多数同事想工作更久（到55岁以后），但是他们不能说出自己的心声”（个人访谈，首尔，2007年4月2日）。而因为立法和法庭裁决中宣称强制退休为合法，劳动者个体或者群体对于寻求变革的非正式但非常有力的保留意见得到加强，该问题将在第四章进行讨论。

	最后，个人权益和社会关切之间的关系对于韩国强制退休问题的讨论非常关键，而且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尽管在过去几十年中，社会和劳动力市场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以强制退休形式存在的年龄歧视却仍然存在。在韩国，没有法律禁止设定退休年龄，退休也不被看作年龄歧视（Shim 2010）。韩国是经合组织国家中唯一没有对法定退休最低年龄作出立法约定的国家，这让雇主可以随心所欲设定退休年龄，没有下限。

	基于年龄的差别对待深植于韩国职场，尤其是在涉及解雇或退休问题时（Chang 2003）。例如，一些韩国法律把55岁以上的人归类为“高龄者”，而50—54岁的称为“准高龄者”，然而，事实是这些年龄段的人总体来说还和更年轻的人一样健康（Hong and Lee 2011）。国家统计局和其他部门把“老年”定义为55岁及以上，因此，在韩国，就像在其他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一样，长者在家庭中受敬重，但在职场不受欢迎。

	有迹象表明，在韩国，年龄歧视正成为一个广受社会关注的问题，这在一个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中并不令人意外。国家人权委员会（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成立于2001年，目前已经裁定了很多强制退休的案例，在针对不同劳动者设立不同退休年龄的问题上，确立了任何组织都要对其行为作出合理解释的原则。虽然该委员会的裁决多以建议的形式作出，但这些裁决已经对公共部门的雇主们产生了一些影响。例如，因为该委员会的裁决，政府已经取消了低职称劳动者57岁退休、高职称劳动者60岁退休的差别，取而代之的是把退休年龄统一为60岁（个人访谈，首尔，2011年7月21日）。

	自2005年以来，随着反歧视运动的发展，雇主们给予了性别歧视更多的关注，这使得职场女性的地位有所改善（Cho et al. 2010）。对年龄歧视的关注尚不及对性别歧视的关注，但未来可能会有改变。2008年韩国的《就业年龄歧视法》（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ct）禁止基于年龄来作出雇佣决定。它的通过标志着人们认识到，在职场，基于年龄对人区别对待是一种歧视。如果基于年龄进行聘用的行为非法，那么基于年龄让雇员退休的行为也应该是违法的。


韩国的例外主义



	相比较来说，在强制退休问题上，韩国构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在很多西方国家，合同约定强制退休已经废除，领取退休金的法定年龄也提高到67—70岁，这些无论对韩国的政策，还是对劳动力市场利益相关方的观点似乎都没有什么影响。其他国家禁止强制退休一般是因为人口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韩国也正开始经历这些，此外，还因为公众的反歧视意识越来越强，他们认识到强制退休是一种歧视。

	韩国的决策者、雇主和职工工会认为在强制退休问题上，韩国代表一种特殊的案例，其他国家的情况并不适用于韩国。本书的多数作者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们认为韩国的人口发展趋势和西方国家并无不同，事实上，在有些方面，韩国的人口老龄化更快，而韩国的劳动力市场和产业结构都同西方国家越来越相似。虽然韩国的福利落后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但是对照10年前或20年前，已经今非昔比，这就不禁让人疑惑为何强制退休依然在韩国根深蒂固。

	后面的章节会简要提及西方国家和日本的经历，有一些国家是韩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第七、八和十章分析了其他国家的经历并找出和韩国的相似之处。参考其他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1978年的联邦立法就禁止合同约定70岁前强制退休。1986年，强制退休彻底废除，大学教授除外，这个群体的强制退休废除是在1994年。美国的经验表明强制退休的废除既不会对职场，也不会对经济造成功能障碍。实际上，研究人员提出，美国在退休决定上的灵活性使其能够持续利用年长劳动者的生产性努力，从而能够更好地应对经济和社会挑战（Gillin and Klassen 1995）。

	在澳大利亚，20世纪90年代，强制退休的废除和把年龄纳入反歧视立法对澳大利亚的生产率、失业率和其他社会或经济条件并未产生有害影响。回顾行业出版物也可以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禁止强制退休有什么问题，这既没有增加成本，也没有产生过度的负面影响。反之，对强制退休的废除已被接受，成为营商的应有之义。

	在加拿大，合同强制退休主要在过去5年间废除，和其他国家一样，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雇主都支持这么做，工会总体对其持反对态度。然而，一旦强制退休废止，就不再有任何反对或者问题（Gillin et al. 2005）。同样，正如其他国家，资历工资制度，比如大学里的工资制度，继续存在。

	强制退休在美国是在2011年4月废除的。在这之前，从2006年到2011年之间，65岁是强制退休年龄。在2006年前，雇主可以决定强制退休年龄，多数在60—65岁之间。正如在其他已经取消了固定退休年龄的国家一样，一些劳动者群体继续面对强制退休，例如在公共安全职业领域。只要证明此举客观、正当，那么雇主可以确定一个固定的退休日期，但是在私营部门，雇主很少这么做。

	当然，很多西方国家拥有相关的传统和法制文化：给予公民很多个人权益，包括那些年长的劳动者。因此，如果关于就业的某个决定是基于个人的一个特征，如年龄，而这个特征和职场表现没有任何关系，这就会被视为很有问题，尽管这种做法直到最近的立法改革前都是被允许的。在这些国家，职场上的机会平等被视为是神圣的，同时，不允许基于任何特征进行歧视，如性别、家庭背景、年龄，这些是公民和立法者的核心价值观。这使得废除强制退休不那么困难，或者，至少比在韩国要容易一些。然而，正如第八章所展示的那样，作为一个社团主义文化在某些方面和韩国相似的国家，德国通过在雇主和有组织的劳工之间达成一致意见而延迟了退休年龄。

	日本的劳动力市场和韩国相似：快速老龄化的人口、资历工资制、相对年轻的合同约定强制退休年龄。和韩国一样，日本的公司一直采用非正式的方法来说服或者迫使劳动者在未达到雇佣合同约定的年龄时即退休。并且，和韩国一样，日本的雇主和文化范式都不喜欢年轻的劳动者去管理年长的劳动者（Lincoln and Nakata 1997）。

	二战前，日本施行的是55岁强制退休，那时候的预期寿命较短（Martin 1982：33）。实际上，这种做法在日本比在韩国更为普遍，存在时间也更长，而韩国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没有什么工业。在日本，20世纪70年代后的20余年间，决策者试图把强制退休年龄延迟到60岁，但收效甚微。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公众压力和政治压力使退休年龄延迟到60岁并将其制度化。一些领域也曾尝试把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但遭到雇主断然拒绝。在日本，过去20年间，60岁是法定退休年龄。鉴于在退休政策和实践上，日本和韩国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第七章将探讨日本的退休问题。

	在过去30年间，韩国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包括提高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率。与这个变化相伴而生的是经济活动的更大转变，如服务业的兴起、新技术的运用。韩国的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包括生命周期的改变、更长的寿命、低生育率，以及快速老龄化的人口。经历了这些非凡的变化，合同约定退休年龄仍然基本保持未变。无论是旁观者还是劳动力市场的参与者——雇主、工会、政府——大家都认为这不能，也不应该继续下去，改革势在必行。然而，改革的本质和速度仍在讨论中，关键团体也未在改革策略上达成一致（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ommission］，2011）。

	学术文献和他国经验为韩国指出了两条可能的道路：第一条是在特定经济领域的具体经济和劳动条件驱动下，对大公司的合同约定强制退休政策和资历工资制度进行渐进性改革。这实际上是当前的政策方向，得到专家和观察家的推荐，尤其是韩国的专家和观察家（见Chang 2011；Phang 2011）。例如，在2012年年中，政府起草了指导原则，以帮助那些65岁及以上还在工作的劳动者有资格获得失业救济金。现有政策把65岁及以上的劳动者排除在失业救济金领取资格之外，即使他们已经缴纳了失业保险。给年长的劳动者提供和更年轻的劳动者相同的保护和救济，是一种渐进的手段，某种程度上和日本所采用的策略相似。

	第二条道路是对合同强制退休进行立法改革，提高合同强制退休年龄，用长期计划去废除现有政策，同时用立法手段来限制资历工资制度。该方法假定了劳工组织和雇主不会达成满意的一致意见。强制退休制度的快速废除将遏制低附加值小型服务业并刺激其他方面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从而促进生产率的增长，尤其是在人口快速老龄化的背景下。该方法同时认为现有的安排造成了不必要的冲突——比如在年轻和年长的劳动者之间的冲突——并妨碍了劳动力市场依据老龄化人口的需求进行调整。可以说，这条路不尽如人意，至少在初始阶段对私营部门来说是这样。然而，其他国家的经验和经济理论证据都表明这个方法可能比渐进的改革风险更低。

	一些韩国专家和劳工组织已经开始呼吁马上提高合同约定强制退休年龄（Choi 2009；Lee，K. H.2010；Suh 2011）。经合组织数年来一直竭力建议废除韩国的强制退休制度（经合组织，2008）。具体说来，关于韩国，经合组织建议：

	确立公司可以设置强制退休的最低年龄，然后逐步提高年龄起点，这会给公司施加压力，促使其对工资进行调整，以便适应劳动者老龄化所带来的生产率变化。最终目标是废除公司设定强制退休年龄的权利。这在其他经合组织国家已经实践过。

	（经合组织，2012：11）

	其他专家建议在更高的退休年龄条件下对资历工资制度做出各种调整（Phang 2011）。


当前发展



	2012年，韩国主要政党推进了对现有合同约定退休制度的立法改革，目的是在12月的总统大选中拉拢人心。在2012年4月的国会选举中，他们发誓要改写《雇佣上禁止年龄歧视及高龄者雇佣促进法》（Act on Prohibition of 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nd Aged Employment Promotion），提出强制退休年龄为60岁。当前的法律建议雇主把最低退休年龄设定在60岁，但几乎没人遵循这个指南去执行（见第四章）。根据就业部在201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在300人及以上规模的公司中，平均的规定退休年龄为57.4岁。该调查还发现，这些公司的雇员实际上平均退休年龄为53.2岁，这意味着一些工人不到50岁就被迫离开公司。

	随着总统大选的临近，政党重申其诺言，承诺要提高最低退休年龄到60岁。执政的新国家党主席在7月31日声称该党将致力于修正法律，从公共部门和大公司开始，并进一步声明说其党派将促进立法改革，把退休年龄逐渐提高到60岁以上。他说新国家党未来将把强制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在2020年最终达到70岁。该党派声称将技术工人保留在劳动力市场上将促进经济增长，为那些身体健康、愿意奋斗的老年公民提供工作机会，减轻公共退休基金的压力，以此来证明他们计划的合理性。

	促使政党做出改革的一个因素是保证公务员和在政府以外工作的人员在退休年龄上的公平。2013年，公务员退休年龄统一到60岁。这是2008年作出的决定，政府决定提高低职位政府工作人员的退休年龄，从2009年开始，每两年调整一次，到2013年，把退休年龄从57岁逐步提高到高职位政府官员的退休年龄，即60岁。

	执政党还认为在推进退休改革的同时，还应该在更大范围内实行工资封顶制度，以此来减轻公司的经济负担，为年轻一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该党派补充说，他们将考虑引进一种制度，比如德国现行的制度：当雇员达到一定年龄后，他们的工作时长缩短，工资减少，而工资的缩减会通过退休金收入的增长来弥补。

	紧跟执政党的声明，主要在野党民主党也公布了一项法案，要求而不是建议雇主把最低退休年龄设置为60岁。该法案如果在2013年通过，将要求提高最低退休年龄，同时，私营企业员工的退休金领取资格年龄也将提高。退休金领取资格年龄将在2013年提高到61岁，之后每五年提高一岁，直至2033年提高到65岁（见第三章）。

	各政党对立法改革的推动遭遇了政府和雇主的反对。针对他们的立法计划，政府警告说草率延迟退休年龄将对年轻人的就业和公司的资产负债产生负面影响。结果，在2012年年中的时候，政策有小幅调整，例如允许自由职业者领取就业保险福利。此外，政府声明将酌情考虑各种可能来把退休年龄提高到60岁。

	在2012年年末的总统大选期间，两位主要候选人都呼吁对退休年龄进行改革。中偏右派的新世界党候选人朴槿惠（Park Geun-hye）承诺逐步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0岁，同时引进工资递减制。中偏左派发誓支持对强制退休年龄作出重大改革，使其达到60岁以上。然而，意料之中，两位候选人对于该改革的具体日程和细节却含糊其辞。

	一旦新总统朴槿惠就职，她所提出的任何改革举措都将遭遇来自政府内外的强烈阻挠，甚至敌意。雇主们继续重申他们对立法计划的忧虑，提出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0岁变为法律规定将对公司的资产负债造成压力，而且会造成老一代和年轻一代在工作机会上的冲突。他们认为把法定退休年龄设为60岁将进一步使公司不愿招聘新人，因为法律对在职工人的过度监管保护会让公司非常难以解雇掉那些表现不佳的员工，他们声称年长雇员的工作机会不应该通过监管手段来获取。

	他们认为更好的方法是创造一个帮助劳资双方合力为年长雇员创造工作机会的环境。雇主要求政府在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上付出更多努力，为公司向基于生产效率的薪酬体系转变提供支持。

	尽管雇主总体来说反对提高退休年龄，然而，在大公司萌发了一个新趋势，他们主动改革退休制度，使年长雇员可以工作更久。其中一个例子便是Homeplus公司，韩国第二大折扣连锁，是英国乐购和韩国三星集团的合资企业。该零售商在2011年12月宣布将把该企业的21000名员工的退休年龄从先前的55岁提高到60岁，从2012年开始，比较引人瞩目的是该公司延迟了退休年龄，但并未引入工资封顶制度。

	GS加德士（GS Caltex Co.），韩国第二大石油公司，也和它的工会在2011年5月达成了协议，把退休年龄提高了两岁，从58岁提高到60岁，从2012年1月开始实行工资封顶制度。公司同意将59岁和60岁员工的底薪设置为其58岁时工资的80%。浦项钢铁（POSCO）作为世界第三大钢铁制造商，在这些公司之前就提高了退休年龄，从2011年1月开始引进工资递减制，把退休年龄从56岁提高到58岁。此外，该公司还通过再就业的方式进一步延长员工的工作年限，使其在退休后还可以继续工作两年。

	最近有更多的例子，包括现代重工（Hyundai Heavy Industries）和大宇造船海洋株式会社（Daewoo Shipbuilding and Marine Engineering. Labour）。这两家顶尖造船厂的劳资双方在2012年7月把退休年龄从58岁调整到60岁，但方式稍有不同。在现代重工，延退只适用于那些想继续工作的人。在延退的第一年，工人能得到的工资是其前一年工资的60%到90%，在第二年则是50%到80%。在大宇造船海洋株式会社，员工可以延长工作年限两年，公司同意在延退的第一年不减薪，在第二年薪资减少20%。

	这些例子和政党在立法上的改革激励很多工会对公司施加更大压力来争取更长的工作年限。例如，现代汽车（Hyundai Motor）和那些金融公司的工会组织把延迟退休年龄作为他们2012年劳资谈判的一个主要诉求。在将来，更多的工会组织将会介入延退事宜，尽管工会不想改变资历工资制度。

	更重要的是，在2012年12月，首尔运输工人工会威胁要组织罢工，唯一要求是把合同强制退休年龄从58岁提高到60岁。在雇主拒绝他们的要求后，多数工会会员投票赞成罢工。该事件揭示了退休年龄政策和实践不仅在劳资谈判中，而且在更广泛的职场关系中成为核心问题。

	韩国多数传媒组织都认同国家需要提高退休年龄的观点，鉴于2017年人口快速老龄化已经导致适龄劳动人口下降。实际上，关于人口老龄化影响的报道几乎是纸媒和视频媒体每天的关注点。不出所料，不管报纸的意识形态立场如何，关于需要提高合同退休年龄的观点被多数报纸反复提及。最近，媒体更频繁要求政府采取实际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一些保守的报纸声称，如果不先确立基于生产率的灵活薪酬制度，任何试图延长退休年龄的尝试最终都将对国民经济和公司造成严重的破坏，因为这将不仅提高公司的劳动成本，而且会使劳动力调整无法完成，进而进一步破坏他们的国际竞争力。在这方面，他们谴责政治党派最新的立法计划为“平民主义”策略，目的仅仅是在总统大选中赢得更多选票。

	支持立法改革的传媒机构也担忧年长劳动者延迟退休可能会减少年轻人的工作机会，因此，他们呼吁政府采取措施，避免年老一代和年轻一代之间的摩擦，他们还指出了对这个国家刻板的资历工资制度和现行的公司退休实践进行并行改革的必要性。

	韩国的传媒机构，无论是自由的还是保守的，都持有相同的观念，即延迟退休会减少年轻劳动者的工作机会。这种观点被经合组织视作一个谜。他们几乎不怎么理会固定劳动总量谬误抑或经合组织最近的研究发现——两种观点本章都有所讨论——二者都说明年轻劳动者和年长劳动者的就业率是相辅相成的。媒体为了证明他们的忧虑合情合理，即代际之间在工作问题上存在摩擦，他们经常引用国有企业的例子：国有企业提高了退休年龄，结果新入职的年轻劳动者减少。对于那些上市公司来说，他们的劳动力规模受到政府严格控制，年长劳动者的增加会导致年轻劳动者减少。但是经合组织的发现告诉我们，从国民经济整体来看，年长者工作并不会减少年轻劳动者的工作。

	多数韩国媒体支持年长者工作年限更久一些，这令人感到鼓舞，要是他们能够用最新的研究发现和其他国家的实例来支持自己的观点，那就更好了。尽管如此，媒体对该问题的支持性基调有助于新总统和政治党派推动立法改革。

	对退休问题重新立法是这场改革最容易的部分，挑战在于改革的实施。如果强制退休年龄定在60岁，公司会遵照执行吗？还是改革只是止步于纸面？正如第十章所讲，日本已经把强制退休年龄设定在65岁，但是对于那些不遵照执行该政策的公司几乎没有什么惩罚措施。在韩国，改革的具体性质还有改革的执行非常关键，尤其是工会只代表了12%的劳动者。

	许多大公司白领对于立法改变强制退休年龄是否能够使职场行为产生重大变化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公司会继续采用现行的非正式做法，包括“荣誉退休”和把年长雇员边缘化等手段，迫使那些被视为表现欠佳的年长雇员在达到规定的退休年龄之前就辞职。换言之，雇员们认为改革并不会阻止公司解雇员工，只要雇主觉得合适，雇员在任何年龄都可以被解雇。

	这种观点并非口说无凭，因为在一些领域，一些雇员被迫在40多岁就离职，而这种现象并非个例。这样的做法非常普遍，工人们甚至发明了一个词叫作“四五退”，意思是45岁是事实上的退休年龄。事实如此，很难想象公司在规章制度缺位的情况下，怎么会摈弃旧的做法，遵守延迟退休的规定，让员工再多工作15年直到60岁。

	人们对是否能有效实施提议的退休改革措施持怀疑态度，而政治党派运用政治逻辑来推进改革更加剧了人们的怀疑。不可否认，政治党派推进改革的主要动机是赢得年长劳动者的选票。而值得注意的是，总统大选主要候选人在竞选中都避免谈及退休年龄政策，尽管大众普遍支持改革，但是企业、劳动者和政府官员之间并未达成共识。

	退休年龄的提高和最终废除都不可能自然发生，社会各方要相互妥协。私益方，尤其是雇主，会一直青睐合同约定强制退休，因为这样做对公司有利，而代价由国家和个人来承担。在本书的绝大多数作者看来，以韩国社会的根本利益为重采取行动，是韩国立法者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作者，或直白或隐晦，利用他们各自的专业知识，得出了共同结论，即韩国的合同约定强制退休年龄必须提高。


本书章节



	本书从比较视角和跨学科视角研究了韩国的合同约定强制退休问题，无论是英语还是韩语，本书都是该研究话题的第一本学术著作。该书向读者介绍了对韩国乃至东亚国家的未来都很重要的话题，同时在政策上给出了一些建议。接下来的章节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二章和第三章介绍了了解韩国发展的关键背景信息——人口和公共政策。第四、五、六和七章研究了合同约定强制退休在韩国的动态发展，分别聚焦其法律、性别和职业维度。第八和九章从比较视角对比了韩国和其他国家，并描述了一些韩国劳动者如何利用其他国家的政策来应对早退休的问题。第十章指出了韩国和日本可以互相借鉴的经验。

	在第二章，加齐·穆贾希德（Ghazy Mujahid），联合国前人口专家，概述了韩国和东亚正在经历的人口快速老龄化产生的原因和一些重要启示。他解释说，同邻国中国和日本以及其他东亚国家相比，韩国的人口老龄化模式独一无二。这一章为接下来的章节作了人口统计背景介绍，同时指出，像步入老龄化社会的韩国一样，当很多人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退休，退休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

	第三章由延世大学的梁在振（Jae-jin Yang）撰写，对第二章进行了补充，介绍了韩国福利国家的主要特点，重点是收入保障政策和计划。这一章追溯了韩国福利制度如何发展到不再从有偿就业中赚取收入，同时还分析了退休金政策在过去20年间如何发展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韩国劳动者退休机会的影响。

	第四章探讨了韩国强制退休的法律基础。来自建国大学的赵龙晚（Yongman Cho）研究了深植于韩国职场的基于年龄区别对待的现象，尤其是在决定解雇和退休的问题上。他研究了支持强制退休的法律，追溯了法庭和行政裁判所如何裁决对强制退休的挑战。本章最后分析了现有立法在多大程度上能改变强制退休的现实。

	韩国女性和退休问题是第五章的主要内容，本章作者是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梁允祯和梨花女子大学的郑顺乧（Soondool Chung）。关于韩国或者东亚退休问题的现有文献主要关注的是男性，而女性的退休问题却几乎被忽略掉。本章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退休女性进行访谈，主要关注三个问题：第一，从有偿工作中退休是否导致工作中断？第二，女性从职场退休是否意味着女性回归家庭，相夫教子？第三，女性什么时候可以完全退休，不必从事有偿和无偿劳动？

	在第六章，来自首尔韩国劳动研究院的朴明骏（Myung Joon Park）分析了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工会在政府计划中的作用。彼时政府计划引进雇主养老金计划，用来取代普遍采用的退休金计划，创设了几家三方机构（由公司、工人和政府三方构成）来发展这种新的退休金计划。这一章分析了社团主义给韩国工人运动带来的机遇，以及两大工人组织所采用的策略。朴明骏总结：虽然工会能够影响新退休金计划的一些因素，但是他们的影响是有限的，尤其是当新的退休金计划在独立职场实施时。

	韩国劳动研究院的房河男（Hanam Phang）在第七章研究了退休金政策和退休实践的关系。他的结论是合同约定强制退休同低退休金以及老年人的贫困紧密相关，他呼吁对退休和退休金政策进行修正，延迟改革会导致非常严重的负面结果。

	来自东京御茶水女子大学的平冈公一（Koichi Hiraoka）在第八章表明日本劳动力市场在很多方面和韩国相似，尤其是在员工退休问题上。这一章回顾了日本决策者在回应和塑造退休形式问题上所作的努力。此章还研究了日本退休金制度改革对退休形式的影响。

	第九章作者为来自加拿大约克大学的金安（Ann H. Kim），研究了韩国退休政策和实践对加拿大移民的影响。具体来说，本章研究了40多岁的韩国人，在被迫退休、领取一次性退休金后，如何以商务移民身份移民到加拿大。此章接下来分析了先前几代工作适龄移民在加拿大退休后的经历，并把他们的经历和最近到达加拿大的韩国人相比较。此章戏剧性地揭示了韩国的退休政策对个人和国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在最后一章，来自美国安德森大学的肥后裕辉（Masa Higo）和托马斯·R. 克拉森，思考了禁止强制退休以及韩国和日本正在进行的退休金和年龄歧视政策改变，对劳动力市场和职场所产生的更长期的影响。这一章最后研究了日本在人口老龄化和合同约定强制退休低龄化的形势下，如何应对退休挑战的经验。他们的经验或许能为韩国提供重要的政策方面的启示，同时，韩国的经验也可以影响日本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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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韩国和东亚的人口变化


本章作者在欧洲、中东、非洲和亚洲人口与发展领域有30余年的工作经验，并在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工作20余年。
	加齐·穆贾希德
	 [image: 本章作者在欧洲、中东、非洲和亚洲人口与发展领域有30余年的工作经验，并在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工作20余年。]


引言



	韩国、中国、日本、蒙古和朝鲜构成了东亚次区域。香港和澳门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具有独特的经济结构和人口发展趋势，在多数社会经济研究中，通常也被视为独立的实体。
除非专门说明，本章中所有引用数据均来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UNDESA）《世界人口老龄化：2011年修订本》（World Population Ageing：the 2011 Revision，2012）和《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本》（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0 revision，2011），纽约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出版。
	从人口统计学来说，东亚在世界总人口中占比非常大，2010年时占世界人口的22.5%。
	 [image: 除非专门说明，本章中所有引用数据均来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UNDESA）《世界人口老龄化：2011年修订本》（World Population Ageing：the 2011 Revision，2012）和《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本》（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0 revision，2011），纽约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出版。] 在人口老龄化的语境中，东亚更是占据了重要份额，占世界老龄人口即60岁及以上人口的28.4%。2002年于马德里举行的第二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World Assembly on Ageing）上，与会的所有国家一致同意将60岁界定为“老年”。该定义是为了给国际比较提供一个参照年龄。然而，每个国家都可以自由决定强制退休的年龄和领取福利（如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和老年人折扣）的年龄。高度工业化的发达国家通常把65岁及以上的人界定为老年人，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把66、67或68岁作为领取全额公共退休金的资格年龄。

	目前，按照老年人在人口中的所占比例，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日本的该比例超过30%。中国的老龄化人口最多，超过1.65亿。尽管韩国人口比日本和中国的人口都少得多，但它是东亚地区老龄化程度排第二位的国家，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6%，当前的老龄化程度仅次于日本。不论如何，韩国将在本世纪的首个25年之内步入快速老龄化的时代。到2025年，老年人在韩国人口中的比例预计将达到27.2%，韩日之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差将从11.2个百分点降到8.3个百分点。韩国将成为除日本以外唯一一个在2000年到2025年之间老年人口持续增长，而儿童人口（15岁以下）和劳动人口（15—59岁）持续下降的东亚国家。

	本章将勾勒出这些逐渐呈现的人口发展趋势对劳动力市场政策、退休条例和社会保障条款的影响，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阐明老龄化的人口统计数据：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以及解释了这一变化的生育率和预期寿命的趋势。第二部分讨论人口老龄化对人口发展的影响，2000年成为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的分水岭，韩国2000年后的老龄化趋势史无前例。第三部分描述了老龄化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人口发展特征，强调了老龄化程度愈来愈严重，并且女性在老龄化人口中占主导地位，这给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护政策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维度。最后一部分总结了人口发展可预见且不可逆转的趋势对劳动力市场、退休和社会保护政策的启示，将韩国的情况与其他东亚国家作比较，可以发现其异同。


韩国的人口老龄化


本章的分析主要基于2000年的数据（不是引言中引用的2011年数据），因为本章的主要目的是比较世纪之交前后的趋势。“劳动年龄”人口通常被定义为15—64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口，但此处我们采用的是15—59岁，原因有二：（1）60岁以上的人群被视为老年人；（2）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平均有效年龄，以及正常领取养老金年龄是60岁。
	图2.1展示了韩国人口自1950年以来的年龄结构变化以及2050年前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预测。
	 [image: 本章的分析主要基于2000年的数据（不是引言中引用的2011年数据），因为本章的主要目的是比较世纪之交前后的趋势。] 人口分为三个年龄段：儿童（0—14岁）、劳动年龄成人（15—59岁）、老年人（60岁及以上）。
	 [image: “劳动年龄”人口通常被定义为15—64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口，但此处我们采用的是15—59岁，原因有二：（1）60岁以上的人群被视为老年人；（2）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平均有效年龄，以及正常领取养老金年龄是6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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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 1950—2050年韩国人口年龄结构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1）。

	20世纪下半叶人口结构出现明显的老年人群增长的趋势，然而，儿童人口（0—14岁）所占比例从1950年的42.5%下降到2000年的21.1%，老年人（60岁及以上）的比例在同一时期从5.2%增长到11.2%，劳动年龄成人（15—59岁）的比例从52.3%增长到67.8%。据预测，这些趋势将持续下去，到2050年，儿童人口将只占韩国总人口的13.1%，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预计将显著降低，下降20个百分点到47.9%。最重大的变化预计发生在60岁及以上人群，其占人口的比例将从2000年的11.2%增长到2050年的38.9%。

	韩国人口老龄化的情况和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对比情况见表2.1。

	表2.1 1950—2050年东亚的人口老龄化 单位%

	[image: ]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1）。

	1950年，韩国的老龄化人口所占比例远远低于东亚的平均值，也低于中国内地、日本和蒙古。自那时起，韩国的老龄化人口比例不断增长，超过了东亚的平均值，仅低于日本和中国香港。到2050年，据预测，老年人占韩国人口的比例将超过东亚地区的平均值，仅低于日本。韩日之间老龄人口比例差将从11.2个百分点缩小为2050年的3个百分点。很显然，老年人在韩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增幅预计大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

	表2.2显示的是生育率从1950年的5.1降低到当前的1.4，远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值2.1。尽管人们期待2050年时生育下降的趋势能有所逆转，生育率能上升，但据估计，生育率将保持在生育更替水平以下。儿童人口的下降由生育率下降造成，妇女生育孩子越来越少。

	表2.2 1950—2050年韩国的生育率和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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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2）。

	出生人口寿命自1950年以来已经显著性提高，男性提高了31岁，女性提高了34岁。据预测，寿命还将继续提高，但提高的幅度不会那么大，因为韩国人的寿命水平已经达到了显著的高度。寿命更长意味着更多的人会活到老年，老年人口的比例也就增加了。如表2.3所示，老年人存活率的提高将增加更多的老年人口。

	韩国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婴儿预计能活到60到80岁，如表2.4所示，当老人到了60到80岁，继续生存的平均年数预计也会增加。

	能够活到老年的儿童比例在增长，老年人更长寿，这解释了为何人们预测2050年时老年人口会增长。

	▼表2.3 2010—2050年韩国老年人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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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2）。

	▼表2.4 2010—2050年韩国60岁老人预期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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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2）。

	自1950年来，整个东亚的所有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人口出生率的显著下降，表2.5显示出每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既往出生率和预期生育率。

	表2.5 1950—2050年东亚生育趋势

	[image: ]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2）。

	自1950年以来，韩国的生育率已经降低了3.7，降幅仅次于中国内地，中国内地的生育率降低了4.5。除了朝鲜和蒙古，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在经历了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最低水平后预期都会有所反弹，但是预计都将低于生育更替水平。生育率下降的同时，死亡率也有显著下降，这反映了所有东亚国家和地区自1950年以来寿命都有所提高。

	正如表2.6所示，新生儿预期寿命的提高在韩国最为明显——几乎达到33年。东亚的人口预期寿命已经达到显著的高水平，其中四个国家和地区超过80岁，其余三个超过70岁。尽管所有的国家和地区的预期寿命据估计都会提高，但是提高幅度将比上个世纪要小得多。

	在韩国，到2050年，新生儿预期生存到60岁的比例将增长到95.2%，60岁的生存率将比日本、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稍低。平均来说，更高比例的儿童预期可以生存到60岁，在达到60岁后，他们寿命会更长。表2.7总结了东亚国家和地区60岁人群预期继续生存的年数。

	目前，韩国达到60岁的人预期会再活23.7年，到2050年，该数值将达到26.6。

	▼表2.6 1950—2050年东亚新生儿预期寿命

	[image: ]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2）。

	▼表2.7 2010—2050年东亚国家和地区60岁老年人预期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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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2）。


老龄化对人口的影响



	随着人口老龄化，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会转变为偏向老年群体。变化的幅度和速度会影响到劳动力市场、退休和社会保护政策。人口结构变化的规模和速度可以用五个指标来衡量：年龄中位数、老龄化指数、抚养比、潜在支持比和父母支持比。

	年龄中位数

	年龄中位数把人口分成两半，一半在年龄中位数以下，另一半在年龄中位数以上。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年龄中位数通常会增长，图2.2展示了既往和预期的年龄中位数发展趋势。

	[image: ]

	图2.2 1950—2050年韩国年龄中位数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2）。

	1950年，韩国的年龄中位数是19岁，1975年接近20岁，当前的年龄中位数估计是35岁，到2025年，年龄中位数预计将提升到45岁，到2050年将超过53岁。年龄中位数的增长显示了劳动力老龄化，这对劳动力市场有广泛的影响，其中包括需要重新讨论退休和退休金相关政策事宜。

	老龄化指数

	老龄化指数体现出人口不断改变的年龄结构，它是指老年人口数与15岁以下人口数的比值，显示了老年人口和儿童人口的平衡变化，可揭示人口结构变化的方向和速度。图2.3展示了1950—2000年的老龄化指数及对未来50年的预测。

	在韩国，1950年，12个老年人对应100个儿童，这一比率到1975年增长为15，2000年达到54。目前，该指数几乎达到了100，据预测未来两年将超过100。韩国历史上老年人口将首次超过儿童人口，老龄化指数预计在2025年超过190，在2050年达到295。2050年，韩国的老龄人口将是儿童人口的3倍。老龄化指数的变化表明，政府要对不同年龄群体作出政策优先调整，韩国政府不可避免地需要更多关注老年人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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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3 1950—2050年韩国老龄化指数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1）。

	抚养比

	抚养比是反映劳动人口赡养老年人负担大小的关键指数。总抚养比的计算方法是儿童（0—14岁）人数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人数同15—64岁人口的比率。这一比率的基本假设是所有15岁以下的儿童及65岁及以上的老人可能需要依赖劳动人口来抚养。鉴于并非所有这两个年龄段的人口都需要抚养，同时15—64岁这个年龄段的人也不一定都有工作或者有抚养责任，抚养比充其量只能提供对劳动力人口实际抚养负担的粗略估算。总体来说，抚养比是个很有用的指数，体现了抚养需求及其随着人口老龄化发生的相应变化。图2.4显示了韩国既往和预测的抚养比变化趋势。

	20世纪下半叶，韩国的抚养比从0.83降到0.39，主要原因是儿童抚养比从1950年的0.78降低到2000年的0.29。在这期间，老年人的抚养比有0.05的小幅提升。到2050年，因为韩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那时情况将截然不同。儿童抚养比将低于2000年，而老年人抚养比将提高到0.61，总抚养比将提高到0.85。虽然这个比率和1950年相比几乎相同，但是在构成上不一样，当时劳动人口的主要负担是儿童，而到2050年时，主要负担是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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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4 1950—2050年韩国抚养比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1）。

	潜在支持比

	作为支持基础的群体最有可能从事经济生产，从而可以支持老年人口，潜在支持比就是直接监测这一支持基础群体的变化的指标。它和老年人抚养比正好相反，定义为15—64岁的人口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率。虽然老人的定义节点是60岁，但是，为了计算潜在支持比，我们把60—64岁这一年龄段归类为劳动年龄人口，因为这一年龄段的很大一部分人口仍然还在工作。一些65岁及以上的人仍然继续自食其力，并不依靠他人。同时，并不是所有15—64岁年龄段的人都是经济活跃人口，尤其是那些年龄小、仍然在求学的年轻人。然而，潜在支持比下降反映了经济活跃人口支持老年人口的能力在下降。表2.8展示了韩国同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既往潜在支持比下降的情况，同时预测未来下降的幅度可能更大。

	在20世纪下半叶，韩国的潜在支持比几乎下降一半，从19.1下降到9.8，降幅虽然低于中国香港、日本和中国澳门，但高于东亚的平均值。在世纪之交，韩国的潜在支持比高于朝鲜和蒙古以外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在未来40年里，据估计韩国的潜在支持比将会有更大降幅，超过东亚平均值。从2000年到2025年，该比值在韩国将降低6.4个百分点，为东亚地区降幅最大。据估计，该比值将持续下降，到2050年将跌至1.6，是东亚第二低，略微高于日本的1.4。每位65岁及以上老人对应的是1.6个劳动人口，韩国将注定面对老龄人口经济支持基础前所未有的快速下降局面。

	表2.8 1950—2050年东亚地区潜在支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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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2）。

	父母支持比

	父母支持比的定义是每100人里85岁及以上人群对50—64岁人群的人数比率。该比率把85岁及以上年龄段的人和他们的假设后代联系起来，所谓假设后代，是指在这些高龄老人二三十岁的时候出生的那些人。该比率用来衡量家庭赡养高龄老人的需求，因为分子中包含的人不一定与分母中包含的人有血缘关系，父母支持比把最高龄的人口（85岁及以上人口）和他们的“假设后代”联系起来。尽管该比率并不是对子女赡养高龄父母情况的精准测量，但该比率的上升能够反映出在日渐萎缩的家庭中赡养高龄父母的压力越来越大。表2.9总结了这一比率的既往变化并预测了未来的变化趋势。

	在世纪之交，韩国的父母支持比是2.9，比东亚的平均值低，比朝鲜和蒙古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都低。到2025年，这一比率将提高到8.9，超过了东亚的平均值，低于中国香港和日本。预计到2050年，韩国的父母支持比将增长到34.5，超过东亚平均值的2倍。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意味着，在2000年，50—64岁的韩国人中，只有3%有“父母”（即85岁及以上的老人），而到2050年，这个年龄段超过三分之一的韩国人将不得不承担起赡养老人的责任。对于日益增长的压力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人们必须给予关注。

	表2.9 1950—2050年东亚的父母抚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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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2）。

	注：neg=小于0.1。


老龄人口的特征



	正如上文所述，东亚地区快速步入老龄化，预计韩国老龄化的速度比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更快。因此，随着老龄化人口的增长，韩国能提供的经济和照顾支持将越来越小。除了老人的占比和数量的总体增长，世界上多数国家还观察到老年人口不断增加的两个明显特征，就是“高龄化”和“女性化”。这部分将讨论老龄人口的高龄化和女性化特征，以及这两个特征在经济和照顾方面对老年人需求的影响。

	老龄人口的高龄化是指高龄老人占比越来越高，高龄老人指的是80岁及以上的人群，而初老者指的是60岁及以上的人群。高龄化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虽然有时候二者有一定的时间间隔（Mujahid 2006）。图2.5描绘了2050年前东亚国家和地区老龄人口高龄化发展过程。

	东亚国家和地区老龄人口中高龄老人的比例在2000年的时候是11%，预计到2025年将增长到13%，除了中国澳门和蒙古，其他所有司法管辖区高龄老人的占比都将有所增长，这是因为老龄人口和高龄人口的增长存在时间差。随着预期寿命的提高，初老者（60—79岁）逐渐步入高龄老人的行列。2025年后，预计高龄老人的占比在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会有所增长，平均来说，东亚地区会增长更多，预计达到24%。在韩国，2000年的时候，高龄老人只占老年人口的9%，即10位老人中有一位高龄老人，而等到2050年，该比例将达到31%，那时，三位老人中就会有一位高龄老人。2000年，韩国高龄老人的比例比朝鲜以外所有东亚国家和地区都低，到2050年，该比例将仅仅低于日本和中国香港，而高于其他四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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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5 2000—2050年东亚老龄人口的高龄化

	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中，妇女构成了老年人口的一半以上，人口老龄化中的女性化几乎是一个普遍现象。例外的情况较罕见，例如不丹，在这个国家60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中，男性多于女性。然而，在高龄老人中（80岁及以上），女性多于男性。

	如表2.10所示，在东亚，女性占老年和高龄人口的一半以上，女性在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中的占比一直高于其在60岁及以上老人中的占比。女性在东亚老年人口中的平均占比预计会提高，主要是因为中国内地老龄人口的增长，中国内地占东亚老龄人口的75%。虽然女性占比预计到2050年会下降，但在东亚所有国家和地区仍然保持50%以上的比例。此外，女性在80及以上高龄老人中的占比一直高于在60到80岁这个年龄段中的占比。

	老年人口的高龄化和女性化现象可以归因于寿命发展趋势和性别差异。表2.7显示了60岁以后寿命增长的情况。寿命延长的影响见表2.11，该表主要说明了80岁及以上年龄段的生存率。在所有国家，新生儿生存到80岁的百分比预计都将增长，东亚的平均值将从46.4%提高到59.6%。在韩国，相应的比例将从62.1%增长到73.0%。

	▼表2.10 2000—2050年东亚女性在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中的占比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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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1）。

	▼表2.11 2010—2050年东亚80岁生存率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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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2）。

	此外，预期寿命达到80岁的儿童中会有较大比例的人生存更久，表2.12展示了东亚80岁老人预期寿命的增长状况。

	表2.12 2010—2050年东亚国家和地区80岁人群预期寿命

	[image: ]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2）。

	一个60岁的人平均预计还能再活7.9年。随着卫生设施和卫生标准的进一步改善，预计到2050年平均继续生存年数将增加到9.2年。到2050年，韩国80岁人口的预期寿命将增加1.3年。

	老年群体中女性人数超过男性的原因是女性的寿命更长，换言之，女性长寿的比例更高。表2.13展示了60岁和80岁生存率上存在的性别差异。

	女性的60岁和80岁生存率都更高，此外，在80岁生存率上，性别差异更大，这进一步阐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高龄人口中女性的比例要高于初老人口中女性的比例，这一点在表2.14中也有所体现，60岁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长5年。

	老年人口的高龄化和女性化都提高了老年人对照顾和经济支持的需求，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人获得报酬丰厚工作的机会降低，继而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和家庭支持的依赖性增强。多数情况下，即使那些能按时领取退休金的人也会在日益变老的时候发现生存越来越困难。退休金不能一直和生活费用指数同步调整，因此，退休金的真正价值有所降低。

	不管是在韩国还是其他国家和地区，随着年龄的增长，失能和长期患病的可能性都会增加，文献清晰记载，老年女性失能的几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大（Kim 2011）。老年人中的高龄者比例越来越高，这增加了为其提供支持和照护的机构的负担。

	▼表2.13 2010—2050年东亚国家和地区生存率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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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2）。

	▼表2.14 2010—2050年东亚老年人预期寿命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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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2）。

	老龄化的女性化特征也增加了对照护和经济支持的需求，总体来说，和男性比起来，更多的女性需要经济支持，因为女性拥有可领取养老金的工作的比例更低。女性中，老年时期没有退休金的比例要高于男性，而且女性失能的比例也比男性高。因此，老龄人口中较高比例的女性强化了对经济支持和照护机构的需求。

	老年人口的高龄化和女性化加剧了现有资源同更多老龄人口所需的经济和照护支持之间的不平衡。重新审视退休、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以及确保向老龄化人口提供优质护理设施等相关政策，从而变得更加紧迫。
劳动年龄人口被定义为15—64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口，但是，此处采用的是15—59岁，因为韩国主要职业的平均退休年龄是58岁。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的供给和退休人员的数量都将产生重大影响，韩国的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
	 [image: 劳动年龄人口被定义为15—64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口，但是，此处采用的是15—59岁，因为韩国主要职业的平均退休年龄是58岁。] 从1950的1000万增长到1975年的2000万，与经济快速增长和工业化保持同步（见第三章）。等到世纪之交，劳动年龄人口为3100万多一点。然而，据预测，到2025年，劳动年龄人口将下降到2900万，到2050年，下降到不足2300万。此外，劳动力快速老龄化。在1950年，50—59岁人口占韩国劳动年龄人口的12.5%。2000年，该年龄段的工人占比增长到14%，到2025年，这一比例将差不多翻一番，达到27%，等到2050年，将继续稍微增长，达到28%。从表2.15总结的数据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韩国劳动人口老龄化状况同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对比。

	表2.15 1950—2050年东亚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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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1）。

	在世纪之交，50—59岁年龄段的人占韩国15—59岁年龄段人口的13.9%，这一比例比东亚的平均值稍低，也比朝鲜、中国香港和日本要低。据预测，到2050年，该比例会增长到28%，将高于东亚平均值，稍低于中国澳门。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并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然而，预计到2050年，50—59岁人群的占比将在韩国达到最高，高于东亚所有国家和地区。


结论



	本章分析和呈现的证据说明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韩国注定要面对快速老龄化的问题。这是史无前例的发展，和韩国前50年的人口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了解决人口变化带来的问题，决策者们面临一个全新的挑战。人口发展变化的影响广泛，涉及不同产业和社会领域的运作、家庭以及个人生活的方式。例如，医疗将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家庭对老年人口的支持越来越小，长期护理设施和机构性住宿的市场将会扩大。同时，随着经济压力增长，婚姻中的双方都要找到带薪工作，对有偿儿童看护（不论是否由国家提供）的需求都将会增加。面对人口老龄化，国家需要意识到陷入老龄化和低生育率带来的恶性循环的风险。由于低生育率和预期寿命提高导致的人口老龄化，提供养老金所带来的经济负担增长以及对老龄人口的照料，将促使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继而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尤其是在没有健全的福利制度保障的情况下。

	韩国将面临劳动人口的下降，这要求韩国必须吸引更多的在经济上不活跃的人群——妇女和老人——来加入劳动力市场，同时使年长的劳动者继续工作。相关政策要考虑到对已经很低的生育率的负面影响。鉴于韩国退休年龄相对较低，正如第一章所描述的那样，韩国应该延长工作年限，减轻经济活跃人口支持老龄人口的负担。正如其他章节所讨论的那样，工作年限的延长并不是说要迫使那些中年被动退休的人去找低薪的不稳定工作，而是需要认识到上文分析的人口发展的趋势：人们的寿命更长、需要赡养的老人更多，而年轻的劳动力越来越少。

	养老金计划应该进行改革，现收现付制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向越来越多的养老金领取者支付的福利金额不断增加，而缴纳养老保险的人却越来越少（见下一章和第七章的讨论）。老龄人口的高龄化将导致支付养老金的期限延长。

	总之，很明显，韩国的决策者需要快速行动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将很快影响到劳动力。因此，修改就业、退休和养老金政策迫在眉睫。没有改革，韩国的人口老龄化将减缓经济发展速度，到那时，韩国经济将不再是“小龙经济”，而是“蜗牛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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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韩国老年人的福利制度和收入保障


首尔延世大学公共管理系教授。专业领域是社会政策和国家理论，撰写了大量关于韩国福利制度和养老金改革的文章。
	梁在振
	 [image: 首尔延世大学公共管理系教授。专业领域是社会政策和国家理论，撰写了大量关于韩国福利制度和养老金改革的文章。]


引言



	和其他经济发达国家一样，韩国的退休由福利制度的性质决定，因为福利制度同老年公民享有的福利待遇以及关于退休的决定紧密相关。事实上，退休作为允许个人在生理衰退之前终结有偿工作的制度，只有在建立了现代福利制度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在很多国家，包括韩国，现代福利制度的开始是政府给应获得救济的穷人免费提供产品和服务，这些人“在雇佣劳动经济中，年迈且可能孤独”（Finer 2000：17）。

	如果福利制度保障对退休的人来说不完善，抑或从个人或家庭视角来说，退休过程不尽如人意，那就会出现明显的异常情况。最近的韩国新闻媒体和研究发现，老年人自杀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2009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自杀率比1990年高5倍。专家指出，在韩国，社会保障制度不足是导致高自杀率的一个原因。过早退休又没有充分的社会福利制度保障，随之而来的经济挑战被认为是韩国老年人自杀率的主要因素（Kim 2011）。

	韩国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是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的自杀率也是最高（经合组织，2009）。相比较来说，韩国的自杀率，尤其是55岁及以上人群的自杀率非常高。韩国65—74岁年龄段的自杀率是十万分之81.8，而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比例为十万分之16.3。韩国老年人自杀率飙升不只是因为社会保障计划缺乏，或者合同强制低龄退休，老年家庭收入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本章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回顾了在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和后期民主化的背景下，韩国福利国家和老年人收入保障计划的发展，并解释了为什么韩国迄今为止只建立了非常有限的收入保障制度。第二部分分析了韩国老年人收入保障制度存在的主要结构性问题。


韩国福利制度的发展



	1960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韩国处于独裁政权统治时期，工业快速发展，但福利计划寥寥。公共政策的关注点是，最好的福利制度是通过经济快速发展、提高工资和全员就业来减少贫困。正如本章所阐明的，这种政策一直持续到现在。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韩国实现了减少贫困这一目标。如表3.1所示，从1966年至1991年，韩国平均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增长率为7.4%，制造业工资实际增长率为9.1%。此外，城市地区贫困率大幅降低，从1975年的20.4%降低到1995年的7.4%。和同一时期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这些是非凡的成就。然而，正如本章一开始及第一章中所提到的，快速的发展不一定会转变为能为老年人或者退休者提供充分支持的福利制度。

	表3.1 年工资实际增长率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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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orld Bank）（1995：149）。

	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政治独裁政权引入了老龄收入保障制度的一些基本要素，韩国退休保障制度在1961年执行（根据1953年通过的劳动法），作为对退休群体的收入保障，该制度也适用于自动离职或者下岗的工人。在韩国快速工业化的几十年间，该保障对那些失业者来说是一种失业保险，对于退休群体来说是老年收入保障。

	支付给工人的遣散费或者退休金额度为：每服务一年，支付一个月的工资，工资额比照离职前三个月的工资，包括加班费和奖金在内，不管工人的年龄和离职原因为何。遣散费是韩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独特特征——只有日本和意大利有类似制度——但是遣散费额度没有这么多（经合组织，2004：68-70）。很多大公司采用累进养老金公式来确定遣散额度，奖励工龄长的工人高于立法约定的最低额的遣散费（Rhee 2003：83-85）。退休金也是理解韩国移民模式的一个关键因素，尤其是老年工人的移民模式，第九章将关注该问题。

	退休金取决于离职前三个月平均工资情况，这意味着工人的工资历史在确定支付额时并不是关键因素。从工人和雇主的角度看，关键因素是工作的年限和最后的工资。这种安排反映了退休金制度确立时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工人长期受雇于同一家大公司，职业发展可期，且经济发展迅速，实际工资从而快速增加。

	退休金意味着工人可以得到即时的一次性现金支付，其价值很容易计算。这种一次性支付，本意是在短期内减轻低龄强制退休对经济的影响。对于那些计划开启二次职业的人——尤其是创业者，或者如第九章所讨论的那样，计划移民的人——这笔退休金作为启动资金非常重要。而对于那些需要合同就业或者其他临时工作的人来说，这笔一次性补助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初始的财务缓冲。因此，退休金起到了在从一级劳动力市场向次级劳动力市场过渡阶段，缓和短期内家庭现金流影响的作用。如果没有退休金计划，很多工人和他们的家庭就很难实现具有韩国特色的两步走退休之路。

	在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期，对于雇主和国家来说，退休金都非常有吸引力，因为对预筹的退休金并没有相关规定。换句话说，付给退休工人的钱可能来自运营资金。最后，正如第二章所示，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韩国的人口很年轻，退休的工人相对不多，许多更年轻的工人被雇用，而他们领取退休金是几十年后的事情。

	韩国首个政府规定的养老金从1960年开始，主要提供给政府公务员，1963年军队也有一个独立的、类似的计划。这些设计的初衷是保证公务员的忠诚，尤其是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独裁政权的忠诚。1973年建立的一个计划将私立学校教师也覆盖在内。相对丰厚的养老金条件也是为了减轻这些人被排除在退休金计划之外而受到的影响。

	这些计划的一个特点是工人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就退休，且可以获得丰厚的补助。比如，政府工作人员不管年龄多大，都可以在为政府服务20年后拿着全额养老金退休（Moon and Koh 2005）。这种情况在过去10年间有所改变，现在60岁之前没有资格拿到养老金，但是这种变化只适用于那些新入职者。因此，有些政府工作人员可以在40岁出头就拿全额养老金退休，继而开启第二职业，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独裁政府启动建立养老金计划的方案，以此来覆盖那些被排除在三个职业养老金计划（政府工作人员、军队和私立学校教师）之外的劳动者。政府面临两种压力，第一种压力是动员国内资本，支持进一步快速工业化，尤其是重型机械和化学产品领域。第二种压力是需要展示出国家领导的专职发展策略会增加工人阶级的福利，以此来平息对政治独裁的政治反对。不出所料，出台的养老金方案非常有效地调动了储蓄，但未把多数工人都覆盖在社会保险方案里。1973年的石油危机和来自商业团体的强烈反对使国民养老金的引入搁置了十多年。

	回顾老年人收入保障最初的设计，我们可以发现韩国福利制度的四个关键特征，它们直到现在仍然主导着相关决策。第一，政府一直以来更愿意把国家财政资源集中在工业发展上，而不是福利计划上（比如转让给个人）。此外，因为经济的高速发展依赖出口，所以韩国工业和政府渴望尽可能降低劳动力成本，这使得韩国制造的产品能够并且确实在全球具有价格优势。后果就是，政府在提出福利和社会保险方面犹豫不决，因为这可能导致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

	如表3.2所示，结果是和其他国家相比，韩国启动社会保险计划（social insurance schemes）较晚。表格清楚地显示出，韩国政府正式通过主要福利制度核心准则的时候，其人均收入远高于其他国家。

	表3.2 主要社会保险计划引入时间点（引入年份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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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C. Pierson（1991：108）；美国社会保障管理局（US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1999）。

	注：括号里的数据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单位是1990年国际元，依据是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世界经济发展数据库（http://www.ggdc.net/maddison）。

	第二，韩国政府引入社会保险经常是为了支持经济增长，而不是为了减轻百姓的贫困或苦难。换言之，其设计的养老金计划是为了最大程度减少国家和企业的经济负担。例如，基于保险的养老金计划和失业福利计划被引入时，相关条例一般要求更大、盈利更多的公司首先参与，但是仅仅数年或几十年之后，小公司也会被要求给保险计划出资。这意味着大企业收入更高的工人会首先受益于福利制度的扩张，而小公司的低收入工人却无法先受益。此外，正如本章接下来所讨论的那样，国家有限的福利投入会导致更严格的资产测查，以及更微薄的政府援助和公共服务福利。

	第三，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独裁政府引入了社会保险计划，目的是获取并维持政治支持（例如，给公务员的特殊职业养老金）。为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大出口公司的利益被融入了社会保险计划的设计（例如，退休金和以企业为基础的医疗保险协会）。出于政治利益考虑，韩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开始是为少数公民设计的，他们并不直接需要社会服务。这样做的结果便是小福利制，甚至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韩国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0美元水平的情况下，社会支出只占3.1%，对比瑞典的27.1%、德国的23.5%、英国的19.6%（Yang 2011）。2012年，经合组织估计韩国社会公共总支出占GDP的比例在经合组织国家中第二低，仅超过墨西哥（经合组织，2012）。

	韩国福利制度发展的第四个特征是，从以前到现在都高度依赖家庭。从历史上看，家庭即便不是为老年人提供经济和其他支持的唯一来源，也是主要来源。在多数经济发达国家，福利制度基本取代了家庭。与之相比，在韩国，儒家价值观和限制福利制度的决定使家庭一直都是为老年人提供收入保障的核心机构。家庭，包括代际家庭，在为老年人提供收入支持方面持续发挥着广泛的作用，这意味着较低的合同约定退休年龄和两步退休模式并不像在其他情况下那样，成为引人注目的公共政策问题。

	在福利制度和养老金都欠发达、多数工人通过私人存款获得的收入支持不足的情况下，家庭注定成为个人退休之路的主要支撑。事实上，政府政策往往鼓励家庭为老年家庭成员提供经济支持。因为家庭仍然是年长工人和老年人的有效收入保障机制，所以早退休和其后不稳定的二次就业所带来的经济风险，要比同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西方国家小。

	此外，韩国社会的父权性质意味着女性要承担很多责任（从养育孩子到照顾老人），这些是发达福利制度应该涵盖的内容。换句话说，韩国作为小型福利国家，女性自愿或者被迫承担了各种家庭责任，这造成很多女性放弃带薪工作而退休的独特现象，第五章将对此进行分析。正如第二章所讨论的那样，韩国日益改变的生育模式和女性越来越多的就业机遇，已经改变了很多女性要离开这个国家的意愿。


国民养老金



	如前文所述，在1973年，当时的军政府提出了一项深受经济因素影响的国民福利养老金计划（national welfare pension scheme），即政府想调动国内资本来做经济投资。养老金计划的设计是让雇主和雇员共同承担成本，而不需要政府用税金来抵开销，对政府的益处是政府可以控制大笔资金做投资以促进经济发展。然而，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和紧随其后的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的余波中，为老年人争取保障的小小努力被1974年年初的总统紧急法令中止（Yang et al. 2008）。又过了15年，养老金政策才再一次使得为国家私营企业工人提供养老金计划作出持续努力成为可能。

	韩国的民主化运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对政府施压，要求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作为回应，政府努力满足部分公民，引进最低工资制度、医疗保险计划，以及拖延已久的国民养老金。然而，这些新方案范围有限，因为大量的政治权力继续握在保守派别手中，同时工会运动力量微弱。

	韩国的单一成员选举制度导致在韩国国会中，被推选的国会代表对社会福利问题基本漠不关心，因为很多选民更关心的是当地的发展问题而不是国家的社会福利问题。韩国的工会没有权力，也没有什么动机来追求使整体公民受益的政策。大公司通过提高工资、增加企业福利，包括发放优厚的退休金，来阻止工会运动。因此，企业工会不会为提倡普遍福利权益作出努力，因为工会成员的福利需求主要由其所在的公司来满足。总体来说，工会对社会福利政策不予重视的趋势一直持续到现在（Yang 即将出版）。

	国民养老金计划（the National Pension Scheme）最终于1988年得以实施，因为私营部门的劳动者受到当时保守的、限制性福利意识的影响。国民养老金计划的仓促引进，目的是实现福利制度扩大和民主化，当时主要关注的是政治利益和养老金政策，而未仔细考虑其对公共养老金的长远影响。20世纪70年代流产的养老金计划是让劳动者个人缴费7%，而其所得替代率为40%，换句话说，该养老金计划中，劳动者个人负担比例为其工作收入的7%，一般劳动者将在退休时以养老金的形式得到其先前工作收入的40%。

	然而，1988年的国民养老金计划缴费率更低，只有3%（雇主负担1.5%，雇员负担1.5%），但是所得替代率要高很多，达到70%。换句话说，养老金非常丰厚，工人负担得少，但是退休的时候得到的很多。不出所料，这种低缴费、高福利制度导致了财政的不可持续性。

	为了减轻雇主既要为现存退休金缴费，又要为国民养老金计划缴费的负担，支付给劳动者的退休金被计划转移给国民养老金计划。到1997年，国民养老金计划的缴费率将提高到6%：其中雇主缴2%，雇员缴2%，转移退休金2%。1998年缴费率进一步提高，达到9%（雇主、雇员和退休金三方各缴纳3%）。然而，工会和工人强烈反对所谓的退休金损失，这意味着把退休金计划整合到国民养老金计划中从未实施。取而代之的是允许国民养老金和退休金共存。

	不难理解工人为何抵制把长期存在的退休金（由雇主提供资金）和新的国民养老金进行整合。毕竟，一次性退休金是被迫早退休的一个特征，有助于向二次就业过渡。此外，退休金的数额很容易计算，一退休就能马上收到。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国民养老金到60岁才能领取，这意味着从合同强制退休到符合养老金领取资格，多数私营企业的劳动者会有几年甚至10年的时间差。

	2004年，政府宣布公司可以设立企业养老金（corporate pensions），或者继续沿用退休金，但政府提供税务优惠以支持企业养老金（见第六章）。很多更大的公司慢慢趋向于建立企业养老金，而小的企业继续沿用退休金。同时，政府也允许公司，尤其小公司，来为职员设立个人退休账户。然而，很多工人还是更喜欢退休金而不是企业养老金。企业养老金，从固定收益到固定缴款，对工人没有什么吸引力，除非是那些退休晚的高收入劳动者，他们不需要在劳动力市场进行再就业。最近，从2012年开始，新建立的企业不能再运作退休金计划，但是必须为职员建立企业养老金计划（在向国民养老金计划缴费以外）。

	引入国民养老金的主要经济目标之一是将剩余的养老金投资到社会间接资本中，经济规划委员会（Economic Planning Board）会长是国民养老基金运营委员会（National Pension Fund Operation Committee）的主席，可以把养老基金的70%投资到政府经济发展项目中。虽然在原则上对养老基金的公共使用并不失当（在其他国家这也很普遍），但事实上这带来了问题，因为韩国政府擅自使用这笔资金来换取批评家所说的政治收益。结果，这遭到了专家和公民的强烈反对。1998年，在新的中左政府的领导下，养老基金开始只用来保护基金持有人的养老金权益（Won and Joo 2011）。

	韩国1997年金融危机后，金大中（Kim Dae Jung）被选为总统，他进步、支持福利。他的执政启动了一轮福利制度改革，建立了以“积极性福利”为理念的社会政策。其中一个政府动议是扩大国民养老金计划的覆盖面，引进国民基本生活计划，给劳动人口在内的所有公民提供基本的经济援助。

	但是，国民基本生活计划自2002年实施以来，覆盖范围和支付额度都非常有限，没有几个人符合条件。为了符合条件，申请人必须说明自己没有家人（孩子或者父母）可以对其进行经济支持。此外还存在收入和资产调查，只有那些赤贫的人才有资格领取，而所领取的钱也只能使领取者脱离政府设置的最低收入线。

	很多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的民主过渡时期就已经被提出，但是被保守派政府推迟了。因此，这些改革并没有很大的进步性，也不太能顺应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趋势，更多是追赶性质的。结果，尽管社会福利计划有所扩大，但是重大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比如劳动人口中穷人的增长、不平等加剧、生育率低，以及较早被强迫退休的影响（如老年群体自杀率上升）。

	关于养老金改革，在1999年，为了解决国民养老金计划“低缴费、高收益”的问题，政府把所得替代率从70%降低到60%，国民养老金计划已经把覆盖范围扩展到4人及以下的小公司、城市自由职业者。更重要的是，领取养老金的资格年龄从60岁提高到2013年的61岁，然后逐步提高，到2033年达到65岁。这加长了强制退休年龄和养老金领取年龄的时间差，进一步增加了到达合同约定强制退休年龄的劳动者的经济压力。

	韩国工会，尤其是保守的韩国总工会，反对把国民养老金计划的覆盖面扩大到小型企业，因为养老金计划有再分配的特征。国民养老金通过受益人收入的相对比例来确定一半付款额，通过所有保险持有人的平均收入来确定另一半付款额。换言之，加入国民养老金计划的所有劳动者的平均工资在确定付款额度的时候起关键作用。小公司所付的薪水一般低于大公司，自由职业者的收入通常比那些在大企业工作的人少很多。因此，国民养老金计划覆盖面扩大到更小的企业会导致大公司雇员的保险支付额度降低，因为保险计划要根据所有参加养老计划的人的平均收入来确定支付额度。此外，如果有自由职业者低报其收入，他们就会得到比自己应得更高的福利金（因为国民养老金的再分配公式）。虽然工会反对扩大保障范围，但事实上政府坚持执行这个政策，并且进一步扩大覆盖面，因此今天正规经济中的多数劳动者都必须加入国民养老金计划。然而，正如第七章所分析的那样，还是有大量的劳动者未能缴纳养老金保险费。

	卢武铉（Rho Moo Hyun）政府于2003年掌权，该政府努力克服社会保障政策的局限性，提出了长期的福利计划，命名为“展望2030”（Vision 2030），这是韩国的第一个长期福利计划。“展望2030”勾勒出一个综合性的福利策略来应对新的社会风险（例如低生育率、老龄社会，第二章已有所描述），把韩国的社会支出提高到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韩国政府［Korean Government］，2006）。然而，该计划几乎没什么吸引力，因为卢武铉政府的福利改革开始较晚，“展望2030”中的提议需要增加支出，这未能得到大集团的支持（Yang 2008）。然而，福利制度范围有明显扩大，包括政府出资的公共托儿服务和老年人的长期护理保险。此外，政府对国民养老金计划进行了第二次改革。

	2007年的养老金改革主要关注的是“低缴纳，高福利”结构造成的长期经济不稳定，这是自1988年该养老金计划创立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困扰。于是，一项被称为“足额缴纳，足额福利”模式（把缴纳率逐步从9%提高到15.85%，所得替代率逐步从60%降低到50%）的改革得到推进。然而，反对派和很多民间社会团体抵制这个方案，因为它没有为大约40%还未被国民养老金计划覆盖的经济活跃人群提供福利。

	结果，政府选择到2028年把所得替代率逐渐降低到40%，但不提高缴纳率。作为对降低的所得替代率的补充，政府在2005年起草了《退休金法》（the Retirement Pension Law）。但是，如前所述，卢武铉政府把退休金制度转变为企业养老金计划的努力遭到了支持退休金的有组织劳工的抵制。因此，退休养老金被作为自愿计划引入。然而，它的覆盖率要比国民养老金计划低得多，到2011年保持在32.5%（雇佣劳动部［Ministry of Employment and Labour］，2011）。

	同样重要的是，在改革国民养老金计划的同时，政府引入了基于税收的基础退休金制度，称为基本养老金（Basic Old Age Pension），给没有国民养老金计划缴费史的60%的老人每月提供养老金。然而，基本养老金只有到65岁才能领取，距离合同强制退休可能有10多年的时间差。基本养老金数额每月仅约9万韩元（大约77美元），对于缓解老年人贫困和贫困的不利影响杯水车薪。因为基本养老金制度，韩国最终拥有了和西方福利制度相似的、基本的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其中第一层次为基本养老金制度，第二层次为国民养老金计划，第三层次是退休金计划和企业养老金。


结构性问题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韩国老年人收入保障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弱化政府的作用。结果，引进国民养老金计划滞后于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保险取代了基于税收的计划，成为养老金的规范形式，结果导致很多没有机会加入国民养老金计划，或对该计划缴费不足的老年人面临贫困风险。边缘劳动者，如那些短期合同工、在小企业工作的人和临时工，都被排除在国民养老金计划外，或因没缴费而被排除在外（见第七章）。保障网络中的这些盲点在韩国分布广泛，表3.3显示，非正式员工的所有法定福利覆盖率都大大降低，除了受保资格是基于家庭的国民医疗保险。300人以下的小型和中型公司的养老金有效覆盖率，正式员工达到70%，非正式员工只有47.6%。

	那些被排除在国民养老金计划外的人必须依赖国民基本生活保障计划（National Basic Livelihood Security Scheme）和基本养老金。然而，国民基本生活保障计划的资产调查非常严格，而且严格规定家庭成员也要提供经济支持。另一方面，基本养老金只能在65岁时领取，而且每月数额微薄，几乎不可能帮助领取者脱贫。因此，韩国的老年人贫困率极高。

	国民养老金的不足不仅对贫困老年人而言是个问题，对中产阶级也同样如此。国民养老金计划具有突出的收入再分配特征，因此收入高于平均收入的中产阶级的所得替代率非常低：对于收入是平均收入2倍的中产阶级来说，他们的所得替代率只有25%。虽然退休金或来自工作场所的养老金部分抵消了国民养老金计划的低所得替代率，但是对中产阶级来说，低替代率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表3.3 2008年8月社会保险和公司福利的有效覆盖率 单位：%

	[image: ]

	资料来源：依据韩国统计信息系统（Korean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System）的数据（http://www.kosis.kr）计算。

	注：大公司指的是规模在300人及以上的企业，中小企业指的是规模在300人以下的企业。

	与收入相关的缴费型养老金计划应该具有财政上的可持续性，然而在国民养老金计划创立的前20年，尽管进行了两次重要的改革，韩国的公共养老金体系仍然缺乏强有力的长期财政可持续性。例如，政府弥补了现在已高达1.3万亿韩元（相当于13亿美元）的公务员养老金赤字，等到2040年，该养老金赤字将达到不可持续的20万亿韩元（相当于200亿美元）（Min 2011）。私立教师养老金计划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最让人担忧的是，体量更大的国民养老金计划尽管在2007年进行了改革，却面临相似的麻烦。据预测，养老金将在2060年耗尽，给下一代劳动人口造成极大的压力。正如第二章所回顾的那样，韩国的人口发展结构让情况更加不妙，因为有资格领取养老金的公民越来越多，但是缴纳养老保险的劳动者越来越少。根据表3.4中的养老金经济前景所示，每个劳动者的精算公平的养老金缴费比例需要从现在的9%快速提高到2065年的23.9%。如果缴纳率没有早一些逐渐提高，并且替代率降低、领取资格年龄进一步提高，那么政府的税款将不可避免地要拿来补充养老金计划，这将导致代际收入转移或者纳税增加（Moon 2007）。然而，减少养老金或者推迟领取养老金的资格年龄，都只会让贫困老年群体更加庞大。

	关于国民养老金资金还有两个忧虑：第一，它的体量庞大，会影响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目前，国民养老金计划的资金规模在世界上排第三位，那么它的投资决定会对相对较小的韩国金融市场产生重大的影响。第二，这笔资金的快速枯竭可能会导致市场瓦解，从而使得在证券和房地产中的投资清算非常困难（Abel 2001；Lee et al. 2007；Won and Joo 2011）。

	表3.4 2007年改革后的财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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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Moon（2007：9）。

	注：括号外数字单位为十亿韩元，括号内数字表示该数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韩国国民养老金计划的一些困境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正如第二章所述，其他经合组织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婴儿潮的一代人即将退休。经合组织的西方国家中，婴儿潮一代多数在2020年到2030年期间退休，比韩国早5—10年。然而，这些国家的情况和韩国又有不同。当这些国家开始清算养老金资金的资产时，希望亚洲的养老金资金能对他们的市场进行投资，因为亚洲国家的养老金资金将要寻求投资市场。因此，这些国家不可能经历资产价值快速下跌。当韩国的养老金资金在2040年以后卖掉它的股份，来接盘的大机构买方可能会更少（Won and Joo 2011）。


结论



	直到20年前，韩国都没有切实可行的老年收入保障体系。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在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进程中，政府把拥有的资源主要输送给经济发展。老年收入保障体系的第一部分是在20世纪60年代给公职人员提供的特殊职业养老金。然而，这些养老金仅仅覆盖了劳动力的一小部分。1988年，针对私营部门劳动者的国民养老金计划终于引入，但由于该计划在结构上“低缴纳，高福利”的特点，加之韩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该计划在财政上不具有可持续性。此外，国民养老金的领取年龄迟于劳动者被迫退休的年龄几年甚至十年。

	为了解决该计划在财政上的不稳定性，政府进行了几轮养老金改革，来提高养老金缴纳率、降低福利、提高领取年龄。虽然当前养老金计划在财政上更具可持续性，但是韩国人口发展趋势会导致养老金在未来50年耗尽。因此，政府可能会进行更多轮改革，这些改革可能会进一步拉大养老金领取资格年龄和第一职业结束年龄之间的时间差。

	2007年的基本养老金为老年人创造了基本的安全保障，但是，很多韩国老年人仍旧收入低、生活贫困。正如本书中其他章节所说明的那样，应对韩国退休收入资金问题的方法是提高合同退休的年龄，或彻底废除退休年龄。一个直接影响是劳动者为国民养老金计划缴费的时间会更长，有助于稳定该计划。此外，如果劳动者在超过养老金领取年龄后继续工作（并缴纳养老保险），那么领取养老保险的时间将推后，这样就为其他改革举措提供更大的空间。同样重要的是，职业时间的延长将降低一些老人的贫困率，从而减少韩国老年人面对的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Abel，A.（2001）‘Will Bequests Attenuate the Predicted Meltdown in Stock Prices when Baby Boomers Retire？’（《婴儿潮一代退休时，遗赠会减缓股价的预期暴跌吗？》），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经济与统计评论》），83（4）：1-16.

	Finer，C. J.（2000）‘Aging in Industrial Societies，East and West：A Wester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工业社会的老龄化，东方与西方：西方比较视角》）. In V. L. Bengtson，K.-D. Kim，G. C. Myers and K.-S. Eun（eds.）Aging in East and West：Families，States and the Elderly（《东方与西方的老龄化：家庭、国家与老年人》）. New York：Springer. 17-40.

	Kim，T.-j.（2011）‘Depression：Leading Cause of Suicides’（《抑郁：自杀的主要原因》），The Korea Times（《韩国时报》），Online. Available HTTP：<http://www.koreatimes.co.kr/www/news/nation/2011/11/113_99008.html>

	Korean Government（2006）Vision 2030-Korea：A Hopeful Nation in Harmony（《展望2030 ——韩国：和谐的希望之国》），Joint Press Release. 125-142.

	Lee，H.，Im，K. and Jho，S.（2007）‘The Impact of the National Pension Asset in the Financial Market’［in Korean］（《国民养老金资产对金融市场的影响》［韩文］）. In H. P. Moon（ed.）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Korean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System（《韩国退休收入保障制度的多学科研究》 ），Seoul：Korea Development Institute.

	Min，H. S.（2011）‘Why the 2009 Reform of GEP（Government Employee Pension）remained a moderate Reform：A Focus on Political and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Policy Decision making Process’［in Korean］（《2009年政府雇员养老金改革为何仍是温和改革：以政策决策过程的政治和结构特征为焦点》［韩文］），The Korean Associations for Policy Studies（《韩国政策研究学会》），20（1）：333-362.

	Ministry of Employment and Labour（2011）‘Up to date Information of the Retirement Pension’［in Korean］（《退休养老金最新资料》［韩文］）. Press release.

	Moon，H.（ed.）（2007）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Korean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System ［in Korean］（《韩国退休收入保障制度的多学科研究》［韩文］），Seoul：Korea Development Institute.

	Moon，H. and Koh，Y.（2005）The Korean Pension System：Current State and Tasks Ahead（《韩国养老金制度：现状与未来任务》）. In L.-J. Cho，H. Moon，Y. H. Kim and S.-H. Lee（eds.），A New Paradigm for Social Welfare in the New Millennium（《新千年社会福利的新范式》）. Seoul：Korea Development Institute. 229-257.

	OECD（2004）Korea：Ageing and Employment Policies（《韩国的老龄化与就业政策》）. Paris：OECD.

	——（2009）Pensions at a Glance（《养老金概览》）. Paris：OECD.

	——（2012）‘Government Social Spending’（《政府社会支出》），Social Issues：Key Tables from OECD（《社会问题：经合组织的主要表格》），No. 1. Available HTTP http ：//www.oecd-ilibrary.org/social-issues-migration-health/government-social-spending_20743904-table1

	Pierson，C.（1991）Beyond the Welfare State？（《超越福利国家？》），Cambridge：Polity Press.

	Rhee，C.-H.（2003）‘Wage：Levels and Structure’（《工资：水平和结构》），In J.-H. Kim（ed.），Employment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Korea（《韩国的就业和劳资关系》）. Seoul：Korea International Labour Federation. 57-88.

	US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1999）Social Security throughout the World（《世界各地的社会保障》），Washington：US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Won，C. and Joo，E.（2011）‘A Discussion on National Pension Fund Management with an Alternative View to Government Pension Policy Direction’［in Korean］（《以对政府养老金政策方向的另一种看法论国民养老基金管理》［韩文］），Korean Social Policy Review（《韩国社会政策评论》），18（1）：175-207.

	World Bank（1995）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5：Workers in an Integrating World（《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一体化世界中的劳动者》），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Yang，J.（2008）‘Proactive Social Policy Initiative but Failed Political Mobilization’［in Korean］（《积极的社会政策倡议，失败的政治动员》 ［韩文］），in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the Society and Economy of the Korean Peninsula（ed.）Frustration of the Rho Moo Hyun Era（《卢武铉时代的挫折》 ），Paju：Changbi.

	——（2011）‘Old-age Income Security in Korea：History，Challenges and Reform Directions’［in Korean］（《韩国的老年收入保障：历史、挑战与改革方向》［韩文］），The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亚洲研究杂志》），54（2）：80-357.

	——（即将出版）‘Parochial Welfare Politics and the Small Welfare State in South Korea’（《韩国的教区福利政策与小福利国家》），Comparative Politics（《比较政治学》.

	Yang，J. Yeong-soon Kim，Young-jae Jo，Soon-mee Kwon，Myung-sook Woo and Heung-mo Jeong（2008）Policymaking Process of the Korean Welfare Policy：History and Evidence（《韩国福利政策的决策过程：历史与证据》），Seoul：Nanam.








第四章




韩国强制退休的法律基础


首尔建国大学法学院教授。撰写了大量关于就业法的文章，尤其是年龄歧视和退休问题。
	赵龙晚
	 [image: 首尔建国大学法学院教授。撰写了大量关于就业法的文章，尤其是年龄歧视和退休问题。]


引言



	在韩国，雇主广泛施行强制退休，强制退休是人事或人力资源政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没有任何法律或法规鼓励或者禁止强制退休。实际上，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来，尽管劳动关系领域建立了法律法规，但除公共部门外，几乎没有关于强制退休的法律规定。然而，正如其他章节所示，尽管强制退休在私营企业被广泛采用和施行，但很难说这是个可取的政策。2010年，300人及以上规模的私人企业平均合同约定退休年龄是57.4岁，和2003年的56.7岁相比稍有提高。然而，很多雇员，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都在雇主规定的强制退休年龄前离职。因为存在较早退休和其他类似的安排，韩国私营部门雇员的实际退休年龄在53岁左右（Keum 2012）。正如其他章节所示，这在韩国产生了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原因很多。最不容忽视的是从2013年以来，私营部门劳动者领取公共养老金的资格年龄是61岁，并且这将逐渐提高到2033年的65岁。

	强制退休是指，劳动者一旦到了某个预定的、由雇主决定的年龄，就由雇主来终结雇佣关系，不管雇员本人的劳动意愿或能力。换句话说，韩国雇主可以仅仅依据年龄来合法终结雇佣关系。本章认为这种歧视性的做法应该禁止，除非有具体、正当的理由施行强制退休，否则退休的时机应该由雇员本人决定。鉴于国际上延迟或完全废除退休年龄的趋势（见第一、第九和第十章）和韩国快速老龄化的社会，对强制退休进行改革是这个国家必须面对的任务。

	本章的目的是回顾关于韩国强制退休的法律法规和司法决定，提出可能的改善建议。本章首先明确强制退休的定义，其次分析关于强制退休的辩论，回顾《就业年龄歧视法》如何在年龄歧视的背景下应对强制退休问题。再次，本章回顾了当前法律如何规范退休年龄的问题。本章的结论部分将对如何完善强制退休的法律框架提出建议。


强制退休的定义和类型



	韩国的强制退休被定义为一种制度，当雇员达到劳动合同、劳动规则或集体约定中规定的某个年龄，不管雇员是否有劳动能力，劳动关系自动终止。根据法庭裁决，雇员的强制退休年龄是劳动关系自动终结的原因。因解雇或辞职而产生的退休，需要雇主或者雇员表达出终止劳动关系的意愿；但是由于年龄而合同强制退休是因为雇员达到了指定年龄，不需要雇主或雇员表达出终止劳动关系的意愿。在这方面，强制退休在法律特征上区别于解雇或者辞职。换句话说，强制退休不是现存立法制约下的解雇，尽管劳动关系的终结可能违背雇员的意愿。

	正如第三章所讨论，韩国已经准备好了覆盖私营部门的公共养老金计划，领取公共养老金的资格年龄在2013年是61岁，每五年提高一岁，到2033年将达到65岁。如果强制退休设定在61岁或者更高年龄，雇员在退休后就可以马上领取公共养老金，这样因退休而失去收入的风险就更低。雇员一退休就可以领取公共养老金的退休年龄被称为“合乎社会需求的强制退休”，因为这让雇员退休的不利影响最小化。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如果合同约定退休年龄早于领取养老金的资格年龄，被迫退休的劳动者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没有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这被称作“强制提前退休”（early mandatory retirement）。韩国企业的平均强制退休年龄是57岁左右，因此韩国的惯例被分类为“强制提前退休”。

	强制退休可以分为“私营部门强制退休”（private sector mandatory retirement）和“公共部门强制退休”（public sector mandatory retirement），这取决于受这种做法所影响的雇员类型。对于在私营部门工作的雇员来说，雇主通过劳动合同、工作规则或者集体约定来为他们确定强制退休年龄，没有法律法规来强制规定强制退休的条款。另一方面，对于公职人员来说，强制退休年龄由《国家公职人员法》（the State Public Officials Act）中针对公务员的法律和规章来明确规定。根据该法案，如没有其他法律法规作出不同规定，公务员的强制退休年龄是60岁。

	强制退休被分为“统一强制退休”（uniform mandatory retirement）和“差别强制退休”（differential mandatory retirement），这取决于雇员是根据某种标准统一退休还是有差别地退休。如果是统一强制退休，公司中所有的雇员，无论职位和工作，都在相同年龄退休；而差别强制退休则是雇员因为职位不同或者在单位所做的工作不同，而退休年龄各异。总体来说，白领工人或者职位高的雇员的退休年龄比蓝领工人和职位低的雇员更高一些。这种差别强制退休安排是否合法，本章将在后面进行讨论。


辩论和最近的立法运动



	强制退休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存在激烈的观念冲突。支持者的主要观点如下：第一，企业所能支撑的雇员数量有限，因此不可避免地，企业需要去掉一些老员工来雇佣新的年轻的员工，这样才能保持工作场所年龄的平衡。第二，强制退休有利于确保劳动能力下降的劳动者退出职场，而不是由雇主辞退。第三，在韩国普遍存在的资历制度中，薪资提高的主要依据是为雇主工作的年限，对于雇主和雇员来说，强制退休都是公平的。这是因为根据经济理论，资历薪资对于年轻的、刚开始职业生涯的劳动者来说，他们的劳动力价值大于其所得，而后来，等他们年长的时候，他们的工资所得要大于他们的劳动力价值，这对他们是一种对工资不平等的弥补。最后，强制退休能确保雇员在没有出于特别原因被辞退的情况下，可以一直工作到强制退休年龄，这是该制度的积极作用。换句话说，雇主不太可能解雇那些有问题的雇员，尤其是接近退休年龄的雇员，因为解雇的成本可能比等到其按照合同约定退休要高（Im 2012；Kim 2012）。

	合同约定强制退休的反对者提出以下观点：第一，强制退休是基于年龄的歧视，这违背韩国宪法，宪法规定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不会因为性别、宗教或者社会地位而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遭遇歧视。然而，年龄没有作为一个可能产生歧视的因素而写入宪法。此外，强制退休违背《劳工标准法》（the Labour Standards Act）的平等对待条款，该条款要求雇主不能依据性别来歧视雇员，也不能依据国籍、宗教和社会地位在工作条件方面给予区别性对待。像在宪法中一样，年龄再一次未列入禁止实施歧视的范畴。第二，因为年龄不能构成正当事由，强制退休应被视为无正当理由的解雇行为，这种行为被《劳工标准法》所禁止。第三，个人人权，包括免于因年龄而遭受歧视的权利，应该是职场关系的一部分，职场关系不应只关注利润和效率。最后，如第二章所述，在低出生率、人口快速老龄化的社会，强制退休同促进年长劳动者就业、稳定年长者和/或退休者的收入保障的目标相悖（Kim 1992；Lee 2003）。

	韩国法庭已经考虑了一些案例，案例中雇员认为强制退休的政策和做法是非法的。2002年的一个案例质疑《法院组织法》（the Court Organization Act）规定法官强制退休是否违宪，韩国宪法法院（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Korea）裁定法官强制退休并不违宪。法庭给出下列理由：为法官设立退休年龄，是为了保护司法体系的运行，使其不受年长法官下降的脑力和体力影响，同时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而吸纳新人到司法系统。尽管有科学事实表明脑力和体力下降的程度因人而异，然而如果把何时退休的决定交给法官自己，这将无法保证组织整体的高效性。因为很难评估个人完成工作的能力或老龄化对工作的影响，所以，由立法者为法官设定退休年龄是更合乎逻辑、更可取的选择。

	在2008年，国民大会起草了《雇佣上禁止年龄歧视及高龄者雇佣促进法》，禁止因为年龄进行就业歧视，该法案2010年生效。《雇佣上禁止年龄歧视及高龄者雇佣促进法》是对1991年的《高龄者雇佣促进法》（the Aged Employment Promotion Act）的修订，目的是促进老年人就业。《雇佣上禁止年龄歧视及高龄者雇佣促进法》禁止因为年龄直接或间接歧视，规定了一些不属于年龄歧视的例外情况。该法案声称，任何工作场所中对某个年龄段不利的结果，如果是以年龄为标准造成，并没有正当理由，那么就会被视为年龄歧视。

	该法案立法过程中最有争议的问题是强制退休是否应被视为年龄歧视而废止。劳工运动支持禁止强制退休，但是企业强烈反对（参见第一章和第六章）。政府认为在当前情况下，很难把强制退休视作年龄歧视，因为资历制度占主导地位。政府继而提议从长远来看，应该用其他方式来提高合同退休年龄（Cho and Lee 2007）。最后，立法者作出裁决，强制退休不应被视为年龄歧视。相应地，《雇佣上禁止年龄歧视及高龄者雇佣促进法》允许雇主在劳动合同和工作制度中设定强制退休年龄，允许劳资协议中包含强制退休的条款。

	尽管强制退休改革在《雇佣上禁止年龄歧视及高龄者雇佣促进法》制定时未被纳入，但是该法案规定在招聘和雇佣活动中设定年龄限制为非法，而这件事在以前非常普遍。在该法案通过之前，韩国雇主可以随意设定雇员的年龄限制。结果，50岁及以上人群的就业机会严重受限。


强制退休的法律规定



	因为强制退休被视为工作条件的组成部分之一，所以受到规定了工作条件标准的《劳工标准法》制约。《劳工标准法》制约个人劳动关系，目的是确保工作条件和宪法一致，同时保证提高工人的生活标准。该法案声明，和退休相关的事宜应该在工作单位决定。《雇佣上禁止年龄歧视及高龄者雇佣促进法》设计的初衷是禁止年龄歧视、促进老年人就业，规定雇主在设定退休年龄时，应该尽量设置在60岁及以上。然而，建议只是建议，雇主在法律上没有义务把退休年龄设置在60岁及以上。

	公务员的退休年龄由法律规定，而对非公务员的雇员来说，是否强制退休、强制退休年龄为多少，都由雇主来决定。然而，如果退休年龄设置明显过低，就业和劳工部长可以依照《雇佣上禁止年龄歧视及高龄者雇佣促进法》提出行政建议。根据《雇佣上禁止年龄歧视及高龄者雇佣促进法》，雇员达到300及以上的雇主需要向雇佣劳动部部长提交强制退休年龄执行情况年度报告，如果退休年龄设置过低，雇佣劳动部部长接下来可以向雇主提出提高退休年龄的建议。例如，2010年，雇佣劳动部部长向712家企业提出建议，2011年向753家企业提出建议。然而，这些建议的执行情况会打折扣，因为雇主没有法律义务遵守这些建议。

	施行强制退休的企业通常会在工作规则中设置退休年龄，工作规则的相关条文由雇主来决定，描述了适用于所有雇员的工作条件。除非雇员个人和雇主签署的雇佣合同规定了比工作规则中更有利的工作条件，否则都要适用工作规则中的条件。虽然雇佣合同中明确退休年龄较为罕见，但加入工会的商店经常在集体协议中确定退休年龄。如果集体协议中为雇员规定的条件比在工作规则中更为有利，那么以在集体协议中设定的退休年龄为准，因为工作规则条款不能和集体协议相悖。

	没有强制退休年龄但希望设置一个的雇主，确实面临一些法律限制。根据《劳工标准法》，工作规则做出任何对雇员不利的改变都必须得到雇员团体的许可（如果工会由多数雇员构成，那么由工会许可，抑或是由大多数雇员许可）。因此，强制退休的引入需要雇员团体的许可。如果强制退休未经雇员同意即引入，那么对雇员无效，或不适用于雇员。然而，案例法规定，未经现有雇员同意引入的强制退休制度，适用于合同强制退休引入后雇佣的劳动者。和未给出同意意见的现有雇员基础不同，新雇员由于接受公司提供的工作机会，因此被视作同意新政策。

	对劳动者团体施行不同的退休年龄政策是被法律禁止的。根据《劳工标准法》，任何雇主都不能因性别、国籍、宗教或社会地位对员工进行歧视。根据《平等就业和工作家庭协调支持法》（the Act on Equal Employment and Support for Work-Family Reconciliation，下称《平等就业法》），雇主在退休年龄、退休和解雇问题上不能进行性别歧视。最高法院在1993年裁定，工作规则和集体协议中基于性别歧视的条款，即男性退休年龄为55岁，女性退休年龄为53岁，违反了《劳工标准法》和《平等就业法》，因此无效。

	然而，最高法院在1991年裁定，在统一组织内，因为工种、职级和头衔的不同而退休年龄不同为合法。法庭裁决声明，根据一些合理的标准，如性质、实质和工作实践，即使在同一家单位，退休年龄也可以根据头衔和职级的不同而不同。1996年的一则案例中，电话接线员的退休年龄设置为53岁，而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退休年龄是58岁，最高法院裁定此案中退休年龄存在的5年时间差是合理的，因为二者所从事的工作不同，电话接线员和其他劳动者的工作强度和工作实践不同。

	国家人权委员会在2001年成立，裁决了很多关于强制退休的案子并确立了一个原则，即任何组织如果对不同的人群设置不同的退休年龄，必须作出正当解释。该委员会的理念是：根据职级不同而设置不同退休年龄是不合理的，因为高职级（管理层）劳动者和低职级（一线）劳动者在工作类别上的差异不明确。此外，该委员会声明，很难判断更高职级劳动者的经验和技能比更低职级劳动者更丰富；能够解决晋升瓶颈和组织生产率问题的，是人力资源政策和实践的改革，而不是不同的退休年龄（Cho 2012a）。虽然该委员会的裁决仅仅是以建议的形式给出，但对公共部门的雇主产生了影响。例如，因为该委员会的裁决，政府取消了之前低职级劳动者58岁退休，而高职级劳动者60岁退休的设定，现在统一调整为所有人60岁退休。

	如先前所述，根据《劳工标准法》，雇主必须得到雇员团体的首肯才能改变对雇员不利的工作规则，例如降低强制退休年龄。工会可能会在集体协议中和雇主协商改变强制退休的年龄。因此，工会和雇主可能会在集体协议中共同确定降低或者提高退休年龄。根据《工会和劳资关系调整法》（the Trade Union and Labour Relations Adjustment Act），工会成员不应因种族、宗教、性别、年龄、身体条件、职业类别、政党或社会身份而遭到歧视。在一则案例中，雇主同工会协商达成一个集体协议，暂时性地把退休年龄从60岁降到54岁，使得22名雇员基于降低的年龄限制退休。后来，一个新的集体协议达成，退休年龄每年提高一岁，直到60岁。最高法院在回顾了该案例之后裁定，通过降低退休年龄来迫使54岁及以上的雇员退休是年龄歧视，宣布该协议无效。

	为了促进那些就业困难的年长劳动者就业，雇佣劳动部部长可以提供支持给那些采取措施提高工人就业保障的雇主。如果作为这些举措的一部分，退休年龄有所提升，那么雇主和雇员都可以获得国家就业保险计划的财政支持。如果取消强制退休，或把强制退休年龄提高一年或更多直至达到56岁或以上，雇主就有资格获得补助。

	如果雇主基于特定年龄或者连续工作年限，在劳工代表同意的前提下，实施缩减劳动者工资、延长其退休年龄到56岁及以上的制度，那么受影响的劳动者可以获得工资高峰补贴（wage peak subsidy）。该补贴是一项就业保险福利，支付给那些因提高退休年龄而遭受降薪的劳动者。它的设计初衷是鼓励劳资双方就提高退休年龄达成一致。工资高峰制（wage peak system）在2006年引入，目的是解决资历制度导致延迟退休年龄受阻这一情况。工资高峰制规定劳动者在达到一定年龄后要遭受减薪，而对于这是否构成年龄歧视，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另一方面，那些认为该制度不构成年龄歧视的人认为，工资高峰制对劳动者造成的任何不利影响都因同一雇主对其工作年限的延长而被抵消了。

	强制退休确保了在没有其他特殊原因的情况下，劳动者可以保持就业到某个特定的年龄。然而，也有在强制退休前遭遇解雇的可能，强制退休并不一定意味着有权被雇佣到退休年龄（Cho 2012b）。就算退休年龄得以提高，但如果允许因年龄而解雇职员，那么延迟退休将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年长的雇员随时可能会因为年龄而被解雇。在这方面，一个特殊的问题是出于经济原因解雇相对年长的劳动者是否合法。

	根据《劳工标准法》，雇主出于经济原因解雇员工要基于理性、公平的标准。在《雇佣上禁止年龄歧视及高龄者雇佣促进法》制定之前的一则案例中，银行出于经济原因辞退员工，最高法院在2002年作出裁决：辞退在组织职位等级中占据较高位置的年长劳动者、工龄长的劳动者，或者表现不佳的劳动者，这些都是公平、合理的。最高法院认为：银行与其工会共同制定标准，解雇职位等级高、工资更高的劳动者，或者工龄更长的劳动者，减少了要辞退的劳动者的总量。此外，考虑到尽快圆满完成组织变动的重要性，过于关注劳动者个人的私人情况并不可取。

	以上提及的裁决受到劳动法学者批评，因为这允许雇主因为年龄或者和年龄紧密相关的要素而解雇劳动者。《雇佣上禁止年龄歧视及高龄者雇佣促进法》生效后，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一裁决更难以接受。根据《雇佣上禁止年龄歧视及高龄者雇佣促进法》，因为年龄解雇雇员，或使用无正当理由的标准给某个年龄段的人带来不利结果，将被视为年龄歧视。

	雇主可以选择重新雇佣退休劳动者，在一些行业、一些雇主那里，这种做法较普遍。因为这要求签署新的劳动合同，雇主可以设定不同于劳动者退休前的报酬标准。换句话说，雇主重新雇用相同的劳动者来做相同的工作，但是支付的报酬更少，同时也限制了他们领取就业福利的资格。重新雇用退休劳动者使雇主可以利用年长劳动者的技能和经验，同时还减少了劳动力成本（Kim 2006）。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重新雇用退休劳动者是一种有效提高退休年龄同时执行工资削减的有力工具。然而，再就业措施由雇主全权决定，即雇主对重新雇用谁、雇用多久、支付多少报酬完全说了算。

	再就业目前得到公共政策的鼓励。例如，如果雇主设定了57岁及以上的退休年龄，在劳动者到了退休年龄后继续雇用，或者在雇员达到退休年龄、离开工作三个月内雇用他，雇主就会得到补贴。如果雇主采用的退休年龄为57岁及以上，重新雇用了达到退休年龄的人超过一年，那么劳动者就可以得到工资高峰补贴。

	多数情况下，再就业是基于定期雇佣合同（fixed-term employment contract）。根据《定期和兼职雇员保护法》（Act on the Protection of Fixed-Term and Part-Time Employees），雇主不应因为雇员的雇佣身份而歧视定期雇佣合同雇员，不能把他们和企业里或者相关工作领域其他从事相同或相似工作的非定期雇佣合同的劳动者进行比较。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ur Relations Commission）负责处理对临时（合同）工的歧视性工作行为相关的投诉，该委员会最近进行了一些讨论，议题是对重新雇用的退休人员，支付比从事相同或者相似工作的非定期雇员更低的定期合同工资，是否具有歧视性。该委员会成员对此事的观点明显存在冲突：一方认为退休后重新就业是歧视，因为在工资上对定期合同雇员的歧视没有正当理由。另一方认为这不是歧视，因为支付更低工资实现了促进退休劳动者就业的目的。因为这种分歧，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目前采取的立场是重新就业实际上不是歧视。


建议



	主要发达国家都已起草了法律以禁止年龄歧视、禁止强制退休，抑或执行某项政策将退休年龄设在一定年龄以上（Lahey 2010）。在美国，《就业年龄歧视法》禁止强制退休。英国过去允许在65岁及以上年龄强制退休，在2011年10月修正了法律，禁止这种做法。日本在1994年把60岁及以上强制退休合法化，此后鼓励雇主提高退休年龄到65岁或者废除强制退休（见第八章和第十章）。

	韩国没有法定退休年龄，正如本章所讨论的，对于雇主施行合同强制退休没有什么限制。几十年来，私营部门的劳动者平均退休年龄在55岁左右。虽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退休年龄的延迟，但企业并不愿意主动提高退休年龄。韩国正遭受低生育率和人口快速老龄化，而领取公共养老金的资格年龄正逐渐提高到65岁。所有这些因素对和强制退休有关的法律制度的改变施加了压力。

	尽管企业界和一些学者反对用立法来提高合同约定强制退休年龄（Kim 2004），但相反的观点最近更被广为接受。目前最可行的替代方案是通过修正《雇佣上禁止年龄歧视及高龄者雇佣促进法》的第19条，要求施行合同强制退休的企业把年龄设置在60岁及以上。这是卢武铉政府（2003—2008）的提议，是劳动部的长期目标。在2012年12月总统大选期间，最终的胜者朴槿惠也提倡该政策（见第一章）。对《雇佣上禁止年龄歧视及高龄者雇佣促进法》进行修正，可以让政府弥合或者缩小合同约定退休年龄和公共养老金领取年龄之间的差距。提高退休年龄的挑战在于政府如何说服商界。

	一些学者建议禁止年龄歧视，他们说应该修正《雇佣上禁止年龄歧视及高龄者雇佣促进法》，强制退休应该被解读为构成年龄歧视，这将有效禁止强制退休。然而，考虑到当前强制退休年龄主要设置在60岁以下，而《雇佣上禁止年龄歧视及高龄者雇佣促进法》并不把强制退休视为构成年龄歧视，在没有延迟退休的中间措施的情况下，禁止强制退休可能过于草率，因为这样做没有充分考虑到当前的商业惯例。

	延迟强制退休年龄是否能在韩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是个疑问，因为现在很多私营部门的雇员在53岁之前就因为解雇和辞职而离开工作。然而，这个问题需要通过对禁止在强制退休年龄前辞退或者辞职进行充分监管来解决，而不是反对将强制退休年龄延迟至60岁或以上的适当理由。

	罔顾企业的性质和规模以及工作表现，整齐划一地执行退休年龄延迟可能会阻碍企业的正常运作。在执行退休相关政策的时候要寻求恰当的平衡来确保企业平稳运行，例如，要考虑一些例外情况，如小企业，还有一些工作的性质，如抬重物，会使提高强制退休年龄失当。韩国引进的工作场所法规经常要考虑企业的规模，立法通常先在更大的企业生效，之后才扩大到小企业（见第三章）。例如，《劳工标准法》执行的工作条件最低标准最初只在有5名及以上雇员的企业施行，后来在1999年扩大到所有企业。

	根据现在的《雇佣上禁止年龄歧视及高龄者雇佣促进法》，在就业合同、工作规则和集体协议中或者其他依照该法案或其他法案确立的退休年龄，不被视为年龄歧视。如果修正《雇佣上禁止年龄歧视及高龄者雇佣促进法》，把退休年龄设置在60岁及以上，那么在就业合同、工作规则和劳资协议中规定在60岁及以上强制退休就不会被视为年龄歧视，因为退休年龄的安排符合该法案。另一方面，在60岁以下强制退休毫无例外将会被禁止。目前，《雇佣上禁止年龄歧视及高龄者雇佣促进法》声明，在部分情况下，考虑到不被视作年龄歧视的工作职责的特征，不可避免地需要设立一定的年龄限制。如果雇主能证明因考虑到需要完成的任务的性质，某种工作要求退休年龄在60岁以下，这种做法是允许的，因为这不被视作年龄歧视。

	决定60岁以下退休是否合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建立明确的标准，对其必要性作出法律解读。这个标准应该明确、有效，否则会被那些想方设法避免让工人工作到60岁的雇主钻了空子。例如，如果立法者给从事涉及他人健康或安全工作的劳动者设立较低的退休年龄，那么在职业要求中要确立明确的标准。

	一些观察家认为，因为强制退休在当前资历制度下的运作差强人意，这种做法应该保持不变，退休年龄只有在引进工资高峰制后才应该提高（Jang et al. 2004）。然而，引进工资高峰制是需要劳资双方共同商议的问题，而不能由立法强制规定。工资高峰制会给劳动者带来劣势，因为这种制度允许劳动者到了规定年龄后薪酬下降。如果把工资高峰制作为前提条件，那么任何想提高退休年龄的举措都很可能遭到延迟。尽管政府最好为改善工资制度和引进工资高峰制提供支持，但是那些问题应该在强制退休问题之外独立处理。

	很显然，人的知识、技能和能力各不相同，同龄人不见得有相同或相似水准的技能或能力，年长的雇员可能在工作表现上胜过年轻的雇员。然而，很难否认，总体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失去一些脑力和体力，虽然不太清楚多数劳动者技能的下降发生在什么时候。因此，雇主应该给55岁及以上的劳动者提供充分的教育培训，以便于他们能够保持和提高工作技能。


结论



	在韩国社会，几十年来，合同强制退休一直是劳动和职场关系领域的制度特征。劳动者希望为同一雇主工作到退休，经常加班。强制退休被视为支持终生就业的制度，而事实上，它确实也发挥着这样的作用。因为这些积极方面，对强制退休进行干涉和调整的尝试都遭到阻碍。20世纪90年代开始，重组和下岗成为韩国企业文化不容否认的一部分，终生就业不再能得到保证。随着这些变化，雇员开始改变对强制退休的看法，对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实际上，当立法者制定《就业年龄歧视法》时，他们有机会彻底修正合同强制退休制度，但是他们未能抓住这个机遇。

	强制退休及其改革已经是个政治热点问题，公众，尤其是很多三四十岁的劳动者，对变革抱有很高的期望。目前还不清楚合同强制退休年龄是否会被提高，如果提高，也不清楚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提高到什么年龄。现在，通过立法将强制退休年龄设置在60岁或者甚至超过60岁是非常有可能的，尽管也存在很多限制和例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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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韩国女性和退休


郑顺乧为首尔梨花女子大学社会福利研究生院教授。研究方向是老龄化家庭、成功老龄化、老年人个案管理实践和实证型社会工作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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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关于女性退休有个一致发现：在确定退休时机的问题上，女性对家庭情况的考虑比男性更多，尤其是对于照顾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女性的强制退休通常不是由雇主来决定，而是由女性的处境所决定。女权主义学者指出，对退休的传统理解的失败之处是，没有考虑女性退休在文化和个人方面的多维性质（Price 1998；Richardson 1999）。理查森（Richardson）认为，在理解女性退休的问题时必须认识到女性的多重角色——妻子、母亲、成年女儿，以及劳动者。

	女权主义者分析认为，女性家庭角色和工作角色之间的转换是女性退休和男性退休的区别，这两个角色是性别和老龄化问题交叠的中心（Han 2008；Moen et al. 2001；并请参看 Noone et al. 2010）。换句话说，要理解女性退休问题，不仅必须考虑到她们的家庭和工作环境，也要考虑具体的文化环境。因为家庭责任，例如照顾患病或残疾的家庭成员，而不得不离开有偿工作，或者让自己的退休时间和丈夫的退休时间一致，并不是女性想要的，很多女权主义学者强调这会对女性未来生活的满意度造成负面影响（Arber and Ginn 1995；Brody 1990；Hatch and Thompson 1992；Matthews and Campbell 1995；Szinovacz 1987）。

	然而，目前多数对女性和退休问题的研究都主要基于西方的案例，对不同文化提供的信息不多，遑论对韩国这样性别不平等较严重的社会有什么启示了。以家庭为中心的文化经常要求老年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从事有偿工作期间及退职后无偿照料家庭。在今天的韩国，对女性退休发展趋势的理解一定要放在文化环境中，尤其是要考虑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韩国当下60多岁的女性出生于1945年国家独立前后，在20世纪60年代国家经济发展时期建立家庭，那个时候国家处于建设时期，男性要为社会经济发展建设冲锋陷阵，女性则要照顾家庭和抚养下一代（Kim，Y. 2004；Park 1999）。因此，要从这个环境条件下去认识现在即将退休的女性的问题，即她们是在这样一种性别角色划分中长大，被内化为一种儒家专制文化。总而言之，本章分析与韩国女性照料家庭责任相关的工作和退休问题的动态发展变化，更多关注亲子关系而非夫妻关系。从某些女性的视角来看，为了照顾家人而退休不见得是坏事。

	本研究主要基于对韩国退休女性的深度访谈，历时一年，从2007年10月持续到2008年10月。本章所采用的样本取自一个更大规模的关注老年人工作情况的研究，该研究既包括男性也包括女性。当前研究采用了其中一部分女性参与者的数据，对定性数据进行了重新分析，主要关注女性退休问题。对参与者的选择基于目的/理论抽样的基础（Corbin and Strauss 2008；Ritchie et al. 2003），仅限于退休人士，也就是说至少在50多岁或更晚离开职场的人。正如前面章节所述，韩国人会在相对较年轻的年龄，即55岁左右面对第一轮退休，从他们的职业生涯中离开（Phang et al. 2004：60）。

	合计15名女性接受了访谈，主要通过联系老年人中心、滚雪球式互相介绍、个人联络等方式召集而来。参与者年龄在50大几岁到60岁，教育水平从小学到研究生不等，工作经历也各不相同，包括教师、工厂和小作坊临时工、家政、理发店和洗车店老板、餐厅经理及其他。样本仅限于自述身体健康，可以进行有偿或者无偿工作劳动的人。参与者既包括永久退休者，也包括退休后找了临时工作的人。这符合我们对退休的理解，即退休是个过程而不是一次性事件（Guillemard and van Gunsteren 1991）。大约半数样本和她们的成年子女一起生活，另一半是夫妻生活在一起，还有两位是独居。

	我们使用了一个整体的主题指南：议题包括与过去的工作及现在的工作（如果有的话）有关的问题、退休规划和过程、无偿劳动和其他活动等。不过，参与者总体上可以畅所欲言。多数访谈持续一到两个小时，每段访谈都以原语言即韩语进行了录音和转写，然后将其翻译成英语，以在此呈现数据。基于扎根理论的方法，我们对事先确定的关键问题和呈现的主题进行了研究（Corbin and Strauss 2008）。为了克服定性研究的轶事性质、提高研究的可信度和有效性，我们运用了分析归纳法、持续比较法和综合数据处理方法（Silverman 2005）。此外，本研究的两位作者在理解和诠释数据时进行了持续的探讨和互相验证。


儒家文化下的女性工作与退休



	在儒家文化社会中，家庭是重要的社会单位，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在现代非儒家文化中，个人被视为具有权利的、自由、独立的主体，而在儒家文化中，这种意义上的个性化的个人是不存在的。个人在儒家文化中是“家庭中的个人”，是所属家庭的附属单位（Kim，D. 2002；Paik 2008）。在这种环境下，为了家庭关系和角色，即在家庭单位中的义务和责任，个人的个性、特权或者权利都被压制。这种文化中男女被赋予了具体的分工：男人挣钱养家，女人照顾家庭。传统上，这种文化中的女性被要求待在家里，经济上持续依赖男性。儒家文化中基于传统性别角色的理想女性身份由两部分组成：贤妻和良母（Cho 1995）。这可以用我们一位研究对象的话来概括：“男人必须出去赚钱，女人不必。”同样，这也体现在下文中所说的对孩子的责任感，我们称之为“家长的责任”。

	根据性别进行劳动分工——男人在外面劳动，女人留在家里——对这代人来说很明确。然而，也有一些例外情况，比如家庭条件不好迫使一些女性去赚额外的收入来养家，换句话说，如果丈夫不能赚到足够的钱养家，传统的男人养家的模式就遭到了破坏。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女性通常会提及丈夫的不称职，认为那是她们开始在外面工作的原因。女性典型的评论包括：“家庭要是经济稳定，女人为什么要出去工作？她们出去是为了帮助老公。”“我丈夫生意失败后我才开始工作，在那之前，我在家里。他生意好的时候我从来没工作过。”

	然而，即使女性需要工作赚钱，料理家务仍然是她们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满足既要赚钱又要扮演传统角色的需求。她们采用各种方法，包括在家办公、从事时间上相对灵活的工作如销售、在孩子到一定年龄后工作，一般是孩子上小学，即七八岁的年纪后。后面的方法意味着因为婚姻、生育和抚育孩子，女性的职业几乎至少要中断10年。有些女性在40多岁才得到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对于一些女性来说，回归职场非常困难，需要超乎寻常的努力。

	很多参与者说她们工作的根本原因是为了给孩子的教育提供经济支持。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非常重视教育，这是儒家文化的另一个特征。实际上，她们听起来似乎整个生活的目的就是照顾孩子一生。那些能够为孩子提供充分的教育机会、昂贵的结婚仪式的女性会表达出自豪感，而那些不能履行这些“家长责任”的女性则表达出悲伤。一位女性说：

	我工作的原因是为了尽到父母的责任，孩子向我要100块的时候，我给他们200块。看到他们开心是我的幸福。我可以和他们说我只有50块，把省下来的50块留给自己用，但是我不想做这样的父母。为什么？因为我想让他们觉得自己有个伟大的母亲。不然，我为什么要工作？

	（研究对象2，61岁，退休的公共日托中心负责人）

	以孩子为中心的生活在这一代女性中很平常，一些人为了子女的教育特意搬到首尔，有一些人甚至放弃了自己在故乡做得很好的生意而重新白手起家，在大城市中举目无亲，仅仅因为她们相信大城市会给他们的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从访谈中可以得知，多数父母认为必须把孩子送到大学。然而，私立大学教育的学费高昂，这意味着一些父母不得不更努力地工作、工作更久，有时候甚至拿出自己的退休金来付学费。对孩子教育的投资是韩国多数父母最大的经济负担，有研究发现，接受高等教育的孩子的数量和父母退休后决定工作的情况呈正相关（Kweon 1996）。

	对于很多韩国父母来说，确保孩子完成高等教育并不意味着父母责任的终结，相反，父母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有这些“孩子”结婚、成家，变成了独立的“成年人”后，他们的责任才结束。结果，花钱办昂贵的结婚仪式、给孩子安排独立的房子，或租或买，也被看作父母的责任。一位女性回忆说：

	我把自己的一次性退休金福利花在了孩子们的婚礼上，他们成家早，还没开始自己赚钱，所以，我能怎么办呢？我得出钱啊，但是我不责备他们，因为我觉得这是父母的责任。

	（研究对象15，59岁，退休的百货商店售货员，

	现为长期患病人员提供有偿护理工作）

	婚姻和新家庭的形成并未终结父母的角色，母亲们继续照顾已经成年的子女，然后是孙辈，本章后面有述。

	访谈数据清楚地表明，年长父母的贡献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别的方面都仍然很大，尤其要是他们和成年的子女一起生活，不管子女是单身还是已经成家。祖父母和已婚子女共同生活的三代同堂的家庭，往往意味着几代人在经济条件和人力方面的资源共用。这意味着，在很多多代家庭，尤其那些孩子未婚的家庭，年长的父母仍然要在房租、生活成本方面资助子女，最重要的是，年长的母亲仍然是主要提供生活照料的人。

	对那些已经退休不工作的母亲来说，免费照顾孙辈是很自然的事。有一些年长的女性说他们不愿意再找一份工作，因为她们很快就要有孙辈了。一位女性说：

	我的儿子和儿媳两个人都工作。要是他们对我说：“妈妈，因为孩子我们无法工作。请在家照顾孩子吧。”那么，我能说什么呢？年轻人要生存，妈妈必须帮助他们，不是这样吗？所以，我现在不能开始工作，因为他们很快就有孩子了。

	（研究对象7，57岁，前家政工作者）

	很多还在工作的老年女性说，如果需要，她们愿意承担起照料的责任。正如一位研究对象所总结的那样：“照看孩子的全部都是姥姥和奶奶。”换句话说，从带薪工作上退休不意味着从劳动中退休，因为她们还有照顾大家庭的责任。女性自身也会把照顾家庭的责任放在优先于带薪工作的位置。在几个案例中，她们即使需要额外的收入，也会牺牲工作机会来照顾孙辈，为孩子提供方便。

	当家庭不再需要她们为照顾家庭贡献劳动时，很多女性会经历失落感和无意义感。正如一位女性解释的：

	你知道，所谓的“角色丧失”（role loss）。我之前的生活就是照顾我儿子，他现在已经成年，是我的监护人。对于我的成年子女来说，我已经没用了。让我们面对吧，他们不再需要我的劳动了，是吧？现在我不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

	（研究对象10，61岁，前室内装修领班）


舒服退休的条件



	关于女性退休问题的早期研究关注的主要是退休满意度和退休调整，很多因素都非常重要，包括退休后的婚姻状态（Price and Joo 2005）、先前的职业身份（Price and Dean 2009）、退休收入（Quick and Moen 1998；Seccombe and Lee 1986），以及社交网络和支持（Krause 2001；Moen et al. 2000；Reeves and Darville 1994）。在我们的研究中，有两个突出的、尤为重要的因素：财务准备和填补退休时间的活动。很多退休女性在退休后经历收入下降，原因很多，包括工作收入中长期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因为照料家人而经常停止工作、退休政策方面存在歧视女性的制度性不平等（Richardson 1999：54-57）。退休人员是否有合理的养老金是决定他们退休满意程度的重要因素。那些养老金不足的人实际上别无选择，只能返回劳动力市场（Yang 2011）。融入社会活动（无论是有偿还是无偿的工作）、发挥社会作用、建立和别人的联系，这些都是决定退休满意度的重要条件。

	参考以前的研究，这两个因素并非令人惊讶的发现。此外，它们也不仅限于女性。第三个因素，我们称之为“父母责任”。这为现有文献提供了新知识，尤其适用于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在劳动力按照性别分工的背景下，女性总体来说不把工作或者赚钱看作主要责任。当停止工作的时机来临，和男性不同，通常老年女性会愿意全职退休，即使这样做她们不开心。这与男性形成对比，他们通常愿意让工作成为日常生活的中心并拥有收入。女性一旦完成“父母责任”，通常是指当她们的子女已经完成高等教育，并且多数情况下即将成家，她们一般就愿意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事实上，正如理查森（1999：52）正确指出的那样，退休“最终是一个主观概念，既包括个人的，也包括客观的指标”。为另外两个因素——退休后的经济活动和日常活动——作好准备，那样退休生活就会是健康的、独立的，这也可以理解为“父母责任”的一部分，因为不这样的话，她们就会成为子女的负担。我们将依次讨论这三个条件。

	经济方面

	你必须有自己的可支配定期收入，那是想拥有满意的退休生活最重要的因素，有钱了就一切静好……我可以给子女钱，我自己也有钱。我可以有足够的钱花，不必去工作挣钱。所以，我生活得很平静。

	（研究对象11，62岁，前个体经营理发师）

	在本文撰写期间即2011年，最新调查报告说大约41%的访谈对象称，对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来说，“经济困难”是最严峻的困难（韩国统计局［Statistics Korea］，2011）。根据2009年的另一项调查，不到40%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说他们为晚年生活作好了经济准备，大约30%的人说国民养老金计划是他们老年收入的主要保障（Kang and Moon 2011：373）。然而，2010年的国民养老金数据显示，只有大约22%的60岁及以上老年女性受益于某种形式的国民养老金，包括足额和早期养老金、残疾或遗属养老金，而60岁及以上男性有一半的人领取国民养老金。正如第三章所述，国民养老金计划始于1988年，从2008年开始支付足额养老金。该养老金计划认为没有养老金领取资格的女性可以分享她们丈夫的养老金，如果丈夫有的话。

	就老年的生活费用而言，男性的养老金或遣散费是仅次于就业或商业收入的第二大收入来源，与之相比，更多的女性说她们主要依赖财富收入（13.4%对11.6%）或储蓄（11.4%对7.1%）（韩国统计局，2011）。事实上，在我们的访谈中，很多真正过得舒服的退休者，是那些通过较高的职业养老金或者定期收取房租或有其他投资来获得老年时期收入的人。在几个案例中，她们有未婚成年子女，但是，她们给孩子未来的婚礼花费单独准备了足够的钱。一位前擦车工骄傲地说起她在多年辛苦劳动后决定退休，设法保持内心和生活的平静：

	我有积蓄，可以获得利息，工作的时候买了一栋小房子，现在可以收租金，我现在每月自己有150万韩元……这相当于是我的工资，我觉得这些足够了。

	（研究对象12，69岁，前擦车工）

	从访谈中我们可以发现，只有拥有体面的养老金和退休福利，或者其他能实现同样目的的机制，才能促使老年人永久离开劳动力市场，这也是过上满意的退休生活的重要条件。

	那么，如果没有养老金，又有什么办法来维持生活水平呢？他们不得不工作。正如以下评论所示：“最差的情况是，我不得不继续工作，干什么都可以，我不得不继续工作来维持生计。”或者“当老年人说‘我们不必为了钱工作’，那是谎言……要是我有钱，我不太清楚，我可能就不会找工作……我名下一无所有，我必须得工作！”在最开始退休，有时候是强迫退休后回到劳动力市场，往往意味着接受低质量或者低收入的工作，这些工作不能提供稳定的收入保障（Yang 2011）。而且，很多年长女性仍旧为家族企业工作，经常没有明确的收入；60岁及以上老年女性中，大约23%仍活跃在劳动力市场，她们中差不多40%的人在家族企业中工作，且没有被申报为有收入人群（韩国统计局，2010）。有一些不情愿依靠成年子女的年长女性会这样说：“如果没办法的话，我们还有子女。我们的儿子会照顾我们的。”事实上，有41%的女性报告说她们依靠子女或亲戚来获得生活费，这个比例超过男性的两倍，达到20.3%（韩国统计局，2011）。但是多数女性把这看成实在没有能力时候的办法，以下引文能形象地说明这一点：“我们没钱，还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我们只能向子女求助。我们不想这么干，我们想到死都靠自己活着。”

	其余没有这些选择的女性，最终不得不靠政府援助生活。事实上，截至2010年，超过7%的60岁及以上女性——同样差不多是男性的两倍——依靠基本生计公共援助计划（the basic livelihood public support scheme）生活（保健福祉部［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2010）。当前，老一辈女性的经济状况可以总结如下：首先，虽然国民养老金是现今韩国主要的老年收入保障，但她们不是国民养老金的主要受益人。其次，她们工作赚钱没有男性那么活跃。最后，即使是那些工作的老年女性，也往往是没有收入的家族企业劳动者。

	活动

	我退休了以后该怎么办呢？我考虑接下来怎么办，计划健身等等。是的，我开始在不同健身中心健身。朋友和我说，我疯了。他们认为退休后应该去购物和享受生活等等，但是我不这么想。

	（研究对象12，69岁，前擦车工）

	这位退休后非常快乐的女性保持着一种满意的生活状态，不仅仅因为她有钱，还因为她规划自己的生活，用活动把每天的生活填满，包括定期健身、经常参加终身课程、在当地的老年中心做志愿者。她的例子说明，不仅仅在经济方面，在日常活动方面为退休生活作好准备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里要提到早期老龄化理论，包括活动理论（Havighurst and Albrecht 1953；Havighurst 1961）、持续理论（Atchley 1971，1989）、社会能力衰退与胜任力理论（Kuypers and Bengtson 1973）中的一个关键词“角色丧失”。这些理论主要关注的是随着衰老的发展，尤其是向退休过渡的阶段，角色和/或身份的丧失。当前研究发现，对于在老年生活中维持自尊，继而找到满足感起到重要作用的，不一定和这些人是否能够继续进行中年阶段的活动有关。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在退休前作好准备，退休后老年人是否能够找到让自己充实度过余生每一天的活动，而这些不需要与中年时期从事的活动相同。

	本研究的一些参与者认为她们的退休活动是继续从事有偿工作。她们是工作导向的人群，她们说不管是因为失业还是因为退休，如果自己持续不工作的状态就会抑郁。一些人在离开自己的职业后，成功地为第二份工作（也叫临时工作）作好准备。尽管很努力，但那些以工作为导向的人如果没能成功找到工作，她们就会非常不满意退休生活（Yang 2012）。对她们中的很多人来说，回归工作只是部分出于经济需要。

	还有一些人，她们可能生活富足，但还是要履行做父母的责任，会为了子女的心理幸福感继续工作。她们认为，在老年阶段找到实现自我的活动是拥有满意的退休生活和保证子女心理幸福感的重要前提条件。正如一位研究对象所说：

	至少我不是勉强糊口，我不担心这个。我的丈夫已经去世了，但是我的子女很关心我。我目前关心的是如何充实过好每一天，直到我“离开”［去世］，那是我唯一担心的。［当其他老人因担忧生活而痛苦的时候，］我要是为这个哭泣，我就应该受罚了。为了孩子，我应该忍受这一点［，这样他们就不会担忧他们的老母亲自己生活］。

	（研究对象10，61岁，前室内装修领班）

	父母责任

	年长父母只有在感觉自己作为父母的责任都完成了——至少子女都接受了教育、结了婚，才会享受平静的退休生活。这种对子女强烈的责任感只能用文化去解释。无论那意味着什么，老父亲老母亲都会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抓紧完成责任，这主要通过继续工作赚钱来实现。很多研究参与者确实提到她们的工作动机是“完成父母的责任”或者“做慷慨大方的父母”。一位退休后过着快乐生活的发型师说，她不再工作是因为她最小的女儿开始自己赚钱。她感觉自己一旦完成了子女教育的责任，她的工作理由就消失了，孩子们长大了，可以独立过自己的生活了。

	在其他案例中，如果家长没有完成这些责任，那么她们感觉需要继续工作：保持“失业”状态而非退休。在这样的案例中，有偿工作对她们来说是一种为父母责任买单的方式，而不是为了个人的成就感。这种动机还包含着她们的担忧：她们担心自己以后可能会依靠子女。有一位老人总结说：

	父母应该有给子女金钱的能力，即使不是定期给，也至少在孩子需要的时候给。我应该做点事情［来赚钱］，我不能待在家［而不去工作赚钱］……我们的孩子还要安顿下来，还要结婚。

	（研究对象5，54岁，前手工编织工）

	这就是为什么这位母亲不把自己看作“退休人员”，而是看作“失业人员”，但是她没有积极地找工作，因为她了解老年求职者面对的结构性限制（Yang 2012）。另一位参与者说她未婚的儿子是她工作的原因之一。她骄傲地说无论成年子女什么时候向她要钱，她都可以给他们，她的工作使她可以做这样慷慨的家长。一位前百货商店售货员的第二份工作是给长期患病的人做私人护工，她把第二份工作看作偿还为儿子婚礼所欠下的债的方法。她不得不停止储蓄，甚至把自己的养老金和保险金都提取出来，以偿还儿子婚礼的钱，以及支付他为开启新生活而租住的公寓的租金。她认为这是“父母责任”的一部分，不想把压力转给儿子，就这样，她找了第二份工作。

	保持独立是工作的一个重要动机，这是这一代老年人提出的一个共同担忧。一位尚在工作的参与者说，她的孩子们生活相当稳定，也过得很好，但是“那是他们的生活，我需要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她接着说，她工作是为了给孩子们留下些钱作为遗产。“如果我把赚的钱都花光了，我会后悔。我应该在死后给孩子们留下些东西，是不是？”

	对子女的关爱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也包括照顾孩子的心理幸福感，照顾孙辈是重要的照顾责任。为了避免不便，有能力这样做的富裕退休者会选择在自己的住宅里活到去世，而不是在成年子女的家里。一位参与者正计划着搬到自己最好的一位朋友的隔壁，她解释道：“他们［成年子女］会感觉自在一些，不必照顾我，可以把精力放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为了这个，我要给他们看一看，我和我的朋友们在一起过得很好。”从访谈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如果那些退休的母亲觉得自己对子女的责任没有完成，她们是不会安心退休的。


女性退休的复杂性



	利用本研究中的女性叙事，下表5.1总结了退休女性在以家庭为中心的视角下的需求。对于这样的女性而言，是否完成了做母亲的责任是其是否准备好退休的前提条件，而退休的质量取决于她在老年是否能获得固定收入（例如养老金）、是否找到能填充时间的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有偿劳动——这些会帮助她感到满意、充实。表5.1中前四行的案例中，女性主观评价自己完成了父母责任，而后三行没有。

	理想的“快乐”退休者是那些能满足所有这三方面条件的人（类型一）。在我们的案例中，一位前擦车工人属于这一类：（1）她感觉自己完成了作为母亲的责任，把所有孩子都送进了大学，一直帮助他们直到他们开始独立赚钱。她也认为（2）为数不多的养老金和房产固定收入足够她在未来日子里的花销，而且（3）她经常光顾当地一家老人福利中心，去上免费课程，并志愿成为中心的一位重要员工，虽然没有任何报酬。她感觉很骄傲，通过这样的活动和认可，她感觉自己完全融入了社区。

	表5.1 退休女性各种需求和建议政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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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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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 从表格中，我们可以想象到在一些案例中，这三种条件都无法得到满足。这些案例被从表格中删除，因为我们认为这些案例在退休研究中无法得到正确的理解。事实上，我们研究中有一个案例属于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她还没有退休，而是处于其职业生涯的一个过渡阶段。

	2. 这里的“活动”指的是有偿劳动以外的活动。

	类型二到类型四的案例中，女性认为她们“是为了孩子，而不是为了［她们自己］”。她们“对自己的退休准备不足”主要是出于和孩子相关的因素。典型的原因分成以下三种：“因为我工作的时候把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孩子身上，所以我不得不继续工作谋生”（类型二），“以前我只知道为养育孩子工作，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类型三），或者以上两种情况兼而有之（类型四）。对于类型三的女性，体面的兼职工作机会或者为了退休后开始新的生活进行退休前教育，可能是比较有用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那些可能知道要怎么做，但是出于经济原因而不能充分融入那些活动的人，比如类型二，保障她们的老年基本收入是一种解决方法。类型四代表的是那些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养育孩子上，而根本没有考虑为自己以后的生活做准备的人。她们可能尽到了自己为人父母的职责并为此而自豪，却发现自己“一无所有”。很多处于这种情况的老年母亲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如何照顾自己的余生。这需要进行公共干预。

	与前面不同的是，类型五是指那些感觉退休生活不尽如人意的女性，即使她们在经济方面和活动方面都为享受退休生活作好了准备，但是她们感觉自己没有完成为人父母的责任。这些案例经常包括那些为了照顾家庭而继续进行无偿劳动的女性。在我们的参与者中，一位退休的美术老师属于这种类型。虽然她不完全是自愿退休，但是她期待新生活，因为她现在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她自己的绘画活动。然而，她感觉自己作为奶奶，照顾孙辈的责任无止无休，因为一个外孙有残疾，需要很多照料。她的女儿不断地请求她的帮助，这让她无法享受退休生活，追求自己作为画家的新生活。这是她老年生活的唯一怨言。总而言之，她无法摆脱这种“没有尽头”的父母责任。这里，政策方面的干预是加强儿童保育支持——对孙辈的保育。换句话说，家庭政策不仅仅会影响年轻夫妇的生活，也会影响到老年女性的生活。

	类型六中包括很多主要因为经济拮据而既不能尽到为人父母的责任，也无法满足自己退休后生活需求的女性。她们把自己描述为“失业”或“失去信心（不愿工作）”，而不是“退休”。她们可能为日后生活优先考虑一些其他无偿活动，如志愿服务、兴趣爱好和宗教，却发现自己无法全身心投入这些活动，因此把自己目前的和可预见的未来的状态描述为“痛苦的”或者“怕得要死”。在这些案例中，解决的办法是一系列政策，如工作机会和家庭供养相结合。

	从女性视角来看，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类型是最后一种，类型七。父母责任可能包括持续照顾成年子女和孙辈，但是，如果相关女性没有去追求其他活动，而是为家庭成员提供照顾并乐在其中，那么就不能看作是对退休生活不满意，即使三分之二的条件都无法满足。这些女性可能会觉得“为家庭而生”本身就非常令人满足，不需要任何政策干预。


讨论



	本章根据儒家社会中女性的叙事，勾勒出女性退休的独特特征。结果清楚表明：很多50多岁和60多岁的女性通过所谓的“父母责任”视角去看待工作和退休，这与儒家社会有关。女性即使在经济上和活动参与上（类型五）都作好退休准备，仍无法找到内心的平静，除非她们感觉自己已经完成了“父母责任”。在个人是“家庭中的个人”这一文化环境下，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些承担了传统上由男性承担的养家责任的女性，为了孩子这么做，是为了尽到“父母责任”。

	本章认为，应设计和实施积极的公共福利政策来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人的需求，尤其应该关注女性的需求。至少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公共政策方法可被指出。第一种可称之为为个人退休准备“定制”的方法，包括在收入和活动两方面为退休准备进行政策干预。这种方法重要的是要理解老年人对生活的个人渴望：在有偿和无偿劳动与/或社会活动之间保持平衡，有适当的收入/财富来支持自己想要的生活。通过为老年人提供充分的兼职工作机会来延迟退休，对退休后仍以工作为导向的人群来说是比较适合的方法。另一个替代方案是提高对老年生活中其他无偿活动的意识，并增加老年人从事这些活动的机会，例如在老年人中心做社区义工。为退休准备所做的公共教育还应该包括经济准备，提醒公众关注老年生活中的经济需求，强调缴纳国民养老金或其他职业养老金的责任，此外，还需加强个人养老金和其他储蓄。这些公共教育计划针对的年龄段应该扩大，而不仅仅是针对那些即将退休的人群。

	第二种公共政策方法关注“总体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和类型二直接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涉及类型四和类型六，主要问题是收入不足。和第一种方法中强调政府和公民个人都有责任为退休做准备不同，第二种方法强调公共责任：老年人不会喜欢生活在一个自己已经完成了父母责任，而且知道自己老年想从事什么活动，却被迫去工作的国家。这说明老年人至少需要达到最低的（如果没有达到）固定收入水平。这个问题应该由社会保障通过长期经济投入和公众支持来解决，而不是通过个人在老年时出卖劳动力来解决。这不是别处所争论的要求为每个公民提供基本收入（参见Gorz 1999；Ringen 2007；van Parijs 1997），这不在本章的讨论范围内。本研究关注的主要是老年基本收入，简言之，在一个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为社会贡献了多年后，社会不应该看着他们还要去乞求一份工作来谋生。理想的状况是，每位老年人都应该有基本的收入保障。

	2008年，基本养老补贴（the Basic Old Age Allowance）的引入是个受欢迎的举措。然而，正如很多早期研究所指出，每个月的补贴只能看作是“零花钱”，我们的访谈对象也认同这一点——补贴只有平均月收入的5%，从2012年5月以来，每月只有90000韩元（1000韩元大约相当于1美元）。这是最高补贴额，而对于单身的老年人来说，每月只有20000韩元。为了修正这个问题，即使不能实现重大转变，一种循序渐进的改变也是需要的。领取资格是另一个重要问题：目前的基本养老补贴是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中占比为70%的最贫困人群设置的。更先进的政策应该是除社会保障外，公共养老金能够保证每位老年人的基本收入。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对防止老年贫困采取积极的立场，建议养老金覆盖所有公民（Baek 2006；Gillion et al. 2000）。鉴于女性因为照顾家庭而只能断断续续参与劳动力市场，这有助于保障老年妇女的经济独立。

	第三种方法和“照顾家庭”有关，目的是解决“父母责任”的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女性经常要照顾子女或者孙辈，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外）祖母都愿意这么做。一些老年女性可能会因为无法帮助成年子女而感到内疚，而另一些可能会拒绝参与其中。这两种情况都需要公共支持，或允许老年女性享受照顾孙辈而不必担忧自己的经济需求，或通过建立值得信任的看护体系而帮助她们摆脱照顾孩子的负担。这种公共家庭看护服务不仅为年轻的父母提供了一部分解决方案，而且给那些不得不承担父母责任来照看孙辈的（外）祖父母——往往是（外）祖母，提供了解决方案。

	然而，如表5.2所示，当前政策并不令人鼓舞。我们在此主要关注家庭看护/服务的问题，因为这和我们研究的主体——老年女性和（外）祖母，更相关。家庭看护补贴涉及数目问题和领取资格问题。

	表5.2 对有年幼子女家庭的公共支持的月补贴额 单位：千韩元/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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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信息来源于韩国保健福祉部主页，http://www.mw.go.kr/front/index.jsp.，2012年11月18日检索。

	注：下划线数据是指收入最低的70%家庭。

	斜体的数据是指较低收入家庭，即可能需要接受公共补助的人（或收入在贫困线120%以下的人）。

	括号中的数据是指收入最低的70%家庭，不包括当前和可能领取公共补助的人。

	从2013年3月开始，月津贴额随孩子年龄不同而不同——不到两岁的儿童每月20万韩元，两岁的儿童每月15万韩元，三岁的儿童每月10万韩元。考虑到奶粉和尿片每个月的平均支出大约在10万到20万韩元，这个数目仅仅能够支付在家里养育孩子的基本必需品。这意味着妈妈照顾孩子的服务理所当然是免费的，更不用说被儿媳或者女儿要求的应急或者间断性的（外）祖母服务了，她们的服务被理所当然地看作是免费储备看护劳动。更充分的津贴需要进一步进行公共讨论和社会约定。雇用一位临时保姆——一天4小时，一个月20天，每月会大约花费40万韩元。从采访中我们发现，想要在户外度过一天的（外）祖母们至少需要1万韩元，加起来一个月需要30万韩元。考虑所有这些因素，公共预算可能不够高，不足以提供充分的财政支持。不论如何，津贴仅仅能够覆盖基本生活必需品，确实太低了。

	一个更令人担忧的，可能和社会价值观有关的问题是资格问题。目前，这种低定额津贴只供给较低收入家庭，他们是潜在的公共援助对象，而对四岁和五岁的儿童却没有家庭看护津贴，这显示了另一种覆盖漏洞（当孩子六岁时，他们开始上公立小学）。虽然2013年的规划预计把覆盖率扩大到收入水平最低的70%家庭，但普遍儿童补助金的社会价值看起来还没有被接受。

	我们生活在老龄化时代，公共政策全面鼓励提高生育率。不管家庭收入水平如何，为每个家庭提供普遍的儿童补助金和/或普遍的公共托儿服务是政府释放的愿意分担育儿社会责任的积极公共信号，可以把补助金用来补贴照顾儿童的（外）祖母们，补偿其机会成本，以此来鼓励她们参与儿童看护。在当前大力提倡低龄儿童家庭养育的政策背景下，让（外）祖母们参与一些公共计划也将大有裨益，比如对其进行培训，让她们可以为其他家庭提供看护服务，而不是设置年龄限制，阻挡她们进入公共看护市场。

	只有这三种方法都得到恰当运用，继而满足退休女性的各种需求，她们才能在退休后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在以家庭为中心的文化中，成功退休不仅仅和自己有关，也和大家庭的关切有关。因此，关于家庭看护的政策，应该是成功退休在公共政策上的一部分支撑。虽然当前的分析是基于当前这一代老年人的经历和向往，但本章中所提出的政策建议考虑了后代并适用于后代。尽管今天的年轻一代可能会对自己的后代表现出“父母责任”的减弱，但这个文化特征看起来不会在短期内消失。最终，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为了养家和个人的成就感而加入劳动力大军，韩国需要从传统的、体现部分儒家文化特征的“男主外模式”过渡到“普遍照顾者模式”（Fraser 2000），在快速老龄化的时代，这种过渡必须成为未来社会政策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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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退休养老金计划的制度化和社团主义在韩国的有限作用


首尔韩国劳动研究院研究员。他从比较的视角研究韩国产业关系和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动态，以及西欧（主要是德国）的类似做法和制度，目的是得出对韩国的政策启示。
	朴明骏
	 [image: 首尔韩国劳动研究院研究员。他从比较的视角研究韩国产业关系和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动态，以及西欧（主要是德国）的类似做法和制度，目的是得出对韩国的政策启示。]


引言


这项工作在2012年得到韩国的韩国学中央研究院（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的支持（AKS-2009-MA-1001）。
	本章分析了近年来在韩国退休福利改革中为协调社会各方利益而制定的制度和作出的安排。
	 [image: 这项工作在2012年得到韩国的韩国学中央研究院（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的支持（AKS-2009-MA-1001）。] 本章重点关注有组织的劳工对在国家和公司层面建立起来的新兴社团主义（corporatism）安排的影响。韩国的社团主义结构可以说是新兴的或实验性的，因为它们出现在一个仍在转型的社会中，这样的社会并不存在稳定的新社团主义基础设施，例如强大的工会运动。因此，本章认为，尽管有一些基本的限制，但社团主义者在把工业工会民主原则引入韩国劳动力市场政策方面的尝试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韩国的合同强制退休制度与退休工人财务稳定的保障机制密切相关。传统上，这种机制包含1953年《劳工标准法》中颁布的遣散费计划（Severance Payment Program）（另见第三章）。根据遣散费计划的规定，工作一段时间后退休的工人有权从其雇主那里获得一笔一次性补助金（并且完全由雇主出资）。遣散费计划与合同强制退休密切相关，在快速工业化的时代，这一计划为工人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财务支持，而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个福利国家能为退休工人提供稳定的收入（Phang 1998：2）。

	然而，近几十年来，遣散费计划的效力与运作受到质疑（Phang 1998；Hur 2004；Yun and Hur 2012），韩国进一步巩固了国民养老金计划，该计划有助于保障工人退休后的收入（Kwon 1999；Shin 2003；Hwang 2006）。而在加强国民养老金的同时，一些雇主对遣散费计划造成的财政负担产生不满，敦促国家废除遣散费计划。事实上，在过去50年里，遣散费计划一直是各种工作场所劳资纠纷的主要主题之一。韩国人口的迅速老龄化和企业间就业实践的变化也引起了大众对遣散费计划的质疑（Choi 2006）。

	作为回应，韩国政府开始改革退休遣散费计划，寻找一些新的体制机制来满足相同的需求。2005年，韩国政府通过《雇员退休福利保障法》（Employee Retirement Benefits Security Act）创立了一个新体制，叫作退休养老金计划（the Retirement Pension Plan）。此后，许多工作场所便开始实施职业退休养老金计划。因此，我们目前可以看到，韩国处于一场改革期：旧制度（遣散费计划）尚未完全废除，而新制度（退休养老金计划）尚未牢固建立。

	《雇员退休福利保障法》的设计和实施过程可以说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各种社会伙伴都参与其中，而有组织的劳工是关键角色之一。随着韩国社会政治气候向民主化转变，有组织的劳工更积极地去参与并影响工人事务的决策过程。因此，劳动法改革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议程，社团主义成为让企业、劳工和政府达成共识的手段。退休养老金计划的制度化进程是社团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团体谈判在韩国如何运作的一个例子。

	退休养老金计划的制度化伴随着宏观和微观层面劳资关系渠道的激活。一方面，《雇员退休福利保障法》的制定部分是通过国家层面的三方机制，在这一机制中，劳工和商业的最高组织就一些问题达成了协议。另一方面，在个别工作场所，执行退休养老金计划需要公司内部劳资双方代表进行协商并共同决定。此外，工人代表还有权对退休养老金计划的管理产生重大影响。这样一来，退休养老金计划的创建和管理便能反映社团主义的原则，暗示着韩国工业或经济民主的加强。

	退休养老金计划的制度化对于老年人未来的收入保障具有重要影响。基于此，有组织的劳工如何影响其起源，以及工业民主的要素如何发挥作用这两点值得关注。本章的下一部分通过借鉴新旧退休福利方案的制度特点，介绍了制度变革的总体过程。此外，本章还介绍了韩国有组织劳工的构成以及对有组织劳工参与制度变革的分析。本章最后讨论了社团主义在规范韩国退休福利方面的机会和局限。


制度变迁的动力



	如表6.1所示，韩国目前有三种类型的养老金计划，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层次体系：（1）国民养老金计划，（2）遣散费计划或退休养老金计划，以及（3）个人养老金计划（Individual Pension Plans）。在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后，国民养老金计划的覆盖面迅速扩大。然而，对于退休工人来说，想要避免陷入贫困，这种福利仍然太少（见第七章）。这种情况要求引入新的有效的退休福利方案（Choi 2006）。

	表6.1 韩国的养老金制度

	[image: ]

	目前的养老金制度相对较新。以前，大多数工人退休后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独裁政权时期，养老金只对少数职业群体有效（见第三章）。即使国民养老金计划是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设计和采用的，但当时并没有实施。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国民养老金计划才得以复兴、实施，并在此后逐渐扩大（Kwon 1999；Shin 2003；Hwang 2006）。

	遣散费计划比国民养老金早了30多年，长期以来一直作为私营部门工人国民养老金计划的替代品。根据遣散费计划规定，政府要求雇主向即将退休的员工支付一次性退休金。在缺乏保障工人退休后生活的综合机制的时代，遣散费计划也是韩国资本主义的象征性制度要素之一（Phang 1998；Hur 2004；Yun and Hur 2012）。

	根据遣散费计划的规定，退休或辞职的雇员有权获得遣散费，费用按照连续工作年数乘以30天的“平均工资”计算。平均工资的数额是根据基本工资以及加班费、职位津贴和奖励津贴等其他付款确定的。如果奖金是从公司利润中不定期发放的，则不计入平均工资。遣散费计划的一个特点是，如果工人提出要求，随时可以得到临时遣散费（interim severance payments）。因此，员工甚至在退休前就可以获得累积的离职福利，以资助大额购买项目，如住房或其他支出。

	遣散费计划在几个方面受到限制。首先，雇主总是有可能因为无力还债或破产而不按规定付款。由于遣散费计划是一次性付款，而不是年金，所以雇主可以直接管理储备金，而不是让金融机构管理。此外，在雇主破产的情况下，退休福利则没有保障。因此，如果雇主破产，雇员就有失去遣散费的风险。同时，遣散费计划也缺乏可移植性，直到最近仍将员工少于五人的企业排除在外。近几十年来，由于遣散费计划的这些局限性所产生的问题，劳资纠纷层出不穷（Hur 2003：11）。

	除了这些基本问题，由于过去十年来的社会变化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遣散费计划越来越无法满足需要。韩国是一个迅速老龄化的社会（见第二章）。根据联合国的数据，韩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预计将从2005年的9.4%增至2050年的34.5%，这一趋势还伴随着出生率的下降。韩国的生育率从1980年的2.83下降到2004年的1.16，此后一直保持在这一较低水平。现行的遣散费制度不能有效应对迅速老龄化的社会所带来的问题，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将有空前数量的工人在短期内有资格获得遣散费。

	作为一种替代办法，政府颁布了《雇员退休福利保障法》，并创建退休养老金计划，目的是希望它能提供比遣散费计划更有保障的退休收入。根据退休养老金计划的最初内容，雇员在达到资格年龄后将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而不是一次性付款。为了有资格领取养老金，雇员需要向基金缴纳至少10年的费用，然后在达到资格年龄（55岁）后有权获得款项。退休养老金计划的设计考虑到了雇主制定计划的能力和雇主制定计划所需的时间。最初，退休养老金计划预计在拥有五名或五名以上员工的公司中实施，然后再在员工少于五名的公司中逐步实施。

	退休养老金计划规定，可以在工作场所建立以下两种类型的养老金计划中的一种：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简称固定收益计划）和养老金固定缴款计划（简称固定缴款计划）。在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中，雇主负责确保在雇员退休时支付预先确定的福利。在养老金固定缴款计划中，作出投资决策和承担投资风险是工人的责任，而不是雇主的责任，并且工人退休时没有预先确定的福利水平。

	根据退休养老金计划，个人退休账户被提供给变换工作的雇员，雇员从其前任雇主那里获得遣散费或其他补偿，以供退休后使用。雇员自行决定是否向个人退休账户定期缴款，雇员和雇主也有资格获得养老金缴款和福利方面的税收优惠待遇。表6.2总结了遣散费计划和退休养老金计划的不同特征。

	表6.2 遣散费计划和三种类型的退休养老金计划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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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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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韩国劳动部（the Ministry of Labor），退休养老计划问答，原书为作者翻译。

	最初，退休养老金计划对员工没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几乎没有税收优惠；遣散费计划仍然是首选，因为工人可以很容易计算福利，并且可以提前提款。公司也不热衷于采用退休养老金计划，因为他们可以选择继续实施现有的遣散费计划。因此，新的退休养老金制度仍然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被接受。韩国雇佣劳动部负责退休养老金计划的制度化。为了促进和完成体制改革，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例如，公司税制的改变鼓励了一些雇主转向退休养老金计划。

	韩国雇佣劳动部观察到从遣散费计划向退休养老金计划的转变太慢，因此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来鼓励和推动退休养老金计划制度化。雇佣劳动部于2011年在三个重要方面修订了《雇员退休福利保障法》。第一，修订后的法案要求成立于2011年7月之后的新公司建立退休养老金计划来替代遣散费计划，并在开始运营后一年内实施。第二，通过合并或分拆方式组建的企业在确定退休养老金计划的性质时（即固定收益计划或固定缴款计划），无须与雇员代表协调。第三，修订后的条例规定，除非满足某些严格的条件（例如当雇员试图购买住房时），否则雇主不能提供临时遣散费。由于临时支付对工人来说非常有吸引力，所以禁止这种支付削弱了旧制度的吸引力。

	与此同时，个别企业的劳资双方就采用退休养老金计划进行了各种讨论。目前，在《雇员退休福利保障法》颁布五年后，退休养老金计划已被相当多的公司采用。韩国企业似乎相对较好地应对了向退休养老金计划的初步过渡。根据雇佣劳动部的公告，退休养老金计划已被40%的韩国企业采用。该部门2012年10月发布的信息显示，超过15万名雇主（平均涵盖超过3.6名员工）推出了新计划，管理的资产超过50万亿韩元，如表6.3所示。尽管如此，私营部门的大多数韩国工人仍被遣散费计划所覆盖。

	退休养老金计划的目标不仅是保证工人退休后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也是为资本市场提供额外的资金。预计这将对韩国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业产生积极影响，因为投资给退休养老金计划的资金将大幅增长。到21世纪10年代中期，退休养老金市场预计将增长到50万亿韩元，十年后将增长到200万亿韩元，占股市总市值的很大一部分。


有组织的劳工和退休养老金计划



	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00年代进行退休福利改革时，有组织劳工的组织和体制结构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韩国总工会一直是唯一的官方工会，隶属于独裁政府并受其控制，且一直经受挑战（Choi 1988）。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韩国总工会面临一场新的更加进步和民主的劳工运动，该运动于1995年形成了韩国工会总联盟（the Korean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此后，两大阵营几乎在每一个问题的决策过程中都相互竞争影响力。

	表6.3 退休养老金计划的逐步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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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根据雇佣劳动部网站提供的数据制表。

	注：2012年下半年仅计至2012年10月。

	两个组织各有不同的优势和劣势。韩国工会总联盟在动员力量上压倒了韩国总工会。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的时间里，新工会主义者领导了大规模的劳资纠纷，这些纠纷主要发生在大型制造业工作场所。然而，他们在倡导国家层面的政策改革方面能力较弱，因为他们斗争的主要领域是工作场所，而不是立法机构。相比之下，韩国总工会拥有更稳定的组织资源，并拥有具备知识和经验的专业工作人员来左右立法。其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该组织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游说团体，既没有民主结构，也没有能力在街头抗议中动员其成员。

	尽管有全国性的联合会，但地方工会在公司层面仍然拥有实质性的权力，这主要是因为法规只允许公司层面的工资谈判。这些法规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已经存在了大约20年，在进步工人领导的斗争初期，甚至民主劳工运动都没有从根本上质疑这些法规。直到21世纪00年代早期和中期左右，行业联合会才在如银行业、金属业和医疗保健业等行业建立，并致力于在行业层面讨价还价。然而，在公司层面之外进行工资谈判的实践有较大的局限性。

	更关键的是，韩国的工会密度非常低，而且一直在下降。如表6.4所示，工会密度大约为10%。由于工资谈判主要发生在工作场所，所以工会密度可以用来推断工资谈判的覆盖范围。大多数加入工会的工作场所仅限于大型企业集团。这种不对称的结构对退休养老金计划的制度化有影响，下文将对此进行分析和讨论。

	随着这两个工人组织的抗议越来越激烈，韩国政府逐渐为工会联盟参与劳工相关问题的讨论与政策制定铺平了道路。为此，三方机制作为政策谈判的核心平台在国家层面建立起来。韩国还建立并巩固了专门的机构，如劳资关系改革委员会（Industrial Relations Reform Commission，1996—1997）、韩国三方委员会（Korea Tripartite Commission，1998—2007），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三方委员会（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ripartite Commission，2007年至今），由劳动部负责管理这些政策合作协调平台。在谈判期间，当重新设计劳动力市场机构，或者争论的议题有关劳动力市场和劳资关系时，动员了来自学术界和研究机构的专家提供建议。

	表6.4 韩国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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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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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韩国劳动研究院劳工统计，原书为作者翻译。

	韩国总工会从这些社团主义的努力中获得了优势。尽管韩国工会总联盟被邀请加入这些政策协调平台，但激进的联盟在1999年初退出韩国三方委员会后拒绝加入。最初，韩国工会总联盟参与社会协商，引发了严重的内部争论和冲突。其较为保守的成员认为参与三方机构是促进变革的一个途径，而较为激进的成员反对与国家和雇主合作。更激进的团体认为，加入社团主义机构将助力新自由主义的工党政权，这最终会对韩国工人阶级不利。相比之下，韩国总工会发现社团主义为推进其更温和的改革议程提供了机会，并寻求利用三方平台。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韩国工会总联盟的抵制削弱了社团主义尝试。韩国工会总联盟的缺失限制了社会谈判机构的合法性和权力，最重要的是削弱了国家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动力。因此，社团主义者在韩国的尝试在整个21世纪00年代逐渐减少。

	由于退休福利影响工人退休后的生活条件，所以退休养老金计划在韩国的制度化是有组织劳工努力去影响三方机构政策谈判的问题之一。事实上，商界、劳工界和政府就创建退休养老金计划进行了近八年的政策讨论。谈判于1997年在第三方的劳资关系改革委员会举行，根据最高法院的判决，就部分修订遣散费计划达成了协议。1998年，韩国三方委员会计划讨论退休养老金计划问题。然而，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更大规模的社会经济改革，直到2000年，讨论才重新开始，并持续了近一年半的时间才结束，而没有达成任何正式协议。在劳工组织中，只有韩国总工会参加了谈判，并且对新的退休养老金计划持批评态度。在谈判之外，韩国工会总联盟对政府的退休养老金计划采取了更加严厉、更具批判性的立场。两个工会都在个体劳动者的带领下倾向于遣散费计划而不是私人养老金体系（见第三章）。

	在三方谈判机构内，关于退休养老金计划设计的讨论集中在两个目标上：稳定和效率。韩国总工会重视该方案的稳定性，以确保资金支付给退休人员，而企业希望尽量减少雇主的行政和财务负担。实际上，韩国总工会主张实施固定收益计划，而企业则支持固定缴款计划。表6.5总结了劳工、雇主和国家关于采用退休养老金计划的观点。

	表6.5 退休养老金计划设计特色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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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Kwon（2006：85），原书为作者翻译。

	虽然谈判没有达成具体协议，但这一进程为社会伙伴提供了交流意见和立场的机会。当政府提出立法时，它是在了解企业和劳工的观点和优先事项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退休养老金计划的立法纳入了关于养老金类型的选择（固定收益计划或固定缴款计划），还允许公司层面从遣散费计划转换到新的退休养老金计划。

	制度化的第二阶段始于2005年12月新颁布的《雇员退休福利保障法》。有组织劳工对于个别工作场所实施退休养老金计划发挥了关键作用。愿意采用退休养老金计划的公司有义务从两种类型（固定收益计划或固定缴款计划）中选择一种，并考虑其工人的偏好。因此，一个公司希望从遣散费计划转变到退休养老金计划，还需要得到其雇员的同意。那些有工会的公司需要得到大多数工会成员的同意，而那些没有工会的公司则必须得到大多数雇员的同意。

	加入工会是决定一家公司是否采用退休养老金计划以及选择哪种类型的一个重要因素（Ban 2005）。如表6.6所示，截至2008年，选择退休养老金计划的公司中只有4.5%成立了工会，其中大多数（81.4%）选择了固定收益计划。

	表6.6 按工会存在情况分列的2008年退休养老金计划采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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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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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Ban（2008：66），原书为作者翻译。

	总的来说，共同决策制似乎在退休养老金计划的制度化中发挥了作用。大型公司更是如此，这些公司大多加入工会，通常选择实施退休养老金计划协议。起初，养老金固定缴款计划类型占主导地位，这意味着大公司和工会对退休养老金计划相对不感兴趣。如表6.7所示，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的百分比逐渐增加，达到了在退休养老金计划登记的雇员总数的三分之二。然而，在韩国，工会的组织密度非常低，且加入工会的部门仅限于大公司。

	表6.7 退休养老金计划的采纳和扩展（按覆盖类型划分的雇员人数和百分比）

	[image: ]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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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由雇佣劳动部重制；显示的数据是每年6月的数字。

	与此同时，退休养老金计划的实行对保险和金融企业来说是一个福音。像许多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退休养老金计划在韩国的采用预计会给国内股票市场带来巨大变化，有可能导致资本市场的扩张。金融机构开始向个别企业提供选择固定收益计划或固定缴款计划的建议，许多银行和保险公司游说公司和工会。据一名观察员称，一些工会正在与金融机构合作，在企业层面制定养老金计划战略（个人访谈，首尔，2012年10月）。

	在管理退休养老金计划时，工会的影响有限。退休养老金计划既不透明，也不由大量公司合作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资金管理留给了公司首席执行官、内部专业人员，或者更少的情况下，留给外部财务经理。最近一项研究表明，退休养老金计划缺少稳定的治理体系。在被研究的75家公司中，只有25%建立了退休养老金工人管理委员会（韬睿惠悦韩国公司［Towers Watson Korea］，2012）。其结果是，公司层面的社团主义在管理退休养老金计划基金方面并不高效。对于为什么不通过管理层和劳工之间的更大合作来管理退休养老金计划，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来了解。


讨论



	工人代表参与国家层面的政策谈判和公司层面的共同决策过程，使得民主原则被纳入退休养老金计划。工会直接或间接参与制定政策，确保工人在选择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还是养老金固定缴款计划时有选择权。此外，公司层面的工人决定了是否从遣散费计划转变到退休养老金计划。

	然而，尽管取得了上述成就，但社团主义在韩国既不稳定，也不完全有效。工会通过政策谈判对退休养老金计划制度化产生的影响，在三个关键方面受到限制。首先，谈判的参与者最终未能就新的养老金设计达成重大共识，最终只能让国家将退休养老金计划强加于人。其次，因为工会密度低，只有10%，所以工会在个人工作场所的决策过程中影响有限。最后，已实施的养老金计划治理结构有利于大多数公司的管理。这些限制表明，韩国有组织劳工作为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工作场所机构改革重要的政策实施者，其权力和能力仍然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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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韩国的国民养老金、劳动力市场和退休问题：体制上的错配和替代政策


本章作者于2013年3月被任命为韩国政府雇佣劳动部部长，此前是首尔韩国劳动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在韩国养老金和退休制度方面发表了大量文章，并担任过韩国养老金协会（2012）和韩国社会保障协会（2010）的主席。
	房河男
	 [image: 本章作者于2013年3月被任命为韩国政府雇佣劳动部部长，此前是首尔韩国劳动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在韩国养老金和退休制度方面发表了大量文章，并担任过韩国养老金协会（2012）和韩国社会保障协会（2010）的主席。]


引言



	在全球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多数西方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面临着50岁以上人口大规模自愿早退休的挑战，与之不同的是，韩国社会正面临着劳动人口50岁出头就被强制从自己一辈子赖以谋生的工作岗位上辞退的问题。合同强制退休是韩国公司非常通行的做法，规定的退休年龄平均55岁（Phang et al. 2004）。此外，很多劳动者被迫在合同规定的退休年龄之前退休，他们不得不接受雇主提出的“荣誉退休方案”。如此一来，雇主就能抵消以工作年头为基础的加薪，或者保持既精简又有竞争力的劳动力配置（Phang et al. 2011）。

	韩国国民养老金计划是一个有资金支持的系统，资金支持的主要来源是私营部门劳动者（公司员工和自由职业者）所缴纳的保费，领取养老金的金额取决于个人在工作生涯中的缴款历史。如果个人有一段时间失业，除自动缴纳那部分以外没交保费，他们就没有资格获得养老金。因为养老金的领取资格和金额取决于工作和过去的收入状况，所以工作持续时间短、就业不稳定或者工资低的劳动者，领取的养老金将会非常有限。

	韩国提早退休人员所面临的困难是老年收入保障系统脆弱且不成熟，这迫使他们不得不工作到很大年龄，才能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存（Yang 2011）。如果他们没能找到像样的工作，也没能成功创业，这些提早退休的人员将会面临非常高的老年贫困风险（Phang 2006）。国民养老金计划目前的常规退休年龄是61岁，但将在未来的20年中逐步提高到65岁。这样的话，就存在从工作岗位退下和到常规退休年龄之间无收入的5—10年的空档期，对工薪阶层来说尤为如此。退休制度框架和公共养老金系统在体制上的错配，将会对人口和劳动力快速老龄化的韩国社会构成一个很大的挑战。本章将会通过分析国民养老金计划的现状，并从劳动力市场结构、合同强制退休角度入手评估国民养老金计划，以此对无收入空档期的重要问题加以探讨。

	任何一个公共养老金计划的有效性和合法性，都是由其有效覆盖程度和它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劳动者退休后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所决定的。换言之，福利资格的普适程度和国民总收入二次分配的力度分别是评估所有国民养老金计划的首要和次要的因素。那么要评估的第三重要的因素将会是养老金福利是否充足，即作为一生缴纳养老保险的回报，退休人员领取的养老金福利的充分性。国际劳工组织建议将45%的养老金替代率作为公共养老金计划和私人养老金计划所能保证的最低限度（国际劳工组织，1967）。如果此限度在很多退休人员那里无法得到保证，那么就应该对养老金缴纳比例进行调整，否则，养老金体系的合法性将会被削弱。最后，养老金系统的可持续性必须纳入考虑范围。如果养老金系统无法长期维持的话，第一个和第二个因素将无法达成。养老金系统的可持续性同养老金系统的资金支持的现状和发展前景的健康程度有关，也同养老金上缴和领取的代际公平有关。因此，应该为后代设置一个合理的养老金上缴金额。如果后代为了当前一代的福利而需要不公平地过多缴纳保费，后代将失去支持该体系的动力，这可能引起政治和社会动荡、代际冲突和养老金制度崩溃。

	接下来，如何从上述的四个因素出发来评估韩国的国民养老金计划呢？本章将会讨论国民养老金计划对韩国老龄化社会及其劳动力是否有效及有效程度如何的问题。如果养老金计划有效性不足，那么问题就有可能出现在养老金计划本身的设计上或者它所处的运营环境，即劳动力市场的特性上。劳动力市场是公共养老金计划和私人养老金计划最重要的运营环境。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养老金计划的活跃成员是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者，而非活跃成员是同一个劳动力市场中的退休人员。因此，常规退休年龄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制度，构成了养老金计划中活跃成员与非活跃成员之间、劳动成员和退休成员之间的重要界限。总之，养老金计划的可靠性关键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性质，而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又取决于其本身就业结构的质量，如就业的稳定性、工作生涯长短、劳动力市场参与时长。

	本章认为国民养老金计划面临着与韩国劳动力市场严重错配的问题。特别是韩国劳动力市场相比于发达经济体存在如下缺陷：就业质量问题、劳动力市场机会结构平等问题和劳动力市场机制公平性问题。首先，韩国劳动者的工作生涯特别短，比发达经济体少了将近十年。这是因为合同强制退休制度把刚50岁出头的劳动者从公司解雇。提前退休人员的工作生涯非常不稳定且断断续续，因为他们能够获得的就业机会是非正式的，而且工作持续时间有限。其次，韩国女性劳动力的参与率相对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低了很多。再次，工资和工作条件方面的巨大差距和不平等性存在于一级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之间，这是因为一级劳动力市场主要由大公司和公共部门组成，而次级劳动力市场主要由中小型企业组成，而中小型企业往往只在合同（非正式）的基础上提供就业。劳动力市场以上这些特点，就如本章随后提及的那样，将会对国民养老金计划的健康运行产生负面影响。

	国民养老金计划声称是一项覆盖全民的老年收入保障计划，同时按照私人保险的原则运作，至少在其福利资格方面是如此，其福利是根据有偿就业的缴款计算的。虽然国民养老金计划在最近十年已经有所改革，但它的基本运作原则没有发生改变。因此，自其1988年初创以来，有效覆盖率和私营部门劳动者积极缴费人数的比例就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这个问题同公共养老金计划的首要标准，即有效覆盖的普遍性直接相关，而这也正是对养老金计划造成伤害的最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在人口快速老龄化的背景之下。

	本章的下一部分将结合前文提到的四大评估因素对韩国养老金计划的参保人数、有效覆盖率和福利资格等方面的现状和前景进行分析。之后对韩国劳动力市场特点的讨论，主要聚焦和韩国养老金体系直接相关的几个方面，如就业质量和退休法规。接下来，本章展示了对工作生涯寿命表的分析结果，并讨论其对韩国养老金制度的启示。本章的结论是，国民养老金计划存在局限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韩国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制度的结构和特点。本章最后讨论了在人口和劳动力老龄化的背景下，使国民养老金计划保持合法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政策和改革选择。


国民养老金计划的现状



	国民养老金计划的目标人群（18—60岁的人口）分为两类：适用方案者和不适用方案者。不适用方案者指的是那些同时免于登记和缴费的人。适用方案者又被进一步分为两类：一类是积极缴纳养老保险的人，另一类是免于缴纳养老保险的人，即“免于缴费者”（contribution-exempt）。

	表7.1展现了各类人群在国民养老金计划总体目标人群中的占比。在3000万总体目标人群中，约10%是不适用方案者；在全部注册者，即适用方案者中，约68%的人实际支付了养老金。这意味着国民养老金计划正式覆盖的总人口中，只有大约60%的人是活跃成员，而40%的人是非活跃成员。那些不适用方案者主要由三类人群组成：27岁以下的学生或军人、国民养老金计划成员的无业配偶，以及其他公共养老金计划的成员，如拥有特殊职业养老金的教师和公务员（见第三章）。

	表7.1 按照注册和缴费状况划分的各类人群在国民养老金计划总体目标人群中的占比  单位：千人

	[image: ]

	资料来源：国民养老金计划年度统计报告（2011）。

	表7.2显示的是不适用方案者的人数及该群体中各类人群的数量及其占比。截止到2008年，共有1332万人是不适用方案者，其中有553万人是丈夫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无业女性。此外，提早退休人员——从主业上退下来，目前以自由职业者身份就业的老年劳动者——有可能被归为不适用方案者或免于缴费者。

	表7.2 国民养老金计划中的“不适用方案者”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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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Woo and Choi（2009：73）。

	“适用方案者”当中的“其他”人群很多都是日雇工、在小公司工作的人和非固定就业者。换言之，他们是本应该注册国民养老金计划却没有注册的弱势群体。国民养老金计划研究报告（Woo and Choi 2009）表明，日雇工的养老金注册率只有14.5%，是固定就业者注册率（94%）的六分之一。在大公司和中小企业之间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养老金注册率差异。大公司（员工人数300或以上）超过90%的员工注册了养老金计划，而小公司（员工人数1到4人）员工的养老金注册率却只有约12%。那些有资格缴纳国民养老金却选择不上缴的人，极有可能增加他们老年贫困的风险。

	由于“不适用方案者”和“免于缴费者”人数过多，导致在法律上具有注册养老金资格的人数和实际上积极注册的人数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同样的差距也存在于积极注册养老金的人数和实际支付保险费的人数之间。造成这些差距的主要人群是仅能维持生计的小业主和低收入的非固定工人，他们构成了国民养老金计划作为一项公共的老年收入保障，其有效覆盖方面的一个巨大的灰色地带。

	因此，还未来得及讨论养老金福利是否充足，国民养老金计划的有效性就因其非常有限的覆盖率而遭到严重质疑。在大约3000万目标人群（18—60岁）中，超过1300万人是“不适用方案者”，而860万自由职业者中，又有500万人根本不上缴养老保险（国民养老金计划，2012）。在国民养老金计划这样一个不缴费就领不到养老金福利的体系中，如此大规模的自愿弃保预示着快速老龄化的韩国面临着形势严峻的未来。

	按理来说，国民养老金计划应该具有二次分配的作用，但其是否真的在实质上具有二次分配的作用至今仍然存疑。就算它真的能够发挥作用，那它的作用范围也是十分有限的。这一切的原因已经从国民养老金计划有效覆盖率的统计数据中得到了充分说明：国民养老金计划的覆盖率在贫困的自由职业者和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弱势劳动者群体那里存在巨大盲区。国民养老金计划对很多劳动者来说没有起到二次分配作用，主要是因为养老金领取资格存在很高的门槛。绝大多数贫困劳动者无法缴满养老金领取的最低缴费年限（缴费10年才能领取部分养老金，缴费20年才能领取半额养老金），能够缴满40年获取全额养老金的人少之又少。那些贫困劳动者如果连最基本的养老金领取资格都没有，那么他们在退休的时候将与养老金福利无缘。

	此外，国民养老金计划对收入几乎完全透明的工薪阶层来说很不公平。与工薪阶层不同的是，自由职业者的收入并不透明，因为他们可以系统性地少报自己的实际收入。图7.1表明，2011年自由职业者的缴纳基准收入（675369韩元）仅为工薪劳动者（2051528韩元）的三分之一。对于工薪阶层来说，自由职业者养老金缴纳基准收入过低，导致国民养老金计划的养老金平均总替代率被拉低。最终的结果是通过再分配利益功能，养老金收入从工薪阶层间接转给自由职业者（见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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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1 根据每月养老保险缴纳基准收入（单位：千韩元）水平划分的养老金缴费者分布情况（单位：千人）

	资料来源：国民养老金计划年度统计报告（2011）。

	国民养老金计划能否在未来缓解目前高达35%的老年贫困率？换言之，国民养老金计划的养老金福利是否足够充分，可以防止领取人陷入贫困？不幸的是，国民养老金计划远不够充分，哪怕用最低养老金替代率的指标来评判也是如此。国民养老金计划的设计初衷是保障中等收入群体在缴满40年养老保险之后能够拥有40%的养老金替代率，但到2010年，工薪阶层的平均缴费年限只有8.4年（101.3个月），自由职业者的平均缴费年限仅有4年（48.5个月）（国民养老金计划，2010），这个问题可能是国民养老金计划体系不成熟所致。到2013年，国民养老金计划才迎来它创立的第25个年头，直到2028年才可能有成员缴满40年，取得全额领取养老金的资格。然而，根据国民养老金计划的预测，到2028年，也就是这个体系建立40周年的时候，活跃成员的平均缴费年限将会达到25年左右。并且，国民养老金计划中达到平均收入水平的成员预计会有25%的平均养老金替代率，略低于最高替代率40%的三分之二。

	假设到2028年稳定缴费者的缴费年限平均达到20年，那么低收入人群的预期退休工资将达到350000韩元（350美元），高收入人群的预期退休工资将为660000韩元（660美元）。事实上，2011年养老金受益人（约2.15亿人）的平均养老金替代率在12.8%到25.5%之间（国民养老金计划，2012）。养老金替代率会随着养老金体系的成熟迎来一定程度的增长。但与此同时，全额养老金领取人的养老金替代率将会从2008年的60%逐渐降低（每年降低0.5个百分点），直到2028年降至40%。

	另一方面，国民养老金计划替代率过低的问题应该结合保险缴费的实际情况进行评估。表7.3显示，从公布的目标替代率来考虑，保费太低。因此，资金和可持续性问题显然取决于当前的保险费率在未来能否提高到适当的水平。

	表7.3 选定经合组织国家国民养老金保险费率和替代率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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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2011）《养老金概览》 。


国民养老金的劳动力市场环境



	国民养老金计划的缺陷之所以会出现，一部分原因是糟糕的设计和薄弱的管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养老金计划的外部条件问题。外部条件是指劳动力市场和工作场所实践的特定特征。如果劳动力市场滋生不平等，且催生大量就业不稳定、收入低的劳动者，养老金计划的缺陷将会变得更加严重；反之，养老金的缺陷将通过劳动力市场和创造机会平等的工作实践得到弥补。

	本章这部分内容探讨国民养老金计划如何受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和收入机会的影响，以及受影响程度的问题。此处的讨论将会揭示韩国劳动力市场的核心特点如何制约作为老年收入保障体系的国民养老金计划健康发展。韩国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可概括为以下四点：（1）就业率低且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低；（2）劳动力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就业不稳定；（3）存在大量自由职业者；（4）合同强制退休制度导致的过早退休和主要职业工作年限短。

	韩国的总体劳动力参与率在2011年为61.1%，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相比水平较低（经合组织，2011），这主要是因为女性和青年的劳动力参与率不高。与73.1%的男性劳动力参与率相比，韩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一直徘徊于50%左右（韩国劳动研究院，2008），这个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如表7.4所示，在2010年，韩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54.5%）比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值（61.8%）低了7.3个百分点，比日本（63.2%）低了8.3个百分点，比美国（68.4%）低了超过10个百分点。

	表7.4 韩国和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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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韩国劳动研究院（2011）《劳工数据统计》（Labour Statistics）。

	韩国女性劳动力的低参与率是因为妇女在生命历程中的组成家庭阶段（结婚、生子、养育）从事有偿就业的情况相对较少。韩国已婚女性为了照顾家庭和孩子，比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已婚女性更有可能退出劳动力市场。因此，韩国男性和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差距最大的阶段集中在30多岁，而这一现象反映了国家资助的儿童保育有限的事实，也反映了女性应该承担一系列家庭责任的社会期望（见第五章）。

	在国民养老金计划中，已婚女性一旦成为全职家庭主妇，她们就会被归为“不适用方案者”，只要其丈夫是国民养老金计划的活跃成员，妻子就无需缴纳养老保险。这些全职主妇事实上构成了表7.2所示的“不适用方案者”中最大的一部分（41.6%）。如果排除注册加入其他公共养老金计划的那些个人，那么97%的“不适用方案者”将会是国民养老金计划男性成员的无经济收入配偶。

	这一安排的结果清楚地反映在国民养老金计划按性别划分的成员不平衡和巨大差别上。图7.2显示，从30岁起，劳动者的性别差距变得尤为巨大，这可能是因为已婚女性的劳动力市场退出率非常高。如果她们在生育后不久无法回到劳动力市场，那么她们有可能这辈子在有偿劳动力市场上都处于不活跃状态。如果这样的话，她们就非常有可能在老年时依靠丈夫的养老金生活。

	全职家庭主妇事实上被排除在韩国养老金计划有效覆盖范围之外，注定要依靠其配偶的养老金养老。这样的养老金计划更像是以家庭（由顶梁柱和依靠顶梁柱收入的家庭成员组成）为单位，而不像是以个人为单位。同时，鉴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低参与率，韩国养老金计划是一种倒退的社会保障观念（Kim 2010）。此外，这样的设计会导致很多家庭中一份养老金供两个人养老，这会严重损害老年人收入的充分性，这就引出了每个家庭的有效替代率的问题。虽说韩国养老金计划的目标是要保证普通收入者在缴满40年养老金之后能够拥有40%的替代率，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家庭的一份养老金收入要负担两个人养老，那么平均到一个人的养老金替代率将会变成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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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2 按年龄和性别划分的国民养老金计划的活跃成员人数（单位：千人）

	资料来源：国民养老金计划年度统计报告（2011）。

	根据表7.5，韩国自由职业者的比例大约是32%，是美国（7.2%）、英国（13.8%）、日本（13.4%）和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值（16.1%）的2到4倍多。尽管韩国自由职业者在收入、资产和业务方面是一个异质群体，但绝大多数（78.7%）是仅能维持生计的小业主（Lee et al. 2009）。研究（Keum et al. 2009）表明，自1997年经济危机以来，收入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现象在自由职业者当中日渐增多。

	此外，多数仅能维持生计的小型商店和零售店有可能选择瞒报一部分收入，或者选择根本不缴纳养老保险。如表7.6所示，2008年自由职业者上报的平均收入水平不到固定工资工人收入水平的80%。

	▼表7.5 自由职业者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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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2012）《事实手册》（Fact Book）。

	▼表7.6 按就业状况分列的2008年收入水平，仅限非农业产业单位：千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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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韩国劳动研究院（2008）《劳工数据统计》。

	在国民养老金计划注册的所有自由职业者（约862万人）中，只有42%的人（约358万人）会选择上报收入并缴纳养老保险，其余58%的人免于缴纳养老保险（Kim and Hahn 2011）。然而，这些数据不免让人生疑，因为尽管韩国政府付出不懈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过去十年中，“免于缴费者”的比例并没有显著变化。绝大多数“免于缴费者”属于自由职业者，其中多数人把生意倒闭或无收入作为免于缴纳养老保险的理由（Kim and Hahn 2011）。

	非正式工人比例高，不利于劳动力市场弱势群体有资格并充分享受养老金福利。最近一项研究表明，总就业人口中有33%的人被归类为非正式就业，也就是说，1706万工薪阶层员工中，577万是非正式就业者（韩国劳动研究院，2011）。他们大多是教育水平较低的劳动者和几乎没有技能的女性劳动者，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就业，收入较低，他们的就业往往是间歇性和短暂的。非正式就业人群的国民养老保险覆盖率比正式就业劳动者低很多。截至2011年，相比于正式员工79.1%的养老金覆盖率，他们的养老金覆盖率只有38.2%。因此，他们的终生养老保险缴纳记录可能达不到获得养老金权利的最低必要年限标准。

	国民养老金计划目前的正常退休年龄是61岁，但是常规退休年龄每过五年就会推迟一岁，直到2032年最终推迟到65岁。因此，特别是对于工薪阶层来说，从主要的终身工作退休到领取公共养老金之间存在着5—10年的差距。韩国人的平均工作年限相对于大多数其他经合组织国家来说较长（经合组织，2004），表7.7归纳了2006年韩国劳动部对大公司（300名员工及以上）进行抽样调查时统计的韩国劳动者合同退休年龄、实际离岗年龄和最终退休年龄。

	如图7.3所示，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韩国工人的年龄—任期概况非常差。男性员工的工作场所任期在50岁左右达到顶峰（约10年），然后下降，女性无明显峰值。男性劳动者的这一数字表明了韩国劳动者终身雇佣和养老金缴纳历史的不稳定程度。

	▼表7.7 对于韩国劳动者合同退休年龄、实际离岗年龄和最终退休年龄的统计和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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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韩国雇佣劳动部（2006）《职场调查：工资和工作条件》（Survey of Workplace：Wages and Working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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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3 按年龄段划分的工人（男性）就业年限概况：韩国和其他经合组织国家（单位：年）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2012）就业和劳动力市场数据库。

	表7.8显示了老年劳动者（55岁及以上）就业状况的分布情况。提早退休人员被迫从工作岗位上退下，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继续出来工作。然而，提早退休人员的就业质量非常糟糕，其收入与正式员工相比非常低。韩国劳动力的总工龄虽然比其他经合组织国家长一点，但最后十年的工作生涯（55—65岁）主要从事不稳定、低收入的工作。如表7.8所示，在55岁到64岁的劳动者中，只有21.6%的男性劳动者和3.9%的女性劳动者在从事稳定工作，其余都在从事不稳定的、临时的工作或成为自由职业者。总之，韩国劳动者用来为养老提供资金支持的正式工作生涯非常短暂，这成为国民养老金计划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制度制约。

	表7.8 2008年老年劳动者就业状况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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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韩国国家统计局（2008）《经济活跃人口调查报告》（Survey of the 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 Report）。

	婴儿潮一代——出生于1955年到1963年这段时间的人（约720万人），其中年龄最大者在2010年达到55岁——将逐渐离开他们主要的终身工作，开启漫长的退休潮，但他们在最终退休前，还要从事其他工作以赚取收入。据报告，他们中只有不到50%的人积极参与了国民养老金计划，并且这个比例在未来不会提高（Baek et al. 2011）。更糟糕的是，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婴儿潮一代（712万人）只有30%能缴满10年，这是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国民养老金计划，2012）。全职家庭主妇群体较高的“不适用方案者”比例，也是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难以达成的原因之一。婴儿潮一代有望领取养老金的人中，大约30%的人预计将获得极低的养老金福利（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如表7.9所示，研究（Shin and Kim 2011）认为：在2020年，将只有不到30%的老年人（65岁及以上人群）有资格从国民养老金计划领取养老金福利。即使到2028年，也就是这个体系完全成熟的时候，拥有养老金领取资格者的比例也不到40%。

	表7.9 国民养老金计划受益人前景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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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国民养老金计划改革委员会（NPS Reform Committee）（2008）。

	这再次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国民养老金体系到底为谁而存在？即使2008年养老金改革，福利大幅削减得以通过后，国民养老金计划的资金也最终预计会在2050年后的十年内消耗殆尽（见第三章）。


韩国劳动者的工作生涯和退休



	韩国劳动者开始全日制工作的时间相对较晚（男性大约在28岁，部分原因是男性的两年义务兵役和高等教育高完成率），退出劳动力市场也相对较晚（约67岁）。但是对于工薪阶层来说，由于韩国雇主普遍采用合同强制退休制度，他们的主要职业通常在53岁终结，这使得他们主要工作生涯的平均长度约为25年。因此，53岁到67岁这段时间（共14年）是过渡工作或逐渐退休的阶段，很多韩国劳动者需要辛勤劳作来谋生，通常是从事自由职业。

	工作经历的生命分析表能显示出一个典型个体花费在劳动（受雇或自由职业）上的时间以及不工作的时间，这种分析能刻画出典型个体的工作经历。同时，因其具备不同的人力资源特征，如性别、教育水平、职业或劳动力市场领域，个体之间的工作经历存在可观且显著的差异。不同的工作经历是工作期间的不平等转移或强化为退休生活中的不平等的主要渠道。

	为了判断和描述韩国劳动者的工作经历概况，我们使用了韩国劳动和收入研究小组（Korean Labor and Income Panel Study）的数据。他们调查了小组成员15岁及以后的个人工作经历，包括招聘时间、雇佣终止时间以及工作特点。利用这些数据，可以以月为单位构建出个体的工作经历，包括受雇期限、从事自由职业的期限以及无业（退出劳动力市场或失业）期限等具体情况。

	通过回顾1998年以来周工作时间在18小时以上并持续超过两个月的工作相关数据，我们可以确定每项工作的起始时间以及就业的类型和状态（即正式就业、非正式就业或自由职业），用于分析的数据来自1998年到2000年。表7.10将劳动者按照性别和教育程度划分，展示了他们从15岁到65岁在各种就业状况中分别度过的时间（以月计）。

	研究结果揭示了两个重要发现。第一，男性和女性的工作经历完全不同：男性在他们15岁到65岁期间都在就业，而女性在同一时期并未把大部分时间用于（为赚钱而在劳动力市场中）工作。例如，从15岁到65岁的600个月当中，高中学历的男性就业总时长约为346个月（其中190个月作为雇员，150个月作为自由职业者），而高中学历的女性工作总时长为84个月（其中72个月作为雇员，12个月作为自由职业者）。

	表7.10 65岁及以上男性和女性各类就业状态持续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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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表中数据基于韩国劳动和收入研究小组个人工作经历数据的工作经历生命表分析结果。总数略受数据四舍五入影响。

	第二，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明显的差异是工作经历中正式雇佣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因受教育水平不同而不同：受教育水平越高，从事正式雇佣工作占比就越高。没有受到正规教育的个人，无论男女，就业时间会相对更长，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时间从事自由职业。与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相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一生中预计会花费更多的时间以非正式雇佣劳动者或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工作。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劳动者之间在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方面的不平等，通过国民养老金计划体系进一步转化为老年收入的不平等。虽然可能会有人说如果没有国民养老金计划，老年收入不平等会更加严重，但是就目前没有提供全民基本养老金的国民养老金计划而言，其缓冲作用不会太大。


结论



	本章表明，国民养老金计划并不是一个普适的老年收入保障方案。国民养老金计划在普适性和充分性方面很难达到国民养老金第一支柱的要求，而它二次分配的作用也非常有限。尽管没有任何国民养老金计划能够在以上四个方面都做到尽善尽美，但是，和很多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国民养老金方案相比，韩国国民养老金计划中的这些问题更加严重。

	可以确定的是，国民养老金计划是老年收入保障的第一支柱，需要一个管理科学且发达的第二支柱支持才能保证其效力。虽然如此，讽刺之处在于，国民养老金计划意欲同时实现基本收入保障和赢利两个功能。然而，该体系哪一个功能都未能达成：鉴于该体系糟糕的设计和体系运行所处的不利劳动力市场条件，它的野心过大。如何调整韩国养老金体系，使其更适合韩国的退休实践和劳动力市场条件呢？现在看来，除渐进改革之外，没有其他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韩国可借鉴日本等其他国家的经验来指导其进行渐进改革（见第八章和第十章）。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只进行养老金计划的内部改革和调整不足以保证国民养老金体系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劳动力市场和职场改革同样也需进行。这在人口和劳动力快速老龄化、生育率极低的韩国尤为重要。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应该改革韩国职场的合同强制退休制度，提高强制退休年龄，并帮助老年劳动者在退休后再就业。其次，应该利用政策手段提高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并帮助女性劳动者尽可能延长劳动力市场参与时间。最后，务必确保国民养老金计划的养老金福利能够流向全职主妇和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劳动者。在此方面，如果是经过仔细考虑的缴款抵免和/或保费补助措施，可能是可行的替代政策。

	正如先前所指出的那样，目前过低的养老保险缴费率和相对较低的缴费额将成为后代的负担。为了避免这样的后果，必须尽快改革国民养老金计划和合同强制退休制度。随着时间的流逝，鉴于人口快速老龄化，任何改革举措都会变得越来越不起作用，或不得不越发激进（世界银行，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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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日本退休模式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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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强制退休被明确确立为日本就业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面对经济全球化和迅速的人口老龄化，日本企业的就业实践经历了重大变化——尤其是与工资和人事管理政策相关的变化，但绝大多数企业都保留了合同约定强制退休的做法。强制退休年龄主要定在60岁。许多雇主和雇员都认为强制退休的优点超过其缺点。目前，强制退休制度是日本雇主可以利用的最有效的就业调整方法。对于雇员来说——除了那些越来越多的定期雇佣合同雇员——强制退休仍然是一种有一定年龄限制的工作保障制度（Yashiro 2009）。

	另一方面，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强制退休年龄和养老金资格年龄之间的差距一直是日本政府面临的急迫的政策挑战。目前，日本存在着一个共识，即应实施有效的政策措施扩大老年劳动者的就业机会，以应对劳动力短缺和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财政困难，而随着持续的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这些困难预计会变得更加严重。本章简要概述了强制退休的历史，以及日本政府在退休和老年劳动力方面政策的发展。文章最后分析了当前老年劳动者的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现状。


日本强制退休的历史



	现代日本工业中第一个已知的合同强制退休案例是日本帝国海军的火药工厂，该工厂在1887年的“劳动者就业规则”（rules of employment for workmen）中将退休年龄定为55岁（Kikuno 1988）。直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引入强制退休制度的公司数量都很有限。在第二个和第三个十年，强制退休的做法逐渐在私营企业中普及。根据日本内政部（the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1933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超过50名工人的工厂中有41.7%实行强制退休制度。雇主协会在同一时间对工厂和办公室员工进行的两项调查发现了类似的结果（Ogihara 1984）。佐口（Saguchi，音译）（2000）指出，20世纪30年代渗透日本社会的强制退休年龄政策不一定是基于“终身就业”。当时，工人保护立法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工人没有被广泛组织起来，员工，尤其是蓝领工人没有工作保障。

	在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战争的扩大和越来越多的工人应征入伍，造成了日本工业的劳动力短缺。因此，企业越来越多地暂停合同强制退休，以此留住他们的老员工。1945年战争结束后，暂停强制退休的公司恢复了该项措施，而且更多的公司引入了强制退休制度。劳工部在1951年进行的调查发现，80%以上的公司实行了强制退休制度（Kikuno 1988）。战后经济混乱随着战时生产体系的结束而来，许多公司不得不裁员。然而，由于《劳动标准法》（the Labour Standard Law）等劳动保护法以及工会的激增，雇主不能轻易解雇员工。在这种情况下，强制退休制度是控制就业的一种实用的替代方法（Saguchi 2000）。

	因此，在引入所谓的“日本式就业做法”，例如终身就业、资历制度、定期集体雇佣大学和高中毕业生以及内部培训之前，强制性就业的做法就在日本工业中盛行。日本人事院（the National Personnel Authority）在1955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8.2%拥有300名或以上雇员的公司实行强制退休（Kikuno 1988）。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快速增长期间，合同强制退休开始蔓延到中小型企业，事实上实行这种做法是日本就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Sumiya 1981）。劳动部进行的就业管理调查显示，1968年至1980年期间，在拥有100至299名雇员的企业中，实行强制退休制度的企业比例从76.6%增长到93.7%，在拥有30至99名雇员的企业中，这一比例从51.0%增长到76.5%（厚生劳动省［Ministry of Health，Labor and Welfare］ 2004）。

	如今，绝大多数公司都有统一的强制退休制度，所有员工都面临相同的强制退休年龄。除此之外，不同的工作类别有不同的退休年龄（经合组织，2004：100）。然而，在过去，日本并没有立法监管强制退休，而是让企业自由决定强制退休的年龄。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强制退休的主要年龄是55岁，这个标准一直保持到20世纪60年代，尽管到1960年，55岁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3.5岁，而55岁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6.8岁（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Research］，2012）。20世纪60年代的雇员养老保险计划（the Employees' Pension Insurance Scheme）规定，私营雇员领取养老金的合格年龄为男性60岁，女性55岁。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工会开始要求提高合同约定的强制退休年龄，然而，只有相对较少的公司提高了年龄。即使企业接受了工会的要求，大多数也只将退休年龄提高两年至57岁。1971年，在实行强制退休制度的公司中，57.9%的公司确定退休年龄为55岁，18.3%的公司的退休年龄为56—59岁，21.7%的公司的退休年龄为60岁。只有1.6%的雇主将退休年龄定在61岁或以上（Saguchi 2000）。此外，在1985年《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the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Act for Men and Women）将这种做法定为非法之前，有相当多的公司为女性雇员设定了更低的退休年龄。1967年，劳动部表示提高退休年龄是可取的，但没有采取具体措施来促进这一点（Kikuno 1988）。当时针对中老年劳动者的就业政策集中于帮助失业劳动者找到新的工作（Seki 2009）。


老年劳动者和退休年龄政策



	1973年制定的《就业措施第二基本计划》（the Second Basic Plan for the Employment Measures）是延长合同强制退休年龄的第一项政府政策（Seki 2009）。根据1975年对《就业保险法》（the Employment Insurance Law）的修订，政府向实施以下倡议或政策的雇主提供补贴：将退休年龄提高到56岁或以上；通过公共就业保障办公室（the Public Employment Security Office，即就业中心）雇佣56—64岁的人；延长就业或重新雇佣已达到合同约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增加55—64岁劳动者在其劳动力中的比例。经过一些修改，这种类型的补贴一直延续到今天。

	1978年，随着《促进中年人和老年人就业特别措施法》（the Special Measures Law for Promoting Employment of Middle-aged and Older Persons）的修订，一项配额制度被引入，要求至少6%的劳动力年龄在55岁或以上。1986年，该法规进行重大修订，并更名为《老年人就业稳定法》（the Law Concerning Stabilization of Employment of Older Persons，以下简称《稳定法》），规定公司必须努力将强制退休年龄定在60岁或以上。这是第一次有法令规定提高退休年龄，虽然这并没有使提高退休年龄成为雇主的法定义务，但它为政府提供了通过行政指导实施延长就业的手段。根据这一修订后的法规，政府有权要求公司提高退休年龄，命令他们起草提高退休年龄的计划，并对计划提出修订或实施策略。因此，如表8.1所示，强制退休年龄为60岁的公司比例从1980年的36.5%增加到1990年的60.1%。

	表8.1 1968—2012年强制退休年龄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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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厚生劳动省1968—2004年《就业管理调查》（Survey on Employment Management）和2008—2012年《工作条件普查》（General Survey on Working Conditions）。

	注：1. 不包括根据工作类别或性别有不同退休年龄的公司。

	2. 包括55岁以下。

	到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超过了政府的预测。为了防止公共养老金系统面临财政压力，社会保障专家和政府将提高养老金资格年龄视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政策选择。1994年和2000年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包括将雇员养老金计划（the Employees' Pension scheme）的资格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同年《稳定法》修订，禁止公司将强制退休年龄设定在60岁以下，以应对养老金改革。

	然而，将法定最低退休年龄定为60岁并不是令人满意的应对养老金资格年龄提升的对策。显然，需要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确保60至64岁之间的人的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被广泛认为是不现实的。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衰退中，实现老年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前景的大幅改善是无望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强调扩大继续就业的做法。

	继续就业包括延长雇佣和再就业。延长雇佣是指公司延长已达到合同约定退休年龄的雇员的雇佣合同，而不改变合同条款。再就业指的是公司重新雇用因强制退休而终止雇佣合同的前雇员。与延长雇佣不同，雇主可以轻易改变再就业时的工作条件，包括工资。在过去，再就业已经被雇主广泛采用，在强制退休年龄为55岁时将就业机会延长到59岁。通过强调再就业，政府旨在保障60至64岁的人的就业机会。

	根据这一政策目标，1990年对《稳定法》的修订规定，企业应努力引入再就业措施。1994年对该法规的进一步修订授权政府要求各公司提出继续就业的计划，并可以就这些计划的修订或实施策略提出建议。2004年《稳定法》的修订对于向那些能够并愿意工作到65岁的人提供就业机会至关重要。修订后的法律规定，企业有义务通过以下措施之一保证65岁以下的人就业：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或以上，继续就业，或者取消合同强制退休。

	然而，公司不一定有义务向所有希望继续工作的人提供持续的就业机会，如果劳工和管理层就选择标准达成一致，他们就能选择雇员。如果一个工会组织了工作场所一半以上的雇员，则该工会必须与管理层达成协议。如果这样的工会不存在，协议将在管理层和大多数雇员选出的代表之间达成。此外，企业被允许有一个过渡期来执行这些要求。2006年，企业只需将退休年龄提高到或让雇员“继续就业”到62岁，这一年龄将在2007年提高到63岁，2010年提高到64岁，2013年提高到65岁。

	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向那些有能力并愿意工作到领取养老金资格年龄（65岁）的人提供就业机会，同时为公司提供弹性空间，让公司可以作出适合个体商业情况的安排。然而，厚生劳动省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47.9%的公司采用了上述三个计划中的一个，这些计划可以保障在2011年所有希望工作的雇员能工作到65岁（厚生劳动省，2011a）。如表8.2所示，截至2012年，几乎所有拥有100名或以上雇员的公司仍然实行强制退休制度。如表8.1所示，将退休年龄设定在65岁或以上的公司比例逐渐增大，但大多数雇主仍然将60岁作为合同约定的强制退休年龄。

	表8.2 不同规模企业的强制退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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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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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厚生劳动省2012年《工作条件普查》（http://www.mhlw.go.jp/tou kei/itiran/roudou/jikan/syurou/12/Gaiyou02.html）。
2012年修订的内容见厚生劳动省网站上发布的《稳定法》文件（http://www.mhlw.go.jp/seisakunitsuite/bunya/koyou_roudou/koyou/koureisha/topics/tp120903-1.html）。
	鉴于这些情况，2012年8月《稳定法》再次修订。雇主不再被允许在提供继续就业安排时挑选雇员。另一方面，如果符合政府规定的标准，在一家公司的附属公司提供就业机会，作为一种可接受的继续就业安排形式是被允许的。
	 [image: 2012年修订的内容见厚生劳动省网站上发布的《稳定法》文件（http://www.mhlw.go.jp/seisakunitsuite/bunya/koyou_roudou/koyou/koureisha/topics/tp120903-1.html）。]


老年劳动者就业援助概述



	如前所述，老年劳动者就业政策强调延长就业，假如不取消强制退休，那要么安排继续就业，要么提高强制退休年龄。帮助老年劳动者找到工作的各种其他方案已经到位，例如禁止雇主在招聘时设定年龄限制。在本节中，我们将概述对日本老年劳动者的就业援助。

	根据2012年6月进行的老年劳动者就业状况调查（厚生劳动省，2012a），雇员超过30人的公司中有97.3%采取了以下三项措施之一：实施继续就业制度、将合同强制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以上，或者完全取消强制退休。在这些公司中，82.5%引入了继续就业制度，14.7%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或以上，只有2.7%的公司废除了强制退休制度。与大型企业（300名以上员工）相比，中小型企业（31至300名员工）更有可能提高退休年龄（中小型企业为15.7%，大型企业为6.2%）。与中小型企业相比，大型企业更有可能具备一个继续就业系统（大型企业为93.4%，中小型企业为81.2%）。只有0.4%的大型企业取消了强制退休，相比之下，中小型企业的这一比例为3%。

	2012年6月，如果劳工和管理层就选择标准达成一致，雇主被允许自行选择继续就业的雇员。根据这项规定，57.3%的公司拥有选择劳动者的标准：78.5%的大型企业有这种标准，相比之下，中型企业的这一比例为54.3%。调查还显示，48.8%的企业（51.7%的大型企业和24.3%的中小企业）通过提高强制退休年龄、取消强制退休或继续就业安排，确保劳动者能工作到65岁。

	如前一节所述，雇主在提供继续就业安排方面有两种选择：延长雇佣和再就业。厚生劳动省进行的另一项调查（2012b）显示，20.5%的公司有延长雇佣制度，80.7%的公司有再就业制度（有些公司两者都有）。这表明大多数雇主希望降低劳动者到强制退休年龄时（60岁）的工资率，作为提供就业机会到65岁的前提条件。事实上，日本劳动政策和培训研究所（the Japan Institute for Labour Policy and Training）2008年对拥有50名及以上雇员的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与强制退休时的工资率相比，采用再就业的公司中，只有8%保持或提高了再就业劳动者的工资率（日本劳动政策和培训研究所，2012）。再就业工资率与强制退休工资率的平均比率为68.7%。

	从这些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政府提供就业到65岁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60至64岁劳动者的就业状况。然而，即使允许再就业合同存在薪资削减或工作条件的其他变化，也只有不到一半的公司（大公司则不到四分之一）向所有希望继续工作的65岁以下的劳动者提供就业保障。这一事实表明，2004年修订的《稳定法》中提议的框架，其有效性受到限制。最近一个新的框架被引入，其中包括强制性实施无条件继续就业制度，回应了这一限制性。

	如表8.3所示，雇主可以获得各种补贴，以鼓励老年劳动者就业。

	前两项补贴与提高强制退休年龄有关。这些补贴主要是为了促使雇主遵守《稳定法》，确保劳动者的就业能持续到65岁。第一笔补贴也是为了鼓励雇主保障劳动者能工作到70岁。第三和第四个方案是关于帮助老年劳动者劳动力流动，旨在支持为即将离开公司的员工提供再就业服务的公司，以及雇用年长员工的公司。其余两个方案旨在帮助雇主雇用老年劳动者。

	表8.3 促进老年劳动者就业补贴 单位：百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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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改编自厚生劳动省文件（http://www.mhlw.go.jp/stf/shingi/2r98520000022 tocatt/2r98520000022tsy.pdf）。

	注：*包括对除老年劳动者以外的各类劳动者的补贴。

	作为日本就业保险计划（the Japanese Employment Insurance scheme）的一部分，强制退休后工资降低25%以上的60至64岁劳动者可以得到老年人就业延续福利。这项福利旨在向老年人提供工作激励，同时作为对雇用老年劳动者的公司的补贴（经合组织，2004：17）。如果当前工资是以前工资的61%或更低，那么每月福利的数额是当前工资的15%。如果当前工资在以前工资的61%至75%的范围内，那么福利的数额根据工资降低的比率而有所不同。如果当前的月工资超过一定数额（截至2012年11月为343396日元），则不提供福利。2011年平均每月受益人数为303972人，福利总额为1710.89亿日元。

	日本没有专门禁止年龄歧视的法律。日本宪法第14条规定，“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关系中，不得有基于种族、信仰、性别、社会地位或家庭出身的歧视”。然而，宪法没有提及年龄。2001年对《就业措施法》（the Employment Measures Law）的修订是日本劳动法中首次通过与年龄歧视有关的条款。修订后的《就业措施法》规定，雇主在招聘劳动者时，应努力不设定年龄限制。正如一些评论员所指出的，这项规定以及根据这项规定发布的准则对企业的就业做法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经合组织，2004：117）。例如，就业中心提供的有年龄限制工作的比例从2001年9月的95.3%降至2005年9月的48.4%（厚生劳动省，2007）。人们越来越担心招聘中的年龄限制会阻碍青年、中年妇女和老年人就业机会的扩大，这促成了2007年对《就业措施法》的进一步修订。修订后的《就业措施法》禁止在招聘中使用年龄限制，特殊情况除外。

	为老年劳动者就业提供的其他援助包括以下内容：雇主有义务准备并提交一份证明文件，包括关于预计被解雇的老年劳动者的工作经历和职业能力的信息，以帮助他们寻找工作；为年长劳动者提供技能培训课程和集体工作面试的“老年工作计划”。除了这些措施，银发人力资源中心（Silver Human Resources Center）方案也已实施。截至2011年3月，共有1298个这样的中心，为退休人员提供了从事“临时和短期工作或无就业合同的轻劳动”的机会（内阁府［Cabinet Office］，2012：92-93）。


公共养老金、强制退休和就业政策



	公共养老金制度及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改善财政可持续性而进行的改革，对日本企业的强制退休制度、老年劳动者就业和政府政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下面将讨论养老金对退休和就业最重要的四个影响。

	第一，涵盖私营企业雇员的雇员养老金计划提高养老金领取资格年龄的影响。由于1985年的养老金改革，雇员养老金计划中的养老金领取资格年龄提高，男性从60岁提高到65岁，女性从55岁提高到65岁。然而，引入的一项过渡性措施，即一项名为“老年特供养老金”（Specially-Provided Old Age Pension）的福利，将被“暂时”提供给60至64岁的退休雇员。除与收入相关的金额之外，该项福利还包括统一费率养老金（相当于基本养老金）。

	1994年的养老金改革，确定了男性的统一费率养老金的领取资格年龄将在2001—2013年期间提高到65岁，女性的资格年龄将在2006—2018年期间提高到65岁。2000年的养老金改革决定，在2013—2025年期间把男性的收入相关部分的领取资格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女性则是在2018—2030年期间从60岁提高到65岁。第一次改革是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进行的，而第二次改革进行时，失业率迅速上升。这两项改革是在老年劳动者的劳动力市场改善前景渺茫时进行的，这意味着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强调提高强制退休年龄和继续就业的做法。

	第二，在日本，由于人口老龄化速度比预测发展得要快，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财政可持续性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质疑。另一方面，当时日本年轻劳动者的失业率并没有大幅上升。从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的角度来看，公共养老金体系不确定的财务健康状况使得养老金资格年龄不可避免迟早会提高。年轻一代相对稳定的劳动力市场状况，更不用说老一代人高度的职业道德，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日本政府没有致力于推进老年劳动者提前退休。

	2004年的养老金改革，旨在大幅改善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财政可持续性。政府在改革时表示，其“宏观经济调整”以及养老金保险费的计划性上调，保障了公共养老金体系的长期可持续性，调整的目的是根据出生率和寿命来改变养老金的价格和工资指数。然而，许多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现在认为，因为低生育率、快速老龄化和经济停滞，需要进一步提高领取养老金的资格年龄，以保持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财政的可持续性。日本公众也同意，如果老年劳动者的就业机会能够得到保障，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是比削减养老金福利或提高养老金保险费更好的解决方案。因此，日本政府着手促进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就业，以回应民意和人口寿命的延长。

	第三个影响涉及日本养老金水平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和老年人的行为。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相比，有稳定就业历史的个人的养老金福利水平绝对不低。雇员养老金计划中，一个标准的男性养老金受益人如果缴纳养老保险40年、终身收入水平达到平均数、配偶无工作经历，其所得替代率（即他和他的妻子领取的福利金，包括基本养老福利金与男性劳动者平均工资之和）就会超过50%，即使在通过“宏观经济调整”减少福利金之后也是如此。公共系统内的再分配效应水平相对较高。尽管如此，养老金数额低的老年人比例很大，部分原因是长期以务农作为收入来源或从事自由职业的养老金受益人比例相对较高（Yamada 2009）。换句话说，老年人的收入不平等相对较大。

	在福斯特（Förster）和米拉·德尔科尔（Mira d'Ercole）（2005）研究的25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日本的相对贫困率排名第七。山田（Yamada，音译）（2009）以及凯西（Casey）和山田（2002）解释说，日本是相对不寻常的，因为老年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大于年轻人群体。因此，正如本章下一节所述，难怪老年人工作的原因主要在经济方面。清圭（Seike，音译）和山田（2004）指出，政府养老保障政策背后的基本理念是通过养老金和劳动收入来保障劳动者晚年的生计，而不仅仅是通过养老金收入，对60至69岁的劳动者尤其如此。这一假设很可能会继续作为政府政策的基础，因为养老金福利水平在未来几十年内预计将会下降。
这项福利的原名是在职老龄年金（Zaishoku Rorei Nenkin），如果直译的话，意思是在职（或工作期间）的老年福利。请注意，不同的作者使用了不同的英语单词来指代这种福利。例如，清水谷（Shimizutani，音译）（2012）使用“社会保障收入测试”一词来指代这一福利。
	第四个是养老金福利对老年人劳动力供应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国际上已经结合老年人的养老金和就业政策进行了广泛讨论。在日本，暂停雇员养老金对劳动力供应的影响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注意。
	 [image: 这项福利的原名是在职老龄年金（Zaishoku Rorei Nenkin），如果直译的话，意思是在职（或工作期间）的老年福利。请注意，不同的作者使用了不同的英语单词来指代这种福利。例如，清水谷（Shimizutani，音译）（2012）使用“社会保障收入测试”一词来指代这一福利。] 根据暂停雇员养老金福利制度，如果有资格享受雇员养老金计划中老年福利的人在雇员养老金计划覆盖的营业场所工作，则可以暂停全部或部分养老金福利。这项规则不适用于兼职或临时工，具体取决于工作时长、就业期限和其他条件。雇员养老金方案已经修订了几次，表8.4显示了它目前的运作方式（日本年金机构［Japan Pension Service］，2012；Shimizutani 2012）。

	表8.4 暂停雇员养老金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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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月工资包括年度奖金的十二分之一。

	经济学家指出，这项福利可能相当于对工资收入征收高税率税，并起到对工作产生抑制作用。关于这一话题的实证研究已经有很多，如清水谷（2012）研究发现它会打击工作积极性。岩本（Iwamoto，音译）（2000）通过使用伪面板数据分析技术，估计养老金福利的暂停将60至64岁男性的就业率降低了5%。大石（Oishi，音译）和押尾（Oshio，音译）（2000）估计，养老金数额的减少使60至64岁的人退休的可能性增加了4%至7%。小川（Ogawa，音译）（2009）在回顾一些研究时，也证实了暂停养老金福利的类似作用。

	尽管有缺点，但这项福利仍然存在，其中一个原因是历史原因：暂停的雇员养老金福利是为了满足就业收入低的老年劳动者的需求而推出的。然而，在目前情况下，增加老年人劳动力供应是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对劳动力供应的负面影响越来越重要。


就业、劳动力市场和老年劳动者的态度



	图8.1显示了55岁及以上人口就业率的变化。65岁及以上人口的就业率从1992年的25.1%到2004年的19.4%，下降了6%，但此后一直保持稳定。2002年，60至64岁人口的就业率降至50.6%，直到2010年才再次上升，至57.1%。对于55至59岁的人来说，1997年至2002年，这一比率下降了2%，然后在2000年逐渐上升到74.5%。据估计，养老金领取资格年龄的提高、福利金的减少以及政府对老年劳动者的就业援助计划是2000年后就业率上升的原因。押尾等人（2011）利用微观数据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自1985年启动的社会保障改革减少了金额支付，鼓励了更长的工作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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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1 1989—2010年按年龄分列的就业率

	资料来源：厚生劳动省根据劳动力调查结果编写的文件。http://www.mhlw.go.jp/stf/shingi/2r9852000001ojt0-att/2r9852000001ojx7.pdf

	表8.5将日本60岁及以上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与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劳动力参与率进行了比较。在四个年龄段的每一个当中，日本的劳动力参与率都远高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60至64岁的男性和65岁及以上的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日本排名第三，65岁及以上的男性和60至64岁的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日本排名第五。

	表8.5 2010年老年人的劳动力参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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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年度劳动力统计》（Annual Labour Force Statistics ）。

	注：经合组织平均值是经合组织国家的加权平均值。

	表8.6中显示的一项国际调查（内阁府，出版日期不明）的结果，有助于洞察日本老年公民是否希望比其他发达国家的老人晚退休。该调查于2000年至2001年进行，调查对象是日本、美国、韩国、德国和瑞典60岁及以上的男性和女性，受访者被要求就男性和女性的理想退休年龄发表意见。超过75%的日本受访者选择男性的理想退休年龄在65岁或70岁左右，女性的理想退休年龄在60、65或70岁左右。韩国和其他国家不同，其独特之处在于更高比例的受访者选择理想的退休年龄为75岁或80岁左右（见第十章）。德国和瑞典老年人的答复往往集中在60岁或65岁左右，这表明退休年龄和养老金领取资格年龄之间有密切联系。尽管由于反年龄歧视立法，美国人在选择退休年龄方面有更大的余地（见第一章），但美国老年人的回应往往集中在65岁左右。

	表8.6 理想退休年龄（日本、美国、韩国、德国、瑞典）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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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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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内阁府（出版日期不明）。

	日本就业的一个特点是老年劳动者中非正式劳动者（兼职、派遣和合同工）的比例远远高于年轻一代。日本外务省（the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2010年进行的劳动力调查显示，65岁及以上的人中非正式劳动者的比例为68.9%，而55至64岁的人中非正式劳动者的比例为44.2%，25至34岁的人中非正式劳动者的比例为25.9%，部分原因是许多劳动者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被重新雇用为非正式劳动者，还有部分原因是老年人很难在日本劳动力市场找到正式的工作。

	图8.2显示了55岁及以上人口的失业率。从2002或2003年到2007年，所有年龄组的失业率都有所下降，但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失业率再次上升。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至2007年，60至64岁人口的失业率大幅下降；修订后的《稳定法》规定企业有义务采取三项措施中的任意一项来保障就业到65岁，这可能对老年劳动者的就业产生了一些影响。目前，尽管有所改善，但60至64岁的失业率仍然超过其他所有年龄组的平均水平，而55至59岁的失业率低于其他所有年龄组的平均水平。还应该注意的是，65岁及以上的求职者在通过就业中心寻找工作时面临更大的困难。2011年，他们在就业中心的安置率为12.1%，相比之下，60至64岁的求职者安置率为21.2%，所有年龄组的求职者安置率为25.3%（厚生劳动省，20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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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2 1989—2010年按年龄分列的失业率

	资料来源：厚生劳动省根据劳动力调查结果编写的文件。http://www.mhlw.go.jp/stf/shingi/2r9852000001ojt0-att/2r9852000001ojx7.pdf

	最后对于劳动者希望在超过合同规定的强制退休年龄后继续工作的原因进行分析。表8.7显示了日本劳动政策和培训研究所2009年对55至69岁的男女进行的全国调查所指出的主要工作原因（日本劳动政策和培训研究所，2012）。人们常说，在日本，许多老年人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和保持健康而工作。的确有11.1%的受访者回答“自我实现和社会参与”，还有4.3%的受访者回答继续工作对健康有益。尽管如此，受访者中表示经济原因是保住工作最重要原因的比例非常高。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选择“经济原因”，女性更倾向于选择“自我实现和社会参与”或“健康原因”。经济原因对于65岁及以上的人来说，远不如对60—64岁或55—59岁这两个年龄段的人重要，这可能是因为65岁及以上的人大多有资格领取养老金。这项调查强化了人们的认识，即日本老年人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意味着，相当多的老年人如果不从事有酬工作就无法维持生计。

	表8.7 按性别和年龄分列的主要工作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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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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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日本劳动政策和培训研究所（2010）《老年人就业和工作调查结果》（Results of Survey on the Employment and Work of Older People）。（http://www.jil.go.jp/press/documents/20100705.pdf）


结论



	合同强制退休制度是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作为就业实践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建立的。当时强制退休年龄主要定在55岁，渐渐地，强制退休年龄和养老金领取资格年龄之间的差距被视为一个需要政府解决的社会问题。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经济高速增长期结束，政府颁布了提高合同强制退休年龄的政策。此后，政府的老年人就业政策鼓励雇主保障60岁以上的人就业，尽管给出的工资较低。

	与许多西方国家不同，日本从未经历过年轻劳动者，即二三十岁的人严重失业的问题，这是日本政府从未像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许多北美和欧洲国家那样，鼓励老年劳动者提前退休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财政可持续性一再受到质疑。自1985年以来进行的一系列改革都旨在改善养老金制度的未来财政前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手段包括：提高养老金领取资格年龄、提高养老金保险费和减少福利。相应地，对政府和劳动者来说，保障能够就业到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变得更加重要。1994年，法律禁止公司将法定退休年龄设定在60岁以下。2004年，法律规定，公司有义务保障就业到65岁，要么提高强制退休年龄，要么废除强制退休，要么实行继续就业安排。

	与老年劳动者退休和就业有关的政府措施受到了一般就业政策的影响。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的就业政策被描述为“面向外部市场”的政策，因为它重视促进劳动力流动的措施，以便在工作技能和工作类别的基础上建立现代劳动力市场（Hamaguchi 2004：35-45）。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政府政策转向“内部市场”导向，强调企业内部的就业保障。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就业政策再次转向外部市场导向，制定了促进劳动力流动而不失业的目标，并允许派遣劳动者和就业安置服务的增加。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可能想知道，为什么针对老年劳动者的就业政策在21世纪00年代持续强调企业内部的就业保障，例如2004年和2010年对《稳定法》的修订。

	在考虑这一问题时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对2004年《稳定法》修订的回应 ，不到20%的公司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或废除了退休年龄。绝大多数雇主的回应是引入或延长继续就业安排，在实施这些安排时，一半以上的雇主制定了选择劳动者的标准（这种做法自2012年起被禁止）。此外，绝大多数公司在继续就业的安排下重新雇用劳动者时降低了工资。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将政府的老年劳动者退休和就业政策视为雇主导向而非雇员导向是恰当的。

	虽然日本的就业实践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正式劳动者退休前的就业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维持。在解雇或对雇员工作条件进行不利改变方面，雇主受到法规和判例法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强制退休和再就业制度可被视为便于解雇或改变老年劳动者工作条件的一种机制，因为几乎没有其他机制可用。

	老年劳动者退休和就业的替代办法是进行反年龄歧视立法，禁止强制退休这一做法（见第一章和第十章）。劳动部在20世纪90年代设立的一个调查委员会讨论了这一方法，但没有得到劳动部采纳，也没有得到雇主、工会和主要政党的支持（Seki 2009）。雇主不会接受禁止合同强制退休，因为如果禁止，他们将失去一个重要的工作场所调整手段。为了使废除强制退休成为现实的选择，可能有必要以某种形式削弱关于解雇和工作条件不利变化的其他规定。然而，工会认为，这将恶化老年劳动者的就业状况，并将创造大量低工资和不稳定的工作岗位。

	另一方面，有人批评目前的政府政策过于注重对正式劳动者的保护，而忽视了从事非正式工作的老年劳动者的利益（Hamaguchi 2012）。一些研究人员探索了引入反年龄歧视立法的可能性（Seki 2009）。在不久的将来，反年龄歧视的方法有可能得到更广泛的讨论。在日本社会目前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很难预测老年劳动者退休和就业政策的未来方向。正如第二章所概述的那样，随着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和人口老龄化，日本未来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劳动力短缺和养老金制度更大的财政问题。因此，扩大老年人的就业机会将继续是政府政策的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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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迈向退休的移民：韩国老年人移民加拿大之后的生活


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是移民和种族融合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如何受到原籍地和目的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条件和制度的影响。
	金 安
	 [image: 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是移民和种族融合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如何受到原籍地和目的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条件和制度的影响。]


引言



	人们会因为很多原因从出生国向国外移民。移民流动在很长时间以来都被认为是受出生地和迁入国的相关情况所影响，然而，现代理论体系还强调了历史、制度、国家、边境政策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各种联系等因素的重要性（Bauböck 2001；Kim 2007；Massey et al. 1993）。自从加拿大传教士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第一次登陆韩国以来，一直有韩国人为了能够成为传教士的助手而前往加拿大进行学习（Yoo 2002）。虽然有着相对较长的历史联系，但加拿大并不允许韩国及其他非欧洲国家的移民永久定居，直到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放宽移民政策，不再把原国籍视作移民永久定居的限制条件。从此之后，加拿大的韩国移民数量不断增加，2006年加拿大人口普查显示，在加韩国移民人数众多，将近15万人（2006年人口普查［2006 Census of Population］）。

	韩国移民迁入加拿大的早期阶段，也就是在1975年之前，特点是特定人群（如留学生和年轻家庭）的移入。如今，在加韩国人这一群体内部比较多元，这与一系列导致本国国民移民外国的因素和吸引外国人来本国定居的因素及两国的边境政策有关。为了更好地理解一个民族群体融入社会的形式与结构，必须考虑到该群体的内部多样性。韩国人社区由不同的群体构成，因其移民身份和移民世代（例如现在有第三代在加韩国人）、入境类别（如留学生、外国工人、技术工人等等）、到达时间（如更早期移民和新来移民）、当前生活阶段和移民时的生活阶段（如年轻人、中年人、老人）不同而有所不同，这些差异塑造了群体经历和移民面临的挑战。

	本章重点关注老年韩国移民群体，着重分析影响韩国人晚年移民加拿大的几大因素，以及他们移民时的年龄和相应的在加拿大居住的时间长短如何影响移民后生活的方方面面。韩国到加拿大的老年移民潮将被放在更广阔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下，尤其突出了和韩国的退休状况有关的客观条件和加拿大的移民政策。本章的后半部分将会引述55岁及以上的老年韩国移民的生活经历，根据他们来到加拿大的年龄进行对比，主要关注的是收入保障问题。分析是基于2006年加拿大人口普查数据和来自两个独立研究的焦点小组数据。


韩国的退休环境和移民加拿大



	因为其他章节广泛地讨论了韩国的退休政策和退休实践，读者可以参考那些章节来获得更深入的描述和分析。本节将简要讨论移民离开韩国并来到加拿大的与退休相关的原因，以及一些促使他们移民的边境政策。这一讨论基于老年移民和影响他们作出老年移民决定的结构因素的相关文献。

	2009年在新不伦瑞克省（加拿大的十个地方司法管辖区之一）多地开展的焦点小组讨论活动中，围绕工作和退休的主题作为离开韩国的原因出现，仅次于孩子的教育问题（这项研究的更多详细情况见Kim and Belkhodja 2012）。该项研究主要关注的并不是退休背景和移民决策，而是移民动机和定居经历。在四个焦点小组中，两个小组具体谈到了退休的话题。其中一组（新不伦瑞克第三组）有一名受访者分享了其作出移民决定的心路历程，而在另一组中（新不伦瑞克第四组），参与者之间进行了更多讨论。

	我们两人［受访者和她的丈夫］当时都在工作，我们思考了未来十年的生活——当时韩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借款，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我为此思考了很多，认为我们应该在更年轻的时候离开韩国。所以，我们考虑了我们自己的老年生活和我们的孩子……我不想让我们的孩子经历韩国的教育体系。

	（新不伦瑞克第三组，女性）

	1号受访者（男）：我曾经是一名工薪族，我工作的时候就计划在35岁或40岁辞职。我决定搬到乡下，并辞去了工作。当我在韩国乡下［想自己创业］的时候，有一个新不伦瑞克的移民展览活动……我和我的妻子讨论了移民问题，之后我们就来这里了。

	2号受访者（男）：我认为我们的想法是相似的……我觉得所有的丈夫都有相同的想法。

	3号受访者（女）：……我的丈夫在韩国的外企上班，那家公司……被收购了……所以他不得不荣誉退休了……

	（新不伦瑞克第四组）

	焦点小组的很多受访者通过新不伦瑞克省的省提名计划，以商务移民身份来到加拿大。进入该省时，移民需要拥有30万加元的净资产，并进行至少12.5万加元的商业投资。当被问及如何获得该笔资金的时候，韩国移民说除存款和财产之外，“如果在韩国大公司工作了20年，等到退休的时候，你可以拿到超过5亿韩元的钱（约50万加元）”（新不伦瑞克第三组，男性）。即使能拿到这么多钱，但一想到四五十岁就退休，而孩子还在上学，就会让人心神不宁。难怪移民会成为一个可行并诱人的选择，也难怪会有“搞笑的是……有人在被解雇前”（新不伦瑞克第四组，男性）就已经移民的故事流传开来。

	1997年经济危机（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造成的影响之一是韩国人移民海外。经受这次经济危机之后，韩国人向国外的移民由连续多年下降转为增长（Kim 2004）。经济危机对人们安全感的冲击非常严重，韩国居高不下的失业、不充分就业和不稳定就业，以及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都让人们感觉岌岌可危，认为韩国政治经济形势很不稳定（Kim 2004）。此外，除了经济危机，韩国当时还发生了一些重要的社会和文化变革，也使人们产生了去意。这些变革有的直接影响到有孩子的家庭，比如1997年小学阶段英语教育的引入，还有社会对父亲身份的认知从赚钱养家者到照料家庭者的转变（Kwon and Roy 2007）。家庭观念的变化非常明显，在焦点小组受访者中，有一些人表达了希望父亲能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孩子的强烈愿望。

	前文所述各种状况的累积效应，明显地体现在韩国移民到达加拿大时的年龄上。图9.1根据加拿大2006年人口普查的数据绘制，展示了1996年至2006年间到达加拿大的特定少数族裔的移民年龄。与白人、华人、南亚人、黑人和拉美人相比，韩国移民比较突出的特点是20—29岁的年轻人比例较低。相反，韩国移民中最多的是由儿童和少年组成的最年轻的年龄组，以及40岁到54岁这个年纪第二大的年龄组。这种结构反映了新不伦瑞克省的韩国移民在本国的工作和退休经历，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希望孩子能在一个竞争不那么激烈的环境中受教育的心愿。这清楚地表明，韩国人是在韩国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举家来到加拿大。这种晚年迁移的趋势给移民带来了特别的挑战，这点将在本章的后半部分进行探讨。

	移民中另外一个有趣的人群是年龄最大的老年移民人群。虽然与其他年龄段移民相比，55岁及以上的韩国移民比例没那么高，但老年人的移民模式也以类似的方式构成。对于移民的理解框架，强调原籍地和目的地的条件、历史关系和边境政策。就原籍地的条件来说，不理想的条件很明显是老年人离开的主要动因（McDonald et al. 2001）。直接影响韩国老年人的社会文化变化包括：三代同堂家庭的减少（Kweon 1998）、老年人的贬值（Mjelde-Mossey and Walz 2006；Palley 1992）、过早退休导致的更长时间的依附（Kwon 2003），以及国家扩大了社会福利却加剧了老年人之间的不平等（Park 2007）。韩国很多老年人因为这些情况而遭受情感上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和不安全感（Chung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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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1 1996—2006年到达的少数族群移民年龄

	注：2006年人口普查公用微数据文件（Census Public Use Microdata File，PUMF），私人家庭，不包括非永久居民。

	有了离开一个地方的愿望后，移民要作出去哪里定居的决定。决定去哪里，要考虑到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和难民不同，移民的行动通常更慎重，受个人偏好、对机会的认识、对一个地方的了解或熟悉程度、亲友关系以及移民政策的影响。

	对在加拿大的韩国永久移民来说，他们移民到加拿大的原因包括子女教育和为了家庭有更好的未来（Kim et al. 2012），这与加拿大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动机一致（加拿大统计局［Statistics Canada］，2005）。对于移民加拿大的韩国老年人来说，其移民动机和其他移民的老年人相似，主要是为了离家人近一些。例如，对多伦多市老年韩国移民的焦点小组访谈中，一名女性受访者说明，她本人并没有移民加拿大的愿望，但是她的女儿坚持让她来，还给她提供经济支持。

	老年人移民的两个关键因素是家庭和自主控制权，2001年分别在加拿大不同地区开展的两个调查有着非常相似的发现。在埃德蒙顿市，一个针对60岁及以上南亚老年移民的调查发现，在年纪较大时移民的人中，有81%是出于家庭原因而移民，而这一比例在较年轻时移民的人中只有47%（Ng et al. 2007）。2001年在安大略省进行的另一个针对新来的老年移民的调查研究发现，有70%的受访者来到加拿大是为了和子女在一起，5%的受访者是为了离家人近一些，4%的受访者是为了照顾家庭（McDonald et al. 2001）。在这项研究中，将近90%的受访者由子女资助，有80%的受访者说他们自己有意愿移民加拿大。值得注意的是，有接近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知道或者无法说清楚自己到底想不想来加拿大。此外，有22%的人说他们对自己的移民决策几乎没有自主控制权。老年人对移民决定的自主控制程度是晚年移民的重要方面，需要更多关注。

	不管自愿还是非自愿，如果没有便于离开一地、进入另一地的边境管控政策，就无法执行移民的决定。从历史上看，韩国对公民的移出管控严格，而加拿大对公民的移出没有管控。有更大的移出自主权，那么入境政策在调节和塑造移民流动方面变得更加重要也就不足为奇。韩国移民一直可以通过多种移民计划向加拿大移民，2010年，加拿大接收了来自韩国的5539名永居者、10527名留学生和5439名临时工（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2010）。

	2005年到达加拿大的永久居民中，40%是通过独立技术工人项目（该项目会评估申请者的教育水平、职业资格、工作经验、语言能力、年龄、适应能力），大约有25%是通过商务移民项目（该项目的申请者需要证明拥有政府所规定的最低净值并在进入加拿大后的特定时间内进行商业投资），大约有15%的移民是通过省提名项目（该项目的申请者直接向省移民项目提交移民申请，无需向联邦移民项目申请），大约17%的申请者是由家庭成员资助的家庭移民（Kim et al.2012）。一个人成为哪种类型的移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处的人生阶段，而其到达加拿大时所处的人生阶段，又进一步影响其移民后的生活经历。


移民时所处的人生阶段和在加拿大的经历



	加拿大因其种族多样性和国家对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正式支持而得到广泛认可。加拿大经常被描述为一个移民国家，2006年，19.8%的人口出生在加拿大以外，比2001年的人口普查略有增加。这个百分比预计还将继续增长（加拿大统计局，2010）。移民对加拿大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被加拿大社会各界所认可。

	虽然受到广泛认可，但是移民，尤其是非白人移民，在加拿大的生活面临巨大挑战。尽管有关成年移民面对的困难、劣势和障碍的著述甚多（Banerjee 2009；Bauder 2003），但是，很少有人关注移民时所处的人生阶段如何影响融入这一问题，尤其是老年移民和那些四五十岁移民的人。生命历程视角在这里特别有用，因为它假定迁移的影响在整个生命历程中会有所不同，而个体迁移的生命阶段将影响他们的融入（Wingens et al. 2011）。

	2006年，在加拿大全国55岁及以上的移民中，大约有11%到达加拿大的时候就已经在55岁及以上，大约有17%的移民到达加拿大的时候处于40—54岁这个年龄段（2006年人口普查）。在韩裔老年人中，上述两个人群的占比分别为16%和45%（2006年人口普查）。显然，很大一部分韩国人在中老年才移民到加拿大。老年移民者的这种不统一众所周知，新到的老年人的独特需求也已被确定（McDonald et al. 2001；Northcott and Northcott 2010）。

	利用2006年加拿大人口普查的数据，本章对包括移民身份、所属种族和民族、收入特征等具体信息进行了分析，并将在加拿大生活的韩国老年人按其到达加拿大的年龄进行对比。该二元分析的样本大约有410名韩国老年移民，代表了人口中超过18000名的韩国老年移民，样本中包括在加拿大以外出生的55岁及以上的韩国少数族群受访者。

	根据移民年龄不同，样本分为三组：到加年龄小于40岁年龄组（样本中占比38.5%）、到加年龄40—54岁年龄组（样本中占比45.1%）、到加年龄55岁及以上年龄组（样本中占比16.3%）。在这三组中，移民年龄相对较大的两组非常值得研究，因为他们最有可能得到成年子女的资助，而且还要面对特定的社会和经济挑战。加拿大移民法规定，老年移民的成年子女在法律上有赡养父母的义务，赡养期为10年，这往往使老年移民在经济和情感上比较脆弱（Koehn et al. 2010）。老年移民尽管会有一些积极的生活经历，但社交互动、住房选择和医疗资源的缺乏使这些受子女资助的老年移民更容易遭受虐待和忽视，也更容易感到抑郁或失去自尊（Koehn et al. 2010）。

	表9.1和表9.2展示了三个移民年龄组之间的一组对比。对于所选特征与移民年龄之间模式的探索，采用了2006年加拿大人口普查中的一系列社会—人口数据和经济数据。然而，该数据所呈现的模式必须谨慎对待，因为三个组别移民加拿大的时间长短不同。换言之，该分析中，更年轻时到达加拿大的移民在加拿大居住的时间最长，这对人口普查时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有所影响。承认这一不足非常重要，同时要谨慎解读以这种方式定义的样本所捕捉到的信息。

	表9.1和表9.2的结果突出了根据移民到加拿大的时间，韩国移民老年人口具有的不统一性。在这项讨论中，主要关注点是在年龄较大时到达加拿大的移民的独特性。正如结果所显示的那样，这一群体与其他群体在预期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表9.1 按照移民年龄分列的老年韩国移民特点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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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2006年加拿大人口普查公用微数据文件，加权样本包括55岁及以上的韩国移民。各栏原始总数因为变化因素略有偏差，但大致遵循以下分布：38.5%的人在40岁以下来到加拿大；45.1%的人在40到54岁来到加拿大，16.3%的人在55岁及以上的年龄来到加拿大。

	表9.1概述了不同年龄移民群体的各种特征。在该表中，与其他移民年龄的群体相比，在55岁及以上到达的人中，妇女所占比例较高。年纪更大的移民群体中，移民年龄较大的人比较小的人更多；其中75岁及以上的人中，46.3%在55岁及以上时移民，相比之下，40岁以下时移民的占2.5%，40至54岁时移民的占13.5%。

	在更早的人生阶段来到加拿大的韩国人年龄更小并不令人惊讶，因为韩国移民相对晚近，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逐渐开始的——那时只有几百个移民，他们都是带着孩子、正处于工作年龄的成年人——并在2001年达到顶峰，大约有9600名永久居民（Kim et al. 2012）。这一较近的移民潮意味着20世纪60年代末第一波移民刚开始步入晚年。许多在生命历程后期移民的人也是近期才移民的，这些人中40.9%在过去5年内来到加拿大，但是也有超过10%的人在加拿大生活了超过25年。

	就公民身份而言，移民年龄大显然是一种劣势。入籍率差异的部分原因是最近许多移民的移民年龄较晚。然而，鉴于将近60%的年龄较大移民群体已经在加拿大生活了5年多，而获得加拿大永居资格只需连续居住3年，因此入籍率的差异不能完全由移民年龄较晚来解释。有个有趣的事实：尽管公民身份对于更年轻时就来到加拿大、在加拿大生活了更长一段时间的移民来说更为相关，但多数年龄较大的移民者也已经拿到了加拿大的公民身份，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他们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

	在老年人中，也可以观察到移民到达加拿大的年龄以及相应的在加拿大的居住时长同他们的语言隔离之间的联系。到达韩国年龄最大的那组老年移民中，几乎三分之二的人两种官方语言都不会说，而那些在40—54岁移民到加拿大的老年人中，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存在语言隔离情况。这与过去的研究发现一致，即大多数新来的老年人英语语言能力较差或有限（McDonald et al. 2001），年龄最老的韩国移民同75岁以下的稍年轻一些的老年人相比，他们的语言隔离程度最高（Kim 2010）。我们在多伦多市的韩国老年移民者焦点小组，是2011年在老年人中开展的一个关于经济保障研究的13个焦点小组之一，证实了其语言技能的缺乏，并强调了语言技能的重要性。多数受访者强调，作为移民，唯一最重要的技能就是语言：

	3号受访者（男）：如果我能回去，我会努力学习英语。

	8号受访者（女）：我丈夫［来加拿大之前］认为他英语讲得很好。但是，很快他就意识到不是这样。他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他非常沮丧，不再练习英语了，结果变得更糟。现在他连电话都不接。

	（韩国第一组）

	移民到加拿大时年龄较大的老年人拥有大学学历的可能性更低，而两组年龄较小的韩国移民组教育水平则彼此相当，大约2/3的人拥有高中及以下学历，40%左右的人拥有大学学历。这些差异可能与韩国不同的机会结构有关，因为移民年龄较小的群体现在的年龄也相对年轻。这两个群体的移民准入标准也有所不同，年龄最大的移民群体可能是通过家庭担保进入加拿大的，而年龄在55岁以下的移民可能是作为独立技术工人来到加拿大的。这些差异在就业状态衡量上也有所体现，考虑到样本中在40岁以下来到加拿大的老年人极有可能处于年龄组别中较年轻的一端（即目前他们之中有65%在55到64岁之间，与之相比，55岁及以上来到加拿大的老年人中只有18%在55到64岁之间），他们当中40%的人仍活跃在劳动力市场上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同样不会让人感到意外的是，移民年龄最大的一组韩国老年移民得到就业机会的可能性不高，但是事实上，他们的就业率并不像预想的那么低，超过十分之一的韩国老年移民能找到工作。

	在房屋所有权方面，移民年龄越大，老年人住在自有住宅的可能性就越小，这一点人们应该有所预料，因为老年移民购买房产的机会没有那么多。同时，这表明老年人的住房在一定程度上不稳定，特别是如果老年人是受他们子女合法资助的话，他们的生活安排说明了这一点。老年移民中，大约五分之一的人不是独自生活或与配偶一起生活，而是以其他方式生活。虽然多伦多市焦点小组的九位老人到达加拿大的时间和年龄各不相同，但是他们中有一半的人表示，他们和成年子女一起生活，其中两位由孩子资助。对于那些和成年子女一起生活的老人来说，往往是出于经济原因或者为了把资源汇集在一起，他们才这么做，而不是因为文化模式或者文化预期。人口普查数据并没有向我们表明在生活安排这一项上选择“其他”的老人中，有多少是多代家庭，但是几代同堂在多伦多的韩国移民家庭确实是比较普遍的生活安排，尽管这样的安排在逐渐减少（Kim 2010）。这种下降趋势与韩国的情况相似，在韩国，共同居住越发为一种暂时情况（Kweon 1998）。很明显，移民共同居住不应该被解读为文化价值观的反映，而应该更多地被解读为家庭环境的务实和经济安排，而法律要求对老年移民进行资助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因素。

	表9.2 按照移民年龄分列的老年韩国移民收入特点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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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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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2006年加拿大人口普查公用微数据文件，加权样本包括55岁及以上的韩国移民。各栏原始总数因为变量因素略有不同，但大致遵循以下分布：38.5%的人在40岁以下来到加拿大；45.1%的人在40到54岁来到加拿大，16.3%的人在55岁及以上的年龄来到加拿大。

	表9.2展示的是依据移民年龄差异分列的韩国老年移民的收入特征。表格中的结果表明：和更年轻的时候移民的人相比，总体来说，成年后较晚一些移民到加拿大的人靠公共来源收入为生的可能性更大。这并不难预测，因为那些在更年轻时候移民的人年龄也有可能更小（接近55岁），可能还在工作。具体来说，55岁及以上移民到加拿大的韩国老年人中，有57%领取了老年保障金（Old Age Security）或低收入保障补助金（Guaranteed Income Supplement）。老年保障金是基于法律地位、年龄和在加拿大居住年限的加拿大公共养老金，目前提供给所有65岁以上符合条件的居民，无论收入和就业状况如何。年满18岁后必须至少居住40年，才有资格获得全部老年保障金。60岁至65岁的低收入老年人也有资格享受老年保障金。低收入保障补助金则为老年保障金受益人中的低收入居民提供额外的每月福利。

	如果算上仍在资助期间的老年人，年龄最大的移民群体对老年保障金或低收入保障补助金需求会更高。2006年的公共用途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55岁及以上才移民到加拿大的老年人中，有一半以上是在过去10年内迁入的，41%是在过去5年内迁入的。这些数据显示，相当一部分年龄很大才到加拿大的老年移民，没有资格获得政府补助。此外，因为韩国移民的移民年龄总体相对较大，他们绝大多数在65岁的时候是没有资格领取全额老年保障金。在大多伦多地区焦点小组中，新近移民到加拿大的受访者谈论了他们面对的经济不稳定性：

	7号受访者（女）：我从在韩国的储蓄账户里取一些钱，因为我在这里没有收入来源……我无法要求女儿给我［经济］支持，因为我知道她无法负担我的生活。我怎能要求我的女儿给我经济支持呢？她养活自己的家庭就已经很难了。而且，这里的物价更高……这一切对我来说很复杂。

	9号受访者（女）：我现在还没有资格领取老年保障金。我靠给别人上吉他课来赚取微薄而又不稳定的收入。现在，我靠我丈夫的养老金生活……

	（韩国第一组）

	加拿大公共养老金收入体系的另一大重要特征是加拿大养老金计划（the Canada Pension Plan）和魁北克养老金计划（the Québec Pension Plan）。无论职业经历和过去的收入如何，所有有资格的居民都可以享受老年保障金和低收入保障补助金，但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或魁北克养老金计划和它们不同，这两种养老金计划的领取金额，都基于居民过去工作的收入和缴纳的养老保险。移民年龄同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或魁北克养老金计划的领受率之间不是线性关系：年龄较大时移民加拿大的韩国老年移民，比那些40多岁或50出头就移民的老年人更有可能获得加拿大养老金计划和魁北克养老金计划福利，但比年龄更小就移民加拿大的人相比，获此福利的可能性要小一些。应该能预见的是，移民年龄最大的群体获得养老金的可能性最小，因为他们在加拿大的居住年限更短、收入更低或者没有收入。这三个移民群体的年龄差异并不能解释这种模式，因为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或魁北克养老金计划最高的福利率保留给了在更年轻的时候来到加拿大的人，他们也是样本中最年轻的老年人。那些在40岁到54岁之间移民到加拿大的人要申请福利，可能会等待更长的时间，这样他们就能缴纳更多保险金。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那些40多岁或50多岁到来的移民经营着小型家族企业，给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或魁北克养老金计划缴纳的保险金非常少，或者没有。

	很大一部分老年移民除老年保障金、低收入保障补助金、加拿大养老金计划、魁北克养老金计划和就业保险之外，还会领取其他政府援助，包括各级政府（联邦、省、地区或市）的转移支付、老年人住宿费用、寡妇抚恤金、工人补偿以及退税和销售税抵免。有趣的是，在所有移民年龄群体中，韩国老年移民获得其他政府援助的比例，高于获得老年保障金和低收入保障补助金的比例；两个年龄较大的移民年龄群体获得其他政府援助的水平，高于获得加拿大养老金计划和魁北克养老金计划的水平。此外，韩国老年移民的年收入中，公共收入占很大比例（Kim 2010）。

	尽管移民年龄与公共来源的援助领受率之间普遍存在正相关关系，但与私人来源的关系则为负相关。也就是说，较晚移民的老年人不太可能拥有各种私人收入来源，如就业收入、投资收入、市场收入和退休养老金。同样，考虑到他们抵达加拿大时的年龄较大，这意味着在加拿大停留的时间较短，在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有限，这种模式也在预料之中。这一模式的一个例外是，在55岁或以上抵达加拿大的老年人中，有其他现金收入来源（如来自国外或家庭成员的收入）的老年人占一定比例（8%）。可能有一小部分有其他收入的老年人，是加拿大和韩国政府双方社会保障协议的受益者。自1999年以来，加拿大政府允许向韩国国民养老金计划缴费的人（或符合条件的家庭成员）领取老年和残疾福利。较晚移民的老年人拥有其他收入的比例仅略高于在40—50岁之间移民的老年人。

	这一描述性分析清楚地表明，晚年来到加拿大的老年人靠政府援助生活，很可能只维持着非常基本的生活水平。他们在韩国移民中，往往属于年收入较低的群体，且很大一部分收入是公共来源的（Kim 2010）。正如大多伦多地区焦点小组的受访者所言，“我们努力生活得简单一些”（2号受访者，男性，韩国第一组）。尽管焦点小组参与者的收入保障水平差异很大，但他们不太可能从私人来源获得可观的收入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作为一个群体，韩国老年人同许多其他种族化群体和移民群体相比，贫困率明显更高（Preston et al. 2013）。

	与年纪较轻时移民加拿大的韩国老年人相比，年龄较大时抵达的韩国老年人中有40%以上生活贫困。在40岁至54岁移民到加拿大的移民中，32%的人生活在加拿大非官方的贫困线以下。移民年龄与较低收入之间的这种联系并不是加拿大独一无二的，在澳大利亚（Khoo 2012）和美国（Phua et al. 2007）等其他地方也有发现。缺乏时间获得与就业相关的养老金和满足国家资助援助的居住要求、难以适应新的环境和机构，以及家庭成员的过度保护，都可能导致移民老年人的生活方式更加没有保障。


结论



	本章的分析展示了在55岁及以上的老年韩国移民中三个移民年龄群体的相对劣势，特别是将40到54岁移民和55岁及以上移民同40岁以下移民进行了比较。调查结果显示，老年人的移民年龄是影响加拿大社会融合和经济融合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有关合法公民身份、语言隔离、生活安排、住房所有权、贫困、政府援助依赖和私人收入来源等问题。因此，韩国移民和其他移民的生活条件受到他们来到加拿大时的人生阶段的影响。

	加拿大的老年人是一个不统一的群体，生命历程视角告诉我们，他们目前的情况应该从个人轨迹和移民等关键时刻来看待。作为一个群体，韩国移民受到韩国教育制度和退休环境的影响，往往在晚年带着孩子来到加拿大。因此，他们往往比其他移民群体年龄更大，并面临着如上所述的独特挑战。对许多人来说，这些挑战一直持续到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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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退休的未来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安德森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主要研究东亚（特别是日本）劳动力市场中老年劳动力参与率、退休模式和年龄歧视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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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绝大多数国家，尤其发达国家，现在都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一点在第二章已经讨论过。人口老龄化带来很多挑战，如劳动力短缺、保持经济增速困难、养老金计划压力巨大、老年人赡养政策和制度的压力增加。在全球化环境下，日本和韩国都是比较特殊的案例。如下文详细讨论的那样，日本是老龄化社会的典型，而韩国目前经历的老龄化速度比任何国家都要快，这两个国家一起使东亚成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今天，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并且会在21世纪保持比其他国家更高的老龄化程度。截至2010年，大约7.6%的世界人口在65岁及以上。作为世界主要发达地区，整个欧洲的这一比例是16.2%。然而，日本的数值更高，以22.7%成为世界上老龄人口占比最高的国家，接下来是意大利（20.4%）、德国（20.4%）和希腊（18.6%）。这一年龄段在日本人口中的比例，预计到2020年升至28.4%左右，2030年升至30.3%左右，2050年达35.6%左右，日本的老龄化水平将高于其他任何国家（联合国，2012）。

	部分是为了回应公众对于日本在人口老龄化方面领先世界的日益关注，在过去十年中，一个独特的分类体系出现在日本的公共话语中，以此对人口变化水平进行排名（Coulmas 2007）。日本决策者、大学研究员和大众媒体通常用下面三个标签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老龄化阶段并对其分类：“老龄化社会”（ageing society），指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至少7%的社会；“深度老龄化社会”（aged society），该比例至少14%；“超级老龄化社会”（hyper-aged society），该比例至少21%（Coulmas 2007）。

	根据这个分类法，日本从2007年以来就进入了超级老龄化社会。日本老龄化的速度比多数发达国家都快得多，其在197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在1994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厚生劳动省，2007）。图10.1展示的是选定国家需要多少年完成从该分类框架中的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的转变，日本用了24年从老龄化社会转变为深度老龄化社会。而在多数其他国家，包括法国（115年）、瑞典（85年），同样的人口结构转变历程经历了更长的时间。在美国，这一转变仍然在进行中，预计需要73年完成。而日本从深度老龄化社会到超级老龄化社会的转变只用了13年，同样的转变预计在法国需要39年，瑞典42年，美国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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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1 从老龄化社会到深度老龄化社会再到超级老龄化社会的转变速度（选定国家）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2012），经合组织（2004），厚生劳动省（2010）。

	韩国目前是深度老龄化社会，但很快就会成为超级老龄化社会。尽管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已经经历了从老龄化社会到深度老龄化社会的转变，但韩国目前正在经历世界最快的人口老龄化——甚至比日本还快——并将在未来20年和日本一起进入世界老龄化程度最高国家的行列。截至2010年，韩国65岁及以上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1.1%，这个数字比世界总人口中老龄人口（65岁及以上）占比要高（7.6%），但是在发达国家中仍然相对较低。然而，等到2030年，这个数字将飞跃至大约23.3%，仅次于日本（30.3%）、德国（28.0%）、意大利（26.4%）和葡萄牙（25.2%）。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进一步蹿升至32.8%，仅次于日本（35.6%）和葡萄牙（34.0%）（联合国，2012）。韩国当下所经历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史无前例，根据上文提到的分类体系，韩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将在2018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这一人口结构转变仅仅用了18年，比日本快得多（见图10.1）。此外，到2026年，韩国预计将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日本2007年就进入这个阶段。这一转变预计仅需要8年就会完成，与之相比，日本用了13年。人口老龄化的预期速度，使韩国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快的国家（韩国国家统计局，2012）。

	韩国快速老龄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预期寿命快速增长和生育率急剧下降的结合（经合组织，2007）。1970年，韩国男性和女性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大约是57.6岁，这一数字到2010年猛增至79.4岁，即在过去40年间增长了22岁，增幅为37.8%。这个变化速度比同期的世界平均预期寿命增速20.5%要高，也比日本16%的变化速度高（韩国国家统计局，2010）。和不断提高的预期寿命同时发生的，是女性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生孩子越来越少。韩国的总生育率急剧下降，从1970年每位育龄女性生育4.71个孩子急剧下降到2010年的约1.22个孩子，2010年的数据甚至比日本超低的生育率1.27个孩子还要低（韩国国家统计局，2012）。


劳动力老龄化



	为了应对当下和未来的人口和劳动力老龄化，今天的多数发达国家都被迫寻求提高公民劳动年限的方法。如果大体上更多的劳动者在达到传统退休年龄后能继续存在于劳动力市场，那将有助于增加他们老年的经济保障（Williamson and Higo 2007），也会有助于减轻老龄化相关的社会开支的预期财政负担、保持这些国家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经济中的经济活力（经合组织，2007）。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韩国的劳动力老龄化有以下两个趋势。

	第一，两个国家的年长劳动者劳动力参与率显著高于其他很多发达国家。换句话说，这两个国家的劳动者和其他很多国家比起来，在经济上保持活跃的时间更长。从2011年开始，34个经合组织国家中，55—64岁男女的劳动力参与率平均为57.8%，这个年龄段在当今很多发达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延迟退休的年龄段（经合组织，2012）。同年，日本对应的比率为68.2%，这个参与率数值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位列第六，排在前面的有爱尔兰（84.1%）、新西兰（76.2%）、瑞典（76.0%）、瑞士（71.9%）和挪威（70.5%）。韩国的数据是63.7%，比日本低，但是比所有34个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值要高很多（经合组织，2012）。

	第二，日本和韩国老年劳动者的劳动力参与率的性别差距，比其他很多发达国家都更加明显。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和韩国的性别差距更大，至少在55—64岁这个年龄段是这样（参见第七章）。截至2011年，在经合组织国家中，55—64岁年龄段的劳动力参与率，男性为67.6%，女性为48.5%，性别差距为19.1%。在日本，同一年龄段的参与率，男性为83.1%，女性为53.7%，相差29.4%；而韩国的情况是男性参与率为78.9%，女性为49.9%，相差29%（经合组织，2012）。换句话说，日本和韩国的老年劳动者的高劳动力参与率，主要是因为老年男性的高劳动力参与率。

	把日本、韩国相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特点：正如前文讨论过的，55—64岁这个年龄段的年长劳动者劳动力参与率上，日本高于韩国，然而，如果比较两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参与率时，这个情况是相反的。两个国家中，无论男性还是女性，65岁及以上老人的劳动力参与率都显著下降。然而，日本下降的程度要大于韩国，韩国65岁及以上年龄段的参与率，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比日本要高（韩国的情况也请参见第七章）。

	正如图10.2所示，在55—64岁这个年龄段，日本男性的劳动力参与率为83.1%，65岁及以上年龄段的劳动力参与率为28.4%。对于女性来说，在55—64岁这个年龄段，劳动力参与率为53.7%，65岁及以上年龄段的劳动力参与率为13.2%。将65岁及以上的人群同更年轻的人群相比，男性的劳动力参与率降低了54.7%，女性降低了40.5%。而在韩国，男性在55—64岁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力参与率为78.9%，65岁及以上年龄段的劳动力参与率为40.6%，对于女性来说，在55—64岁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力参与率为48.9%，65岁及以上年龄段的劳动力参与率为21.8%。这两个年龄段男性和女性的参与率分别下降大约38.3%和27.1%。和日本相比，这些变化相对更缓和，因此，从65岁开始，这两个国家的劳动力参与率发生了反转：韩国的老年劳动者的劳动力参与率要高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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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2 2011年日本和韩国以性别和年龄段划分的劳动力参与率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2012）。

	和许多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尽管当前日本和韩国的老年劳动力参与率都相对较高，但在未来几十年，两国都要面对严峻的劳动力短缺。劳动力短缺是发达国家决策者的主要关切问题，因为它可能会导致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经济环境中的经济活力下降（Higo 2006）。人口结构的两个预测趋势——出生率下降、预期寿命延长，已经让日本步入了人口负增长进程。日本的总人口在2010年达到最高值，约1.2806亿，到2012年，人口下降到约1.2796亿。假设日本当前的生育率状况继续下去，而移民政策保持不变的话，那么预计日本人口到2025年将持续下降到1.2114亿，到2050年将进一步降到1.0825亿（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2012）。如前文所讨论的那样，韩国目前正经历世界上最快的人口老龄化，到2018年就会开始出现人口下降。作为这些人口结构转变的反映，日本预期将比韩国更早经历劳动力短缺问题，而韩国将比日本更突然地遭遇这一问题。

	当前世界范围内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会成为很多发达国家预期在不久的将来面对某种程度的劳动力短缺问题的部分原因。如图10.3所示，从2000年到2020年，经合组织国家的劳动力年均增长率预计将在0.37%左右。然而，预计在2020年到2050年间，劳动力将以平均每年0.04%的速度萎缩。日本已经先于其他很多发达国家经历了劳动力的萎缩：在2000到2020年间，日本劳动力每年萎缩0.42%，而从2020到2050年间，萎缩速度将加快，劳动力预计年均减少0.92%。与之相比，韩国的劳动力将在2000到2020年期间持续增长，年均增长率为0.79%。然而，从2020年开始年均增长率突然下降，部分原因是韩国正经历世界上最快的人口老龄化。在2020到2050年期间，韩国的劳动力预计将以年均0.91%的速度减少——和日本同期的下降率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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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3 1980—2050年各国劳动力年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厚生劳动省（2005）。


日本的强制退休



	半个多世纪以来，合同约定强制退休一直是日本职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见第八章）。不管是什么职业领域、行业、组织规模，日本的大多数员工都深受基于年龄的企业政策的约束，被要求强制退休。今天，多数雇主把法定强制退休年龄设置为60岁，这是那些年老的劳动者继续就业、延续职业生涯的主要年龄障碍。然而，在过去几年间，越来越多的雇主开始留下超过60岁的劳动者，部分响应了政府的干预。人口和劳动力老化对国家经济活力和偿付能力的影响，在日本是引起公众关切的重要事情。政府一直面对着设法延长老年劳动者工作年限的压力（Yamada and Higo 2011；Williamson and Higo 2009）。因为未来几十年的预期劳动力严重短缺，在国家人口和劳动力都快速老龄化的情况下，政府的干预反映了和老龄化相关的社会支出对财政造成的日益增长的负担（日本劳动政策和培训研究所 2009）。政府的努力主要集中在通过和雇主协商来提高企业政策设置的强制退休年龄标准，继而增加劳动力市场上老年劳动者的数量。其根本目的是延长老年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到60岁以上——60岁是该国普遍制度化的强制退休年龄（Yamada and Higo 2011）。

	从2004年以来，政府为雇主设置了法律义务，即留下一些年龄超过60岁的劳动者。从2013年4月开始，雇主必须为年龄达到60岁的雇员执行以下三种工作保障措施中的至少一种：其一，全面取消工作场所的合同强制退休企业政策。其二，提高强制退休的最低年龄（一般为60岁）至少到65岁。其三，重新雇用已经达到强制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一般为60岁），并让他们能继续工作到至少65岁。

	为了履行这些法定义务，多数雇主选择了最后一种：重新雇用。目前，取消强制退休的雇主非常少，因为年长雇员的工资相对于他们的生产率来说非常高（Yamada 2012）。而如果继续雇用，雇主必须在不改变年长劳动者的雇佣身份、工作内容或工资的前提下，雇用他们至少到65岁，这会导致和取消强制退休相似的财政挑战（Higo and Yamada 2009）。因此，多数雇主选择重新雇用，作为继续雇用60岁以上劳动者的努力——这与继续雇用不同，并不强制要求雇主无条件保证雇佣会持续到65岁。相反，重新雇用仅仅要求雇主把职场工作机会向那些已经60岁的人开放，使他们能够继续工作到至少65岁（Williamson and Higo 2009）。这给了雇主较大的自主决定权，雇主可以在劳动者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后，把年长劳动者从正式雇佣身份降为非正式雇佣身份，这样，雇主能够大幅度削减雇用60岁及以上年长雇员的成本（Yamada and Higo 2011）。

	终身雇佣是贯穿日本战后历史的最重要的劳动力市场制度，而在年龄未长时即按合同约定强制退休，作为日本广泛约定俗成的就业制度（韩国也是这样），是终身雇佣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终身雇佣制的系统结果。在这种制度下，劳动者通常在正式教育完成后马上得到雇用，一般为同一雇主工作到退休。这种制度的核心劳动力主要由男性正式雇员构成——全职雇佣，并很可能一直雇用到约定的退休年龄（Ono 2007）。国家没有成文法保证劳动者被终身雇佣，终身雇佣也不是一种合同状态或者法定的任何一种就业状态（Aoki 2001）。相反，终身雇佣被看作是劳、资和国家之间的不成文约定，各方的相对权利、职责和期待都表达在其中。在日本，终身雇佣是雇主、劳动者和政府之间一种隐含的——尽管已高度制度化——长期相互承诺和约定（Gordon 1998）。从大约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到70年代中期的整个战后重建时期，终身雇佣制度深植于既包括公有也包括私有的多数行业，并适用于很多职业。在此期间，企业、劳动者和国家共同致力于一个长期工程：国家的战后经济复苏和发展（Mouer and Kawanishi 2005）。

	日本及韩国的终身雇佣制度有个特征，即资历制度，这种制度保证了随着雇佣时间的延长，工资会定期增长，且这种增长往往是大幅的增长（Ono 2007）。在这种加薪制度下，雇主为雇员提供经济鼓励，以便他们长期为雇主工作，继而保证了雇主能够获得稳定而高度奋发的劳动力供应，因为雇员对企业长期忠诚。雇员长期的忠诚也使得雇主能够进行长期人力资本投资，来增加组织竞争力（Ono 2007）。在这种制度下，雇主一直施行基于年龄的强制退休制度，这一制度与资历制度并行（Gordon 1998）。从经济角度看，因为雇主长期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所以如果劳动者长期保持较高的生产率，定期加薪是合理的。但是，雇主认为他们无法一直给劳动者涨薪，因为在一定年限的服务之后，劳动者的生产率不能保持继续增长。雇主还认为，他们需要分配资源给年轻的劳动者进行劳动力资本投资，继而来保持经济竞争力（Lazear 1979）。因此，终身雇佣制度的特点是雇主长期提供工作保障、施行资历制度，而劳动者对公司长期忠诚，同时它还导致了强制退休制度（经合组织，2004）。

	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起，政府一直在干预劳动力市场和职场，具体目标是提高合同强制退休年龄。政府的很多干预主要是通过对《老年人就业稳定法》（下称《稳定法》）作出一系列修正来实现。在1971年制定时，《稳定法》规定，雇主有义务为把强制退休最低年龄从55岁提高到60岁作准备；在1986年的修正案中，雇主被要求制定工作场所具体举措来把强制退休最低年龄从55岁提高到60岁；在1994年的修正案中，政府强制雇主把最低强制退休年龄设置为60岁或以上。政府还发布了面向雇主的管理指南，指导他们来改革现存职场政策和实践，为未来进一步把强制退休最低年龄提高到65岁作准备（Higo 2006）。

	日本近年来围绕强制退休的一个主要挑战，是被称为“五年空档期”的问题（Yamada and Higo 2011）。简言之，该问题指的是目前存在的劳动者退休金领取年龄（65岁）和退休年龄（通常为60岁）之间的差距。

	在1994年《稳定法》修正案通过前，1992年，政府宣布了未来的行政计划，其内容是逐步提高从公共养老金计划的一部分——“雇员养老金计划”（下称雇员养老金）中领取福利的最低年龄。雇员养老金覆盖了日本多数从业于私营部门的劳动者，目的是给受益人提供统一费率养老金和收入相关养老金（Yamada and Higo 2011）。2000年前，足额雇员养老金福利的领取资格年龄是60岁，这也是多数雇主强迫雇员退休的年龄。然而，作为公共退休金计划组成部分的雇员养老金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以提高财政可持续性（厚生劳动省，2009）。1994年，政府引入了逐渐提高养老金福利中的统一费率部分领取资格年龄的计划，初始的年龄提高（至61岁）在2001年生效，并于2013年达到最终的年龄，即65岁（厚生劳动省，2010）。此外，2000年的一项养老金改革，计划提高雇员养老金中的收入相关养老金领取资格年龄，将于2013年初步生效，并于2025年定案（经合组织，2004）。在这些改革规划下，从2012年起，虽然雇员养老金中的收入相关部分仍然可以从60岁开始领取，但是统一费率部分直到64岁才能领取，并且在2013年，将直到65岁才能领取（厚生劳动省，2010）。

	因为雇员养老金中统一费率部分领取年龄的提高，《稳定法》在1998年再次修订。修正案迫使雇主努力保障雇员能工作到65岁。然而，政府发现，到2004年，只有16%的雇主修正了他们的强制退休制度来遵守此行政要求（厚生劳动省，2007）。政府和劳动者关切的是，雇主的迟疑会使这个国家老年人的经济保障面临极大风险，尤其是对于那些60—65岁的老人来说。因为有这五年空档期，劳动者有强烈的在60岁以后继续工作的经济需求，可他们仍然在60岁时面临强制退休。人们期待《稳定法》的修正有助于解决老年人强制退年龄和领取足额养老金（统一费率养老金和收入相关养老金）年龄之间的“五年空档期”问题（Higo and Yamada 2009）。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强化了法律效力（日本劳动政策研究·研修机构［ Japan Institute for Labour Policy and Training］，2009）。政府明确承认：在当今国内和国际经济下行的趋势下，很多雇主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们降低人力资源成本以保持组织竞争力（Higo and Yamada 2009）。为了助力雇主顺利履行法律义务，《稳定法》2006年修正案为雇主提供了前述三种选择——包括重新雇用的选项——以此作为对雇主的激励，让他们能够雇用雇员到至少65岁。借此立法，雇主获得了很大的决策自主权，可以改变职场已经达到强制退休年龄的雇员的雇佣条款。政府声明，如果能保留超出传统强制退休年龄（60岁）的雇员，作为交换，雇主可以改变雇员的工资、受雇身份、工作日程、工作内容，甚至工作场所（通过雇主网络内的调动）。为了改变雇佣条款，雇主们通常会终止已经达到强制退休年龄的雇员的工作，然后重新雇用他们到一些临时岗位或者兼职岗位，他们的工资和补贴都会大幅降低（Ono 2007）。换言之，日本的雇主通过将雇员的身份从“正式雇员”（核心劳动力）变成“非正式雇员”（边缘劳动力），来继续雇用那些60岁及以上年龄的雇员。

	在过去这些年里，“五年空档期”使日本的劳动力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在强制退休后继续劳动的雇员（厚生劳动省，2012）。这一类劳动者指的是那些因达到职场强制退休年龄标准（通常是60岁）而终止终身职业，继而被同一雇主重新雇用的人。因前述的政府和雇主之间的相互作用，一般强制退休后的劳动者不会是正式雇员。和正式雇员不同，非正式雇员通常是兼职、固定期限或者两种雇佣条件兼而有之。这种结构状况继而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它直接促成了结构性年龄障碍，极大地限制了劳动者在60岁后继续以正式雇员身份——终生雇佣制的核心劳动力——工作的机会和资源（Higo and Yamada 2009）。

	在各个行业，强制退休后的劳动者都有可能会无法享受到终身雇佣机构的很多福利待遇，即使他们仍在工作了一辈子的组织内继续工作（Yamada and Higo 2011）。他们往往会被排除在制度框架之外，最明显的是他们遭遇了巨大的降级。工作条件方面，包括经济赔偿和组织角色等，都被无条件降低，而不会被重新雇用到退休前相同的工作职位或者拥有相同的工作条件，更不会获得升职（Yamada and Higo 2011）。雇主可能会自行决定降低强制退休后的劳动者的工资和其他补偿，以此作为一种人力资源管理的工具，促使他们“主动”离开机构（Yamada 2012）。即使在自己工作了一辈子的机构之外寻求就业机会，强制退休后的劳动者往往会遭遇社会的羞辱，被嫌太老而无法保证工作效率。这种社会羞辱经常会导致年老的求职者自尊心受挫，从而不愿意在强制退休后寻找工作（Yamada and Higo 2011）。


未来



	一些研究者提议，在过去20年中，作为日本战后劳动力市场的一种制度特征，终身雇佣已经日渐减少。一些雇主开始停用终身雇佣制度所特有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例如，最近一些年，越来越多的雇主，包括大型机构，开始用绩效工资取代资历制度（Kato 2001；Ono 2007）。整个国家劳动力终身雇佣的规模总体来说似乎也在缩减。在过去十年间，正式雇员——机构的核心劳动力——在日本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也在稳步显著下降。然而，强制退休一直是，可能未来也将仍然是这个国家劳动市场的一个主要特征。实际上，强制退休的公司政策不仅在日本的多数职场被保留至今，而且在过去的十年中，该政策的执行比以往更为广泛。在日本，声称执行强制退休政策的雇主在过去十年间稳步增长。1999年，日本的大多数雇主（约90.2%）声称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场所施行强制退休政策。到2003年，大约92.2%的雇主声称他们执行强制退休政策，到2006年和2009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分别增长到94.4%和95.3%（厚生劳动省，2012）。

	尽管雇主坚持强制退休的做法，但政府近来扩大了对国家老龄化劳动力市场的行政干预范围。从2006年起，政府开始一系列的全国性运动，致力于鼓励雇主继续雇用雇员到70岁（Higo and Yamada 2009）。例如，政府执行奖励计划，为那些允许职员工作到至少70岁的雇主提供补助。在这些计划中，政府公开那些得到政府承认、为国家劳动力快速老龄化作好充分准备的“模范雇主”的名字，借此来鼓励其他雇主仿效其做法（厚生劳动省，2010）。

	强制退休仍将继续是日本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而这一情况可能要一直持续到21世纪中叶。对于这个国家的公司雇员来说，该制度仍将是伴随他们职业生涯、影响到他们老龄化体验和社会经济福祉的强大制度结构。对于雇主来说，强制退休将是他们依据劳动力年龄对劳动力进行调整，继而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经济中保持经济活力的重要手段。尽管公众对劳动力老化的问题日益关切，但政府需要谨慎行事，警惕提高强制退休年龄标准（更不用说废除强制退休）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政府还必须格外关注近期发现难以找到合适工作的更年轻的劳动者。如果试图通过在劳动力市场保留年长的劳动者来解决预计发生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却不协助更年轻的劳动者参与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在坚持执行终身雇佣政策的职场，日本的决策者可能会面对权衡协调的困难（Williamson and Higo 2009）。

	然而也要注意，在日本的劳动力市场，60岁作为劳动者结构上成为“强制退休后”劳动力市场上的“非正式”雇员的门槛，已经是一种惯例。在进入“强制退休后”劳动力市场后，劳动者可能遭遇结构性排斥，不再受制度保护——制度保护可以使他们继续作为核心劳动力市场的生产性成员。换言之，“生产性老龄化”（productive ageing）在结构上受当代劳动力市场制约。“强制退休后”的工作生涯由公共政策和雇主共同建构，对于年龄达到60岁的劳动者来说，这对他们个人的生产性老龄化构成了极大的结构性阻碍。随着终身雇佣劳动力在过去20年中减少，在未来10年中，强制退休后的劳动者数量预计会增长。政府需要扩展政策关注点，从增加公民老年职业生涯的“就业数量”（例如通过再就业来创造就业机会），扩展到也要提高“就业质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和雇主都需要更多考虑劳动者强制退休后的工作满意度、工作匹配度和灵活工作选择。政府需要寻求方法来提高年长劳动者的技能、生产效率和就业能力，改善现有那些帮助老年求职者的公共政策。


退休问题的未来：日本之鉴



	正如本书其他章节已经详细勾勒出的那样，韩国雇主就和日本雇主一样，采用合同约定强制退休制度，而此制度几乎涉及所有的劳动者。如图10.4所示，尽管两个国家中，大、中型企业的多数劳动者都面临着非自愿退休的情况，但在日本，合同强制退休更为广泛。和日本不同，韩国私营企业雇主可以自由决定退休年龄。很多雇主把退休年龄设置在55到58岁之间，但是有些雇主甚至把退休年龄降得更低，或者在一些情况下，把退休年龄提高。与日本一样，一些雇主要求雇员以“荣誉退休”的方式在未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前退休，这种现象很普遍。而且韩国雇主也和日本雇主一样，认为不管退休年龄进行怎样的重大改革，核心问题都是资历制度。

	[image: ]

	图10.4 日本和韩国执行强制退休公司制度的雇主（按组织规模分列）

	资料来源：厚生劳动省（2012）和韩国劳动研究院（2011）。

	然而，韩国和日本之间有四个重要差异。第一，如上文所述，韩国的合同约定强制退休年龄设定低得多，而且韩国的雇主可以任意设置退休年龄。相反，日本政府立法规定合同约定强制退休年龄为60岁，这使得雇主只能选择用“荣誉退休”作为强迫劳动者在60岁前离开公司的手段。第二，韩国的年劳动时间要比日本长得多。2010年，韩国人工作2193个小时，是所有经合组织国家中劳动时间最长的，比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值多出400小时。对比之下，日本人的劳动时间是1733小时（韩国国际劳动基金会，2012）。韩国劳动时间更长的一个原因是面对年纪轻轻就要退休的现实，劳动者有充分的动力让自己的工作时长和收入最大化。

	第三，日本政府几十年来一直鼓励雇主提供一些退休后的就业机会，近年来甚至规定雇主要这样做。反之，韩国在鼓励、资助和规定雇主提供一些退休后的就业机会方面举措寥寥。2006年，韩国政府启用了一个新的资助计划以支持工资高峰制度。根据此计划以当雇主和工会同意削减10%以上的工资来保证劳动者就业能维持到56岁以上时，政府会补偿劳动者工资损失的一半（达到约每年6000美元）。正如第一章所述，一些公司采用某种形式的工资高峰制度，但是绝大多数公司都不这么做。

	第四，如第一章所述，韩国想要像日本在1994年那样立法规定最低退休年龄为60岁的话，压力巨大。韩国候任总统朴槿惠和执政党在2012年声称，他们的目标是把法定退休年龄设在60岁，同时施行工资高峰制度。相比之下，日本规定最低退休年龄为60岁，并且没有强迫降低劳动者的工资。

	通过比较和对照两国，很显然韩国更像20年前的日本：法定退休年龄在55岁左右，同时面对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压力。事实上，韩国很多决策者和观察家都清楚地看到日本在改革退休政策方面是个可以仿效的榜样。鉴于两国在人口和劳动力市场状况两方面的相似性以及合同强制退休的广泛性，我们将分析韩国决策者在退休政策改革方面可以从日本吸取的教训，作为本章和本书的结尾。

	在退休政策改革方面，韩国可以考虑向日本学习五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第一，提高合同约定退休年龄到60岁，但不一定要采用工资高峰制度，尽管后者是雇主所希望的。正如本书其他章节中所指出的，虽然薪资政策和退休实践相互影响，但二者作为职场特征各自独立、互不相同。日本的经验表明，只要作好充分准备，雇主可以提高退休年龄而不必诉诸降低工资。其他章节已经指出（例如，见第三章），韩国的决策者经常要求大公司执行新的规章制度，而对小公司在执行规章制度方面会给予更多的时间。尽管如此，大量证据表明，韩国立法者没有必要把提高合同约定强制退休年龄到60岁和薪资计划捆绑在一起，尽管雇主希望如此。试图同时解决两个问题，很可能会使达成一项让劳资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

	第二，日本在提高和保持年长劳动者就业数量方面取得了成功，55到64岁年龄段人群的劳动力参与率也比较高。然而，日本老年人的就业质量往往很差，尤其是60岁以上老年人。很多60岁以上年龄的雇员职业不稳定、工资低、职场地位低。这主要是因为雇主经常把60岁以上人群的就业看作是对国家的义务，而不是经营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换言之，日本在创造数量可观的就业机会方面很成功，但是就业质量低。在推进韩国退休改革时，决策者一定要寻求办法来同时提高老年人工作的数量（提高劳动力参与率）和质量（避免就业条件降级）。无论在日本还是在韩国，一旦劳动者退休，其生活就会发生巨大变化，再就业很难使其恢复到先前的地位状态。尽管如此，两国的决策者还是可能希望考虑提高并持续提高合同约定强制退休年龄，而不是提供更多的退休后就业选择。

	第三，日本65岁以上老人的劳动力参与率急剧下降。韩国65岁以上老人劳动力参与率也有所下降，但情况稍好一些，65岁以上工作的老人比日本多。鉴于人口老龄化的水平、速度以及预计出现的劳动力短缺情况，日本和韩国都需要延长工作年限到65岁以上。实际上，在日本，这是官方国策。然而，如果韩国想要延长工作年限到65岁以上，那么就需要维持（如果不能提升）老年劳动者的经济保障。一个选择是不减少老人该享有的养老金的同时允许老人们去工作获得收入。

	第四，本章和其他章节（见第二、第五和第六章）指出了东亚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包括韩国和日本在内。日本的生育高峰一代具有根据性别进行劳动力参与的典型特征（男性劳动力参与率非常高，而女性非常低）。更高的女性劳动力参与水平（包括老年妇女）对于缓解劳动力短缺和减少老年贫困非常关键。日本的经验表明，性别不平等问题很难解决，没有政策措施的协同，女性的参与率不可能快速增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树立了一个反面的典型，韩国的决策者可以吸取经验，向其他国家学习，例如法国、瑞典和丹麦。在这些国家，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一直在提高，在劳动力市场上，男女也相对平等。对于日本和韩国来说，鉴于两国的人口结构，女性地位和生育之间的联系非常重要。

	第五，和其他多数发达国家一样，日本表明养老金和退休政策之间有密切联系。在快速老龄化的社会，退休和养老金之间的联系非常复杂（Yang and Klassen 2010）。然而，在养老金领取资格年龄和强制退休年龄之间制造时间差——这种情况在日本和韩国都存在——会给很多劳动者造成非常困难的处境，因为他们在合同强制退休后，很难找到有偿工作。鉴于日韩两国的养老金资格年龄都在提高，唯一符合逻辑的政策便是延长就业期限，至少可以和领取养老金的资格年龄相衔接。

	我们的结论是，在退休政策方面，韩国没有充分的理由去盲目模仿日本的模式。日本的经验表明，一旦劳动者达到了合同强制退休年龄，就经常在职场被边缘化，在劳动力市场上也普遍如此，不管退休年龄几何。此外，日本的经验表明，雇主不会主动提高退休年龄，并且反对这样做的措施，而不考虑更多的社会外部因素。短期来说，韩国能从日本吸取的最大的教训是，可以在不采用工资高峰制的情况下，提高合同约定退休年龄到6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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